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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已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通过对国内外公共危
机信息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以从公共关系学、情报学、传播学、

管理学等视角切入者居多；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信息沟通、信息传播、信息公开等层面展

开。目前国内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存在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性不强、研究视角

比较狭窄、学科整合相对不足等问题，未来研究应从危机信息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与多学科融

合、网络背景下危机信息沟通与传播、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的可操作化实践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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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公共危机事件的出现越发
频繁，各国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增强。仅就

中国而言，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

全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导致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

过２０万，伤残人数超过２００万，经济损失超过６０００
亿人民币。［１］２００３年“非典”事件后，突发公共危机
的应急管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逐渐认

识到信息在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各个环节的重要

作用，无论是发生前期或征兆阶段，还是中期演变、

后期恢复与重建过程，都需要及时、准确与全面的信

息资源，信息贯穿于整个突发公共危机发展过程的

始终。加强信息管理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应急控制有

着重要作用。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

认为的，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社会中提供信

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与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

来越深，如果这两大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就有可

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的风险

之中。［２］当前，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日益成为公

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本文拟对国内外

学术界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

与简评，旨在为我国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究提

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国内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

究现状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乏危机意识，但相比于西
方国家，我国对现代意义上的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

理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直到１９９０年，孙明贵［３］介绍

了西方国家企业危机的管理经验，国内才开始了危

机信息管理的学术研究，近年来更形成了热潮。国

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息沟通、信息传播、

信息公开等层面来展开。

１．突发公共危机的信息沟通研究
国内关于突发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研究遵循微

观和宏观两种进路，前者侧重于具体策略，后者则偏

重于沟通机制。信息沟通策略决定着突发公共危机

信息管理的效果，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陈晓

剑等［４］基于公共危机生命周期和公众认知形成过

程，提出了危机信息沟通框架与战略，指出要了解危

机状态下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期望，可通过定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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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息的内容，帮助公众建立针对危机事件的积极

认知，提高危机沟通的效率；钟金玲［５］从理念、技术

和实践３个层面探讨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政府做好公
共危机信息沟通的对策建议：理念层面上要实现政

府危机沟通观念的转型，技术层面上要整合多维度

立体化的媒介形态，实践层面上要加强政府危机预

警，实现媒体跨界联播，提供心理服务平台；朱春

辉［６］论述了信息沟通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要从健全

信息管理制度、完善信息监控与预警、保障信息资源

配置系统、提高信息系统整体应急反应能力、建立政

府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 ５方面入手来解决；吴小
冰［７］从归因理论与组织形象修复理论视角，探讨了

政府在公共危机中应选择合适的沟通策略，以达到

良好的沟通效果，恢复政府良好形象，比如在危机处

理阶段可采用支援、趋小化、超脱、差异化、自责、反

击等沟通策略，在危机恢复阶段可采用修正、支援、

补偿等沟通策略。上述探讨危机信息沟通的策略的

研究可以影响突发公共危机信息沟通效果，但并不

是唯一的影响因素，突发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效果

还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

对该问题的研究应从多视角展开。

国内关于信息沟通机制的研究侧重于３个方
面。一是关注信息沟通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冯

晓［８］以政府、媒体和公众３个外部信息沟通主体间
互动关系为重点，提出构建公共危机管理外部信息

沟通机制对策；米唤明［９］认为危机信息沟通主体间

存在危机信息共享水平低、横向信息不交互及信息

反馈缺乏等问题，可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建立多层

次的信息发布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３方面来解决。二是研究内外网信息共享交互系统
的建设机制。张维平［１０］从内外部沟通角度提出要

建立核心信息网、政府公众信息网和外网的信息共

享交互系统；程璇等［１１］指出，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

信息的沟通主体、管理系统与监督反馈系统构成了

信息沟通机制的要素，这是构建信息机制的基础。

三是探讨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沟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

因。黄金兰［１２］指出，危机信息沟通中存在着政府官

员漏报、瞒报、谎报、不报等逃避责任的行为，民众的

危机意识、危机辨别能力普遍偏低，媒体在公共危机

信息传播中的困境，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互动和交

流，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５个方面的问题，
并从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公民危机教育、媒体因素、

科层化管理体制、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赖

英腾［１３］认为，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在主观认知、信

息系统以及沟通管理方面存在障碍，提出应树立正

确的危机沟通意识、健全政府危机信息系统、加强危

机信息沟通管理制度建设等危机信息沟通机制的治

理路径。可以看出，从上述各维度开展的宏观研究

涉及面较广，但结合社会现状、权力关系的深层反思

和批判尚待深度挖掘。

２．突发公共危机的信息传播研究
国内关于突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研究主要围

绕３个方面。一是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与机制的
探讨。李志宏等［１４］结合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

的特点，并参照 Ｄｅｆｌｅｕｒ的互动过程模式和 Ｆｉｏｎａ
Ｄｕｇｇａｎ等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式，提出基于信息流强
弱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李春华等［１５］指

出，在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是信息传播的

主导者，媒体是传递者与监督者，公众则是受众与参

与者，并以多元治理理论和危机沟通理论为基础，构

建了“政府—媒体—公众”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

二是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空间结构模型的研究。王伟

等［１６］以社会网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公共危机信息传

播中的“六度分隔”、“小世界”和“无尺度网络”现

象，运用“弱关系—强关系”假设和“结构洞”理论对

公共危机信息网络结构及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机制进

行了初步分析探讨；孙华程［１７］基于无标度网络结构

模型和小世界网络理论，认为网络节点的增加与网

络节点连线的增加是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特点，把

可变集聚系数引入到无标度网络模型中，建立了一

个复杂的网络结构模型；随后，孙华程［１８］又以此理

论为基础，探讨了这种结构模型的实用与指导价值。

三是研究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周海生［１９］指出信

息传播对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媒体及

公众等传播主体具备各有侧重的传播功能，其中政

府具有制度建设及制度保障功能，媒体在信息传播

中具有监测环境、引导教育、议程设置、缓释、舆论监

督、反思等功能，公众有参与及塑造功能，但需要一

定的前提条件。上述突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研究的

前两个方面主要遵循西方危机传播研究的修辞取

向，旨在运用信息传播技巧帮助组织化解危机，而后

一个方面则侧重于管理取向，将组织视为解决突发

公共危机的核心。

３．突发公共危机的信息公开研究
按学科领域进行梳理，目前关于突发公共危机

的信息公开研究主要围绕３个层面。一是立足于法
学学科背景，从立法、体制、观念等层面分析突发公

共危机信息公开法制的发展历程、现状与特点，运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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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学视角对比国内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制

度的差异，指出国内信息公开制度的不足，围绕信息

公开法制制度的构建提出相应建议，如马学梅《突

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研究》［２０］，齐丽文《突发公

共事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２１］。二是基于公共

关系学与公共管理学背景，从治理理论视角探讨突

发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危机沟通问题，认为突发公共

危机信息公开的实质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危机

沟通与管理能力，基于具体的典型案例，分析政府信

息公开中存在的沟通问题，强调从畅通民意诉求表

达机制、推进信息公开建设、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提

高同媒体沟通的能力等方面进行危机沟通。如杨梅

《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沟通问题研究》［２２］，周

小鹏《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

究》［２３］，谢颖波《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

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２４］。三是着眼于传

播学视角，把媒体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中间桥梁与

最终归宿，指出政府、媒体与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

求形成了对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过程是

三者利益间博弈的过程，信息沟通有赖于三者关系

的互动协调，强调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如赵路平《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共关系

研究》［２５］，童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与传媒

的宣泄功能》［２６］，诸葛福民等《公共危机治理中的

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

弈》［２７］。上述研究立足于不同学科背景对突发公共

危机信息公开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其共同的

出发点是力求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善，

但对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方面的研究内容还不够

深入，还未形成综合的体系化研究。

　　二、国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

究现状

　　１９９０年代是西方国家频繁爆发突发公共危机
事件的时期，如何通过信息管理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为西方理论

界所重视。西方学者对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

究可追溯到公共管理领域信息沟通的研究，公共关

系学与信息传播学界的专家对此也进行了研究。研

究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突发公共危机中的信息沟通策略研究
信息沟通策略是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的热点问题

之一，它包括信息沟通的原则、渠道、步骤３方面。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 Ｍ．Ｒｅｇｅｓｔｅｒ［２８］提出的突发公共

事件“三 Ｔ”（Ｔａｋｅｙｏｕｏｗｎｔａｋｅ，Ｔａｋｅｉｔａｌｌ，Ｔａｋｅｉｔ
ｆａｓｔ）原则至今仍被奉为危机信息沟通领域中的圭
臬。Ｗ．Ｔ．Ｃｏｏｍｂｓ［２９］研究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网络短信群发系统、新闻媒体报道都是快速

反应渠道，当员工与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一起大规

模使用内联网时，其沟通价值将得到提升。Ｊ．Ｒ．
Ｄｏｗｌｉｎｇ［３０］研究了“９·１１事件”后美国航空公司使
用内联网系统与雇员进行沟通的问题，认为这是一

种有效的沟通方式。Ｍ．Ｔａｙｌｏｒ等［３１］通过广泛分析

危机网站，发现在危机中组织利用网站以及与网站

的互动很缓慢，而短信群发系统可以通知具体的个

人。可以看出，随着危机管理工作的推进，可以有多

种信息沟通渠道供选择。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３２］将突发公共
事件的信息沟通管理划分为６个阶段，即避免危机、
准备管理危机、认识危机、遏制危机、解决危机和从

危机中获利。Ｊ．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３３］认为危机沟通应包括成
立沟通小组、确定发言人、培训发言人、制订沟通计

划、识别公众、危机预警、评估危机形势、辨别关键信

息、明确沟通方法与施行危机沟通１０个步骤。
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研究
国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研究经过多年探

索，已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范式，发展出了３
个研究取向，即管理取向、修辞取向和批判取向［３４］。

管理取向侧重于危机信息传播的“传播者”环节，以

“组织”（这里的“组织”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指政府、

企业、医院、学校、社团、非政府组织等）的自主性、

专业性、决策能力与沟通策略的效果等为关注焦点，

多数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其中以Ｊ．Ｅ．Ｇｒｕｎｉｇ等［３５］提

出的“卓越公关理论”最具代表性。修辞取向则以

危机信息传播的“信息”环节为主，以定性方法研究

组织如何应对“形象管理”和“修复策略”问题，以

Ｗ．Ｌ．Ｂｅｎｏｉｔ［３６］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最为经典。
近年来，以Ｗ．Ｔ．Ｃｏｏｍｂｓ［２９］为代表的学术团队整合
了管理取向和修辞取向，提出了情景危机传播理论

（ＳＣＣＴ，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ＳＣＣＴ以危机公关研究为基础，根据危机责任水平
将组织危机分为３类：受害型（指自然灾害、谣言、
工作场所暴力等），意外事故型（如产品技术错误造

成的伤害和意外事故）和故意过错型（如人为错误

产生的伤害和意外事故、管理失当等）。据此，Ｗ．
Ｔ．Ｃｏｏｍｂｓ提出了９种声誉修复策略，即攻击原告、
否定、替罪羊、借口、理由、提醒、逢迎、补偿以及道

歉。总体来看，无论是传统的管理取向、修辞取向，

还是整合的 ＳＣＣＴ理论，都没有摆脱“亡羊补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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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式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其最大问题是缺乏

对社会现状、机制和权力关系的反思与批判［３４］。以

Ｊ．Ｐ．ＭｃＨａｌｅ等［３７］为代表的批判取向论者以耐克公

司遭遇的信誉危机为案例，把危机看作组织形象重

塑的契机，提出了“霸权”模式，这里的“霸权”意指

某个组织“在传媒、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

权”［３４］，危机信息传播就是“不同组织争夺领导权

的过程”［３４］。

３．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
研究

国外学者早在１９８０年代就注意到了突发公共
危机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研究如

何使用信息技术提升危机管理水平。１９８４年，美国
学者Ｒ．Ｌ．Ｃｈａｒｔｒａｎｄ等［３８］向国会众议院科技委员会

提交了一份名为《用于应急管理的信息技术》的研

究报告，该报告重点研究了应急通信系统、针对自然

灾害的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在减灾

与危机管理等的应用问题。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更多学
者从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Ｏｔｔｏ
Ｌｅｒｂｉｎｇｅｒ［３９］从信息角度分析了危机管理者的职责
与素质；ＲｏｎａｌｄＪ．Ｂｕｒｋｅ等［４０］则从信息需求视角提

出了持续危机管理方法，研究了寻求信息、预防危

机、危机准备、识别危机、控制危机、危机恢复等问

题。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
ｃｉｌ）专门编著报告，系统介绍了用于危机管理的信
息技术的特点、作用等。［４１］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

及，Ａ．Ｍ．ＤｉＮａｒｄｏ［４２］指出网络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更
为有效的工具。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最常见、最

难以预测、对公众危害最大的是公共卫生事件，如果

处置不当，会引发公众的恐慌与无助。印度学者Ｍ．
Ｄｏｌｌｙ［４３］提出将公共卫生与灾害信息网络、互联网联
系起来，并在国家内部、国家与地区之间实现在线共

享。在实践领域，许多发达国家已专门设计了危机

信息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危机管理当中。如美

国，在“９·１１事件”之后成立了应急联邦管理局
（ＦＥＭＡ），并着手开发国家应急管理信息系统
ＮＥＭＩ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随后在很多城市建设了公共安全地理信息
系统，制定了“ＥＦＥＭＡ”战略，建立了多种基于 Ｇ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的应急信息管理
系统。［４４］

可见，国外关于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

以从公共关系学、情报学、传播学、管理学等视角切

入者居多。毋庸置疑，上述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和参考，但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国情，用

国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理论指导中国的具体实

践，需要对其进行修正与创新。

　　三、当前研究现状简评

通过上文的梳理与反思，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

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还存在理论基础相对

薄弱、理论研究针对现实的指导性不强、研究视解比

较狭窄、学科整合相对不足等问题。

１．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通常意义上，理论体系包括基本内容、基本方法

和内在逻辑结构。目前国内外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

理理论框架仍显粗糙，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还没有

形成。特别是国内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侧重于

对个别问题、单个案例与具体现象的阐释，而对该领

域的基本问题做出完整回答的、有影响的力作尚不

多见。理论体系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多采用文献

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具体的方法论

问题较少涉及。而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还要求我们应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

平衡计分卡法等各种研究方法，对突发公共危机信

息管理工作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建立绩效测评模型

对信息管理工作绩效进行实证研究。任何科学的理

论体系并非多个理论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内在联

系紧密的有机整体，而目前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

的理论体系研究还没有确立这样的内在逻辑结构。

２．理论研究针对现实的指导性不强
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理论作为规避组织风险

和解决意外事故的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工具性学

科，其着眼点应是如何更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

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信息

管理等的研究热潮，可以视作学界对实践问题的回

应。但综观上述研究，大多都停留在“理论上是什

么”这一层面，而缺乏对“实践中怎样做”的深入探

讨，这些研究成果还不能十分有效地指导人们在现

实中如何做，所提出的建议与对策也多以抽象和宏

观为主，还有待进行可操作化和具体化的研究。目

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生在城市的突发公共危机的

信息管理上，而对农村的关注还比较缺乏，针对农村

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还是该领域的短板，

是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的薄弱环节。

３．研究视角比较狭窄，学科整合相对不足
目前学术界对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主

要侧重于法学、情报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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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沟通的机制与策略，信息传播的模式、机制、

空间结构与传播主体，信息公开的制度、问题与对

策，还缺少从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以及

系统科学等视角的研究成果，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没

有形成，跨系统、跨行业、跨领域与跨学科的综合研

究还比较缺乏，综合性研究成果相对不足，交叉性探

索成果十分稀少。这就导致了目前突发公共危机信

息管理研究中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的问题。为此，突

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心应集中在：拓

展多视角的理论研究视野，借鉴多学科的理论研究

成果，促进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工作的顺利发展；开展

跨学科的整合研究，为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工作

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四、未来研究展望

学术界对突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方兴未

艾，国内外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未来

研究还需要重点把握下面３个方面。
一是危机信息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与多学科

融合。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源于对现实的关照。西方

发达国家突发公共危机的频发催生了学者对危机管

理以及与之伴生的信息管理的关注与研究，形成了

不同的危机理论、危机信息管理理论与范式。对国

外理论范式的引介固然重要，但更应该立足于中国

实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信息管理理论。突

发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涉及多个层面、多个学科，仅靠

单一学科的研究难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未来应

结合国内实际，综合多个视角、融合多种学科理论与

方法，立足于宏观视野展开研究。

二是网络背景下危机信息沟通与传播的挑战及

探索。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突发公共危机的信息

传播、信息沟通及信息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信息管

理对象、信息沟通方式、信息传播内容及渠道与以往

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管理过程与影响因素

更加错综复杂。与传统背景下的危机信息管理相

比，网络背景下的危机信息管理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发展规律是否依循过往的路径模式，如何实现“政

府—媒体—网络—公众”之间多渠道、多环节的有

效沟通？这些问题需要学界与实务工作者打破常

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三是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的可操作化实

践。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

除前文所述问题外，未来一段时间还应着眼于危机

信息公开的法律可操作程序。现有的信息公开还仅

限于制度层面，立法层面的信息公开法制建设应成

为今后的研究议题。危机信息公开的研究内容不应

仅限于“问题—原因—对策”三段式的研究模式，还

应侧重于信息公开的价值取向、目标原则、规范化建

设，以及宏观层面上危机信息公开平台建设的内外

部环境、基本动因、框架体系、技术支持、政策建设等

方面。［４５］

［参　考　文　献］

［１］　新华网．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２０
万［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６－０５）［２０１４－０１－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ａｆｅｔｙ．ｇｏｖ．ｃｎ／ｗａｎｇｌｕｏｃａｎｋａｏ／２００６
－０７／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９３６２．ｈｔｍ．

［２］　杨雪东．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６４－２７２．

［３］　孙明贵．浅谈西方企业的危机管理［Ｊ］．外国经济与管
理，１９９０（２）：２２．

［４］　陈晓剑，王海亮，刘天卓．基于公众感知的危机信息定
制与沟通策略研究［Ｃ］／／决策科学与评价———中国系
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学术年会论

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３７．
［５］　钟金玲．新媒体时代政府进行公共危机信息沟通的变

化和对策探究———以媒介融合为研究视域［Ｊ］．东南
传播，２０１２（９）：５１．

［６］　朱春辉．论公共危机处置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问题及应
对策略［Ｊ］．科学咨询（决策管理），２０１０（１０）：３２．

［７］　吴小冰．政府公共危机沟通策略探讨———归因理论与
形象修复理论的视角［Ｊ］．东南传播，２０１０（６）：２８．

［８］　冯晓．公共危机管理外部信息沟通机制的构建———基
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的研究［Ｄ］．厦门：厦门
大学，２００８．

［９］　米唤明．危机响应的信息沟通机制研究［Ｊ］．吉林政
报，２０１１年专刊：９６．

［１０］张维平．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沟通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Ｊ］．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７（５）：１１５．

［１１］程璇，崔旭．突发事件中政府面向公众的信息沟通机
制［Ｊ］．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２（９）：４．

［１２］黄金兰．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
［Ｄ］．福州：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１３］赖英腾．公共危机中的信息沟通及其治理机制［Ｊ］．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８（５）：１７７．

［１４］李志宏，何济乐，吴鹏飞．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
式的时段性特征及管理对策［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７
（１０）：８８．

［１５］李春华，龙厚仲．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及其运行
［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５）：２３．

·７·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１６］王伟，靖继鹏．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的社会网络机制研
究［Ｊ］．情报科学，２００７（７）：９７９．

［１７］孙华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空间结构模型研究［Ｊ］．情
报杂志，２００９（４）：２３．

［１８］孙华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系统的网络结构模式研究
［Ｊ］．情报科学，２００９（４）：４９７．

［１９］周海生．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功能及公
众参与［Ｊ］．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９（５）：６５．

［２０］马学梅．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研究［Ｄ］．济南：山
东大学，２０１１．

［２１］齐丽文．突发公共事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Ｄ］．济
南：山东大学，２００９．

［２２］杨梅．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沟通问题研究［Ｊ］．吉
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旬），２０１２（１０）：６．

［２３］周小鹏．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０７．

［２４］谢颖波．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对策研究［Ｄ］．杭州：浙江财经大学，２０１２．

［２５］赵路平．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共关系研究
［Ｄ］．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０７．

［２６］童兵．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与传媒的宣泄功能
［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８）：３７．

［２７］诸葛福民，原光．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
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Ｊ］．山东社会科
学，２０１１（１１）：１６８．

［２８］ＲｅｇｅｓｔｅｒＭ．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ｏｗｔｏＴｕｒｎａ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ｔｏ
ａ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８７：
４４－４６．

［２９］ＣｏｏｍｂｓＷ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ａ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Ｊ］．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１０）：１．

［３０］ＤｏｗｎｉｎｇＪ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ｕｓ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ｅｍｐｌｏｙ
ｅ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９／１１ａｔｔａｃｋ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３０）：３７．

［３１］ＴａｙｌｏｒＭ，ＫｅｎｔＭＬ．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ｃｒｉｓｉｓ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ｓ［Ｊ］．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３３）：１４０．

［３２］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ｙｏｕｔｒｉ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Ｊ］．

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６）：１４７．
［３３］ＢｅｍｓｔｅｉｎＪ．Ｔｈｅ１０ｓｔｅｐｓ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Ｂ／

ＯＬ］．（２０１１－０３－０４）［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ｄｏｃｓ／ｔｈｅ＿１０＿ｓｔｅｐｓ＿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ｍｌ．

［３４］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
下的“本土化”问题［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８（６）：２２．

［３５］ＧｒｕｎｉｇＪＥ，ＨｕｎｔＴ．Ｍａｎｇ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ｏｌｔ，１９８４．

［３６］ＢｅｎｏｉｔＷＬ．Ａｐ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ｘｃｕｓｅａｎｄＡｃｏｕｎｔ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ｌｂａｎ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３７］ＭｃＨａｌｅＪＰ，ＺｏｍｐｅｔｔｉＪＰ，ＭｏｆｉｔｔＭＡ．Ａ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
ｏｆｃｒｉｓ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
ｆｒｅｅ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Ｋａｓｋｙｖｓ．Ｎｉｋ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４４）：３７４．

［３８］ＣｈａｒｔｒａｎｄＲ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
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ＧＰＯ，１９８４．

［３９］ＯｔｔｏＬｅｒｂｉｎｇ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ｒ：Ｆａｃ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ｎｄ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ｕ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ｓ，１９９７．

［４０］ＲｏｎａｌｄＪＢｕｒｋｅ，ＣａｒｙＬ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ｉｓｉｓ：
Ｄｏｗｎｓｉｚｉｎｇ，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０．

［４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４２］ＤｉＮａｒｄｏＡ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ｓａ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Ｙ２Ｋ［Ｊ］．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２８（４）：３６７．

［４３］Ｄｏｌｌｙ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Ｐｒｅｈｏｓｐ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ｅｄ，２００５，２０（１）：５４．

［４４］谢旭阳，邓云峰，李群，等．应急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架
构探讨［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２００６（６）：２７．

［４５］向立文，彭雅愉．政府应急管理中信息公开研究述评
［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１．

·８·



第１５卷　第２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１２ＡＧＬ００７）；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１３＆ＺＤ０３９）
［作者简介］朱兴宏（１９８０—），男，安徽省寿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治理、公共政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０９－０５

协作性公共服务的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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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对新公共管理和科层制的修正与反思，在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后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协作性公共服务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很好地回应了现代社会公

众对公共服务多样化、复杂化的需求。协作性公共服务在整合资源、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进公共

价值方面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但其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

诸多困境，如目标不一致的困境、沟通的困境、问责的困境及管理的困境等。对这些困境，可以从以

下３个方面着手突破：一是成立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二是明确职责，加强监督；三是建立信任机
制，加强沟通。

［关键词］协作性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科层制；信任；沟通；问责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２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天然供给主体，但直到２０世
纪初，西方国家的政府由于深受亚当·斯密“守夜

人”理念的影响，坚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

政府”［１］，政府具备的公共服务职能很少，但是随着

资本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面临各种难

以处理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教育、失业等，这些问题

的解决单纯依靠政府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政

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横向协作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虽然世界各国的国情各不相同，但在解决公共服务问

题方面均朝着横向协作的方向发展。协作性公共服

务以其灵活的服务运行体制，有效地回应了现代社会

公众对公共服务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从

而成为政府间处理跨界公共服务的普遍模式。协作

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在快速回应公众

多样化需求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学术界和

实践界对此也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理

论的介绍和推广应用，往往忽略了协作性公共服务存

在的局限性和面临的困境。因此，本文拟在分析协作

性公共服务涵义及其优势的基础上，指出协作性公共

服务存在的局限性及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突破其困境

的策略建议，以资借鉴。

　　一、协作性公共服务的涵义

协作与合作存在很多共性，都是指为了实现某

一目标而与他人共同工作，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区别。

合作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追求有益的目标、反对有害

的目标而共同工作，而协作仅仅意味着通过一定的

努力去帮助别人。［２］协作性公共服务是指两个或两

个以上既相互独立又通力合作的治理主体在一个制

度框架内，秉持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提供

可持续的整合型公共服务而采取正式或非正式的联

合行动。协作性公共服务突破了政府单一主体供给

公共服务的模式，主张政府、企业、ＮＧＯ（非政府组
织）及公众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联合行动，其核心

目标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满足公众的需求，增进

公共价值。协作性公共服务强调从纵向和横向２个
方面实现资源的整合，纵向协作的核心内容是为了

获得信息和政策而与上级政府或部门联系；横向协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作的主要方式是共同决策、互换资源和签订协作项

目等，通过集中利用不同的资源，提供单个组织无法

供给的公共服务。信任是协作性公共服务良好运行

的基础和保障。总之，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

的治理模式，以其灵活性克服了科层官僚制的机械

僵化，以其整体性克服了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因而

可以将其看作是对传统科层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

反思与修正，其具体模式见图１。

　　二、协作性公共服务的优势

协作性公共服务是政府部门、第三部门、企业和

公民等主体在资源互赖、平等互信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协作网络，通过横向和纵向２个维度的协作来实
现资源的整合。这种协作性网络既能发挥资源聚合

的整体效用，又能突破管理科层制的机械僵化，因而

其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具有诸多优势。

１．快速灵活
科层官僚制由于受其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

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时，很难快速运转起来，而协作

性公共服务组织则比等级制度更加敏捷和灵活［３］。

协作性公共服务组织可以避免很多繁琐而又无效的

程序，能快速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协作性公共服务

的快速灵活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一是增减员工的
灵活性。协作性公共服务组织可以根据任务需要在

短时间内雇佣人员、分配任务、解雇人员，这种充分

利用外部资源完成任务的灵活性是科层官僚制不能

奢望的。二是在存在人员上限限制的情况下，能提

高工作效率。任何一个组织要实现效益最大化，都

必须对人员数量进行限制，尤其是政府部门要实行

严格的人员编制限制。如何实现在不增加组织人员

数量的情况下提高效益，成为科层组织面临的一个

难题。协作性公共服务一方面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产生规模效益；另一方面，通过将低级重复的常规工

作外包给协作伙伴，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工作人员，既

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又不突破自组织的人员上

限，很好地化解了这一矛盾。三是突破约束，机动灵

活。审计和控制机制是对传统公共服务组织进行监

督的主要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在防止腐败方面确实

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刚性的约束也防碍了资金的有

效流动。协作性公共服务在处理紧急情况时，可以

利用私人资金填补预算差额，因为私人资金要比政

府资金受到的约束少。［４］（Ｐ３０）

２．实现碎片化公共服务的整合
科层制是马克斯·韦伯的一大发明，它是现代社

会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管理效

率。科层制公共行政是依赖权威和等级建立起来的，

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方式及逐级分权、照章办事是其

主要特征。科层制公共服务过分重视机械效率而忽

略了个体的多样性和人的价值与尊严。分权在一定

范围内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但是过度分权则容易

造成机构臃肿、职责重置，从而影响公共服务效率。

为了矫正科层制公共服务存在的弊端，１９７０年代，西
方社会发起了一场通过内部结构优化提升政府工作

效率的政府再造运动，也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

图１　协作性公共服务模式

·０１·



第２期 朱兴宏，等：协作性公共服务的困境与对策

共管理将大规模的政府机构不断地小型化、细致化，

成功克服了纵向垂直管理系统僵化的弊端，增强了组

织的灵活性。但是，随着分权和组织机构的裂化，势

必会带来碎片化的制度结构［６］，从而使组织间的协调

与合作成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关键环节。新公共

管理运动借用了大量工商管理的方法，希望通过引入

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但是伴随而来

的是组织界限的模糊和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大，面临的

社会问题（诸如社会排斥、医疗保障不平等、地方发展

和教育等）也日益复杂［７］。面对这些跨区域、跨组织

和跨部门的公共事务，原有的公共服务体制束手无

策，而协作性公共服务能以其速度快、灵活性、专门化

和创新性很好地对此类问题做出回应，因而越来越被

认为是一种必需和必要的战略［８］，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有取代科层官僚制的趋势［９］。

３．有效回应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已不再满足于被动

地接受整齐划一的公共服务，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

求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主要表现在 ３个方面。
一是需求的多样性。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促进了

资源、信息等的快速流动，公众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

下，政府提供的并无二致的公共服务不仅不能满足

公众的需求，甚至还会滋生公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

于是多样化甚至个性化成为公共服务未来发展的方

向。二是需求的渐进性。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

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影响公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主

要因素是其收入水平。随着公众经济收入的提高，

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从基本的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上升到全方位的需求。三是需求

的交叉性。交汇融合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这为公共

服务的供给增加了难度，公共服务的很多内容难以

明确界限、确认供给主体、明确责任，单一的组织很

难为利益交织的群体提供有效服务，机械僵化的公

共服务供给制度很难对公众动态的公共服务需求进

行有效回应。协作性公共服务以其松散的结构、快

速灵活的运行机制、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和跨部门

多主体参与的构架为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一种有益

的探索模式。

　　三、协作性公共服务面临的困境

社会公众乃至学者眼中似乎普遍认为协作是个

“好东西”，可以让各参与主体发展成更富有成效的

合作关系，更好地创造公共价值。然而，如果以批判

的眼光来理性审视协作性公共服务，会发现其也面

临着诸多困境。

１．目标不一致的困境
目标一致是协作性公共服务的基础，但是由于公

共服务的成效有时是模糊的、难以测量的，协作中的

成员有可能根据有限的绩效目标提供不同的服务。

协作性公共服务陷入目标不一致困境的原因主要有

３个方面。一是协作参与者目标和诉求不一致。协
作参与主体众多，包括政府、企业、ＮＧＯ和公众个人，
这些参与主体的目标和诉求很难与协作组织的目标

使命完全一致，而且差异越大，协作组织的协调难度

就越大，协作组织的稳定性也就越差。二是协作参与

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协作成员有时候在某一领域

是协作关系，但是在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关系。这种情况下，协作目标的统一将会变得更加复

杂。此外，协作组织为了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会在

协作者之间开展竞争，但是由于每个协作成员都无法

将个人利益升华为公共利益，所以，这种竞争必然导

致协作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滋生腐败。三是机

会主义的存在。协作性公共服务是一种集体行为，但

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机会主义”和“搭便

车”的心理是不可避免的，协作成员极有可能会在协

作中倾向于自己的个人目标，而忽略协作组织的目

标，最终导致协作的失败。

２．沟通的困境
沟通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都极为重要，但是

在现实中往往存在很多沟通困难。在协作性公共服

务中，造成沟通困境的原因主要来自于 ２个方面。
一是技术造成的沟通困境。这或是协作成员使用了

独立而不兼容的信息系统而导致沟通不畅［４］（Ｐ４０），

协作效果不好；或是协作成员采用的沟通技术落后

于其他成员，缺乏统一的协作沟通平台，妨碍协作者

之间的沟通，使协作效果受到影响。二是协作成员

人为原因造成的沟通困境。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

会资源，对于协作成员来说，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为

了保护自我利益不受侵害，协作者会本能地拒绝信

息的共享，从而使协作陷入沟通困境，尤其当协作者

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这种沟通可能变得更为严峻，

因为这种外部的紧张关系必然会造成协作组织的内

部压力，协作成员之间互不信任、拒绝沟通。在某些

时候，信息就意味着权利，某些协作成员或是因为害

怕失去权利，或是因为缺乏激励机制，而选择减少沟

通，避免信息共享。

３．问责的困境
如果没有责任的约束，那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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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个体必然会出现不作为、迟作为、无作为和乱作

为的现象。协作性公共服务由于其组织自身的特点

决定了其必然会陷入问责困境之中。首先是谁来问

责？在协作性公共服务体系中，每一个协作参与者

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任何协作参与者（包括政府）

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他参与者身上，更无

权对其他协作参与者实施制裁。因此，由谁来问责

成为一个难题。其次是问谁的责？协作性公共服务

的最大优点就是整合资源，灵活处理公共服务中的

问题，但是这种集体行为在产生高效率的同时，也模

糊了协作参与者个体的职责，最终使协作问责陷入

“责任分享的困境”［１０］。最后是如何问责？传统的

问责方式主要是依靠审计和控制机制来实现的，但

是在协作性组织内频繁地使用绩效和价格审计，极

有可能会导致协作成员之间产生对抗情绪和互不信

任，破坏其伙伴关系。

４．管理的困境
信任是协作组织得以顺畅运行的基础，信任度

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协作效果的好坏（见表 １）［１１］。
协作性公共服务是为增进公共服务价值而采取的联

合行动，但是在协作过程中，或是对协作目标的不完

全认同，或是对权利分配的结果不满意，或是害怕失

去权威，以“成本—收益”为出发点的协作参与者很

难建立信任关系。协作性公共服务的优点是其松散

的结构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但这也正是其缺点所在。

相对于传统的“靠命令与控制程序、刻板的工作限

制，以及内向的组织文化和经营模式维系起来的严

格的官僚制度”［４］（Ｐ６）而言，协作性公共服务组织由

于其各个主体地位平等，任何参与者都无权凌驾于

其他主体之上，其管理职能依靠协商进行，这种看似

民主的做法有时候反而更容易造成效率丢失。协作

性公共服务面临的管理上的挑战，只能依靠建立在

信任基础上的协作去弱化其影响力，不可能彻底消

除，因为这是协作性公共服务与生俱来的，也可以理

解为其构成要素的一部分。

表１　信任度与协作效果的关系

效用维度
信任度

高度信任 低度信任

合同监督

灵活的

以成果为主的监督

不断修改以获取价值

紧绷的

投入审计

介入性和频繁性产出检查

修改方面的严格性

价值等式
成本低

价值高

成本高

价值低

　　四、摆脱协作性公共服务困境的

对策

　　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模
式，推动了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等协作主体关系的

重新平衡，对于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为

了确保协作性公共服务效用最大程度的发挥，减少

损失，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进公共价值，可以从以

下３方面着手摆脱其面临的困境。
１．成立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
平等协商是各个协作主体参与公共服务协作的

前提，各个协作主体应在协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

部选择权、风险规避和时间偏好，进行讨价还价，从

而形成协作意向。平等协商对协作性公共服务的各

个参与者而言，都是利大于弊的，是有持续协作的可

能性基础的，否则是不可能形成协作意向的。这种

多主体的协作很难通过上级行政机关的调控进行控

制，但是这种协作又必须有一定的约束，才能减轻因

摩擦而产生的费用，而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就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的主要作用，

首先是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是协作性

公共服务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在一定的经济文化背

景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各地方间长期生成、发育

起来的彼此间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相互依存的价值

观念、精神理念以及行为规范［１２］，共同价值观的确

立相当于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其效力不亚于正式

协议。其次是沟通信息，协调利益。公共服务协作

委员会可以通过领导定期会晤、成员专项协调等多

种形式实现信息的有效沟通，从而避免因信息不畅

而导致的协作失败。利益和责任是公共服务协作的

根本，也是持续协作的关键。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可以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

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启示我们，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

要切实发挥作用，必须赋予其一定的法律地位，依法

履行正式、稳定的相关协议。［１３］

２．明确职责，加强监督
美国学者尤金·巴达赫［１４］指出，最整合、功能

配置最好、表现最好的团队也需要监督———即使不

为其他原因，只为责任。可见，监督对于责任的重要

性。传统的责任机制通过控制和审计来确保责任的

履行，但是公共服务协作体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

的联合行动，灵活性、个性化是其最大特点。如果依

赖于传统频繁价格和绩效审计式的责任机制来监督

公共服务协作体系，势必会破坏协作体系赖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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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伙伴关系，降低协作主体之间的信任感，最终导致

协作初衷无法实现。因此，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在

协作之初就要确定各个协作主体的目标和协作体系

要实现的目标，因为良好的政策应该是战略性的、整

合的、以结果和服务为中心、有事实依据、兼容并包

以及有明确的目标规定的。［１５］同时，在协商的基础

上确定由谁负责以及负责什么。［４］（Ｐ１３３）明确职责只

是加强监督的开始，监督应该贯穿整个协作过程，但

是这种监督既要达到对协作主体、客体的约束，又不

能影响协作本身的个性化和灵活性。同事监督、结

果评估和顾客参与在协作性公共服务中或许可以发

挥不错的监督效果。因为很多公共服务是难以进行

量化考核的，相较于其他人而言，同事更清楚你在工

作中的投入，结果评估监督可以帮助参与者就工作

的能力和投入的强度进行交流。顾客是公共产品的

最终接受者，顾客参与监督既可以加强服务提供者

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减少由于沟通不畅而带来的损

失，又可以对服务提供者产生激励机制，提升服务

质量。

３．建立信任机制，加强有效沟通
信任和沟通是协作性公共服务的核心，建立并

完善信任机制能够实现畅通沟通渠道、增加信任的

目的。造成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主要有２个方面。
一是技术上的原因。信息无法及时传递给相关协作

者，致使协作者无法及时、灵活地对协作任务做出反

应，从而降低了服务质量。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建立

电子门户。电子门户可以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在最短

的时间内对协作任务做出反应，从而节约成本。二

是协作者自身的原因。协作者出于种种考虑，或是

不信任协作伙伴，或是害怕失去权利等，只愿意让信

息在组织内部流动，不愿意共享信息。针对这种情

况，公共服务协作委员会可以在协作之初，在协商的

基础上签订信息共享协议，承诺共享除了最敏感信

息之外的所有信息。此外，应强化信任关系。良好

的沟通可以帮助协作成员间建立信任关系，而成员

间的信任又可以促进组织间的信任，从而实现良性

循环。有效的治理结构对于信任而言也极为重要，

因为参与者接触的点越多，就越有可能减少摩擦、产

生信任并促进沟通。价值观和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

协作困难的原因之一，这就需要公共服务协作委员

会适时调整价值观和激励机制。

　　四、结语

总之，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

供给形式，对于满足公众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的

需求，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协作性公共服务以增

进区域公共价值为出发点，超越了狭隘的部门主义

和地方主义，突破了以往政府改革的思路，为公共服

务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参　考　文　献］

［１］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Ｍ］．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２５４．

［２］　［美］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奎尔．协作性
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Ｍ］．李玲玲，鄞益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４．

［３］　ＲｕｓｓｅｌｌＭＬｉｎｄｅ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Ｃｏ
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２００２：１３．

［４］　［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埃格斯．网络化治
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Ｍ］．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　ＤｏｎａｌｄＦＫｅｔｔｌ．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Ｍ］．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２．

［６］　ＳｙｌｖｉａＨｏｒｔｏｎ，ＤａｖｉｄＦａｒｎｈａ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ＬＴＤ，１９９９：２５１．

［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ｃｇｕｉｒ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ｅ
ｓｓｉｎｇｗｈａｔｗｅｋｎｏｗａｎｄｈｏｗｗｅｋｎｏｗｉｔ［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３３．

［８］　ＢｒｙｓｏｎＪｏｈｎＭ，ＣｒｏｓｂｙＢａｒｂａｒａＣ，ＳｔｏｎｅＭｅｌｉｓｓａ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ｌｌａｂ
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
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６：４４．

［９］　Ａｇｒａｎｏｆｆ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ｇｕｉｒ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２．

［１０］ＢｏｖｅｎｓＭ．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４５．

［１１］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ｇｇｅｒ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ｂｙＮｅｔ
ｗｏｒｋ：ＴｈｅＮｅｗ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Ｍ］．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１１．

［１２］汪伟全．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最新进展［Ｊ］．探索与争
鸣，２０１０（１０）：５１．

［１３］陶希东．中国跨界区域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Ｍ］．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７０．

［１４］［美］尤金·巴达赫．跨部门合作：管理巧匠的理论与
实践［Ｍ］．周志忍，张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５］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ＵＫ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２３８．

·３１·



第１５卷　第２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４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２０１１ＦＺＺ００７）
［作者简介］朱世欣（１９８０—），女，河南省南阳市人，河南大学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与公

共政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１４－０７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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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
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

环境而言，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它

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为创建公共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

中的公众参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来了政策制定的新情况。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要从３个方
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

策各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

的变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

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

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

协商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

良式自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

［关键词］网络环境；政策制定；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３

　　所谓政策环境是指影响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
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公共政策的环境要素比较丰

富，有许多划分方法，一般而言可以分为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等。我国学者陈

振明［１］指出，公共政策环境是指作用和影响国内公

共政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内部因素与外部

因素的综合，它贯穿于整个公共政策作用的过程，并

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系统论角度

看，凡是影响政策的存在、发展及其变化的因素皆构

成政策环境。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公共政策是环境

的产物，利益集团、官员和其他政策行动者会将环境

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传递到政策系统，通过政策行

为改变环境。政策环境决定和影响着政策制定者以

及政策行为，政策系统也可以反作用于政策环境，政

策环境与政策系统相互影响，循环往复。政策环境

的基本要素有政策目标群体、政策工具等，公众是其

重要的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依赖对象。近年来，网

络技术推陈出新，席卷全球，被誉为第四次技术革

命。网络技术对社会、个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营造

了一种全新的政策环境。在学界，针对网络技术带

来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成果颇丰，如网络环境下的

议程设置、网络环境下的行政问责等。但是过去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具体的政策过程或者某一阶段，就

政策环境中的某一要素进行分析的较少。本文拟针

对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这一要素

进行深入分析，深刻全面把握新技术给政策环境、政

策系统带来的新挑战，以有利于在网络环境下实现

科学决策、文明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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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络政策环境的特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和政策系统都受到前

所未有的挑战，政策环境也产生了重大变化。本文

把网络技术融入政策系统之前的环境认定为传统政

策环境，把网络技术融入政策系统之后的环境称为

网络政策环境。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网络政策环

境具有如下４个方面特征。
１．网络政策环境更加开放透明
传统政策环境下，政策系统有较为固定的输入、

输出机制，这些机制难免会造成路径依赖，正式关

系影响、既得利益团体抵制等因素，会导致政策网

络趋向封闭、政策制定中的固化、排斥新的进入

者、政策网络组成要素之间的隔离，形成政策变迁

中无效率的路径依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

库尔·奥尔森［２］所认为的，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

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

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该组

织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就不会关心社会总效益的

下降或公共损失。

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政策环境的封闭状

态，形成了开放透明的新特点。电子政务的普及、政

务公开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的运作模式，

使组织更加扁平化，信息的传递途径发生了重大变

化，有利于打破封闭的政策网络。联合国经济与社

会事务部将电子政务定义为：政府通过信息通信技

术手段的密集性和战略性应用于公共管理的方式，

旨在提高效率、增强政府的透明度、改善财政约束、

改进公共政策的质量和决策的科学性，建立良好的

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社区，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

的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赢得广泛的社会参与

度。［３］２００１年，我国电子政务应用示范工程正式启
动，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务建设。［４］经

过多年努力，电子政务现在已经初现成效，网上办

公、网上咨询、网上投诉等功能不断增强，很多地方

政府已将此项工作写入基本工作要求，并建立了相

应的问责机制。网络技术在政策系统中的运用，强

化了政策系统与公众的互动，改进了政府工作流程，

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办公成本；促进了政府职能

转变、服务理念更新，增强了政府的服务能力；促进

了信息公开，提高了公众参与意识，扩大了公众参与

途径，拓宽了公众参与平台。

２．网络政策环境使公众的表达途径增加
网络不仅为政策系统提供了主动吸纳意见的路

径和机会，增加了政策系统的公开透明，还为公众表

达意见提供了更顺畅的路径，增加了公众意见进入

政策系统的可能性。互联网上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

我国政策制定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２００３年，“孙志刚事件”引发了实施２１年的《城
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被誉为互

联网影响政策第一案。而连续出现的刑讯逼供、冤

假错案等事件在网上的舆论声浪，导致了《关于办

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

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２
个司法规定的出台，取消了刑讯逼供所获取证据的

有效性，明确了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应当排除。在

现实生活中，公众可以通过 ＢＢＳ、新闻跟帖、网上签
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

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

通过网上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各级

政府通过网络问政于民已经成为常态。互联网能够

引发政策议程，政府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从网络中寻

找政策制定的启动点。

３．网络政策环境使公众的参与能力提升
网络提供的更丰富、更快捷的学习途径，有利于

公众政治素养的提高和政策参与能力的提升，有利

于整个社会政策参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公共理性

的培育，有利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外事问

Ｇｏｏｇｌｅ，内事问Ｂａｉｄｕ”就是互联网对人们学习能力、
学习机会、学习途径影响的有力证明。一方面，互联

网提供了便捷的学习条件和途径，改变了千百年来

知识靠面对面或依靠书本等的获取方式，改变了人

们的学习习惯，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各个

学科领域的知识得到快速普及。另一方面，在风起

云涌的网络事件中，网民特别是具有专业知识的网

民往往会成为舆论领袖，引导事件朝着明晰化方向

发展，再通过传统媒体的跟进，既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也对社会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网络是一个开

放的舆论场地，各种专业知识通过网络可以互相交

流，比较鉴别，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在网络上，

公众通过广泛的交流讨论，对一些社会问题达成基

本共识，形成抱团取暖、互相激励的参与意识。网络

上声势浩大的参与活动提高了网民乃至全社会的政

治参与能力。同时，互联网可以为更多专业人士尤

其高水准的专家表达意见提供方便，强化了政策制

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贡献力度，拓宽了政策方案的

选择空间，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可见，互联网

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参与动员，普及政策知识，有利于

政策被广大公众接受。

４．网络政策环境使公众的共识增多
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

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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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整合机制和能力。包括政府理性在内的各种

行为主体理性一般多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

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因此，一个理性主体必须与

其他理性主体进行有效的互动，在相互批判、监督、

交流、制约的过程中形成新理性，即公共理性，才具

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与合法性。市民社会的多

元价值评判只有经过公共领域（自发的公共聚会场

所或机构）进行公开的、自由的、理性的讨论和认同

而整合为公众舆论，进而通过政治生活系统（如新

闻媒介、利益集团、代议机构等）成为统治者制定公

共政策及典章规则的依据和舆论督导力量，市民社

会理性才会上升为公共理性。［５］

网络出现以来，社交网站飞速发展、推陈出新，

社会传播已经跨入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已不再是

唯一的信息源。这为各界人士提供了表达自己意见

的舞台，同时也可以更多地发现不同人群的不同思

想及诉求，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空间，提高了人们对

各种事件的分析鉴别能力，这些都为公共理性的创

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就呈现出较为明显

的公共理性。以新浪微博为例，２０１２年前后新浪微
博正兴旺之时，一度各路水军涌动，操纵话题，甚至

出现个别人有意无意的造谣、传谣现象。一些网络

谣言虽然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坏影响，却难以对谣言

制造者进行制裁。在深受谣言之害后，很多网民自

发加入辟谣队伍，呼吁网民要小心转帖，对于转发的

虚假信息要主动及时删除，很多人还主动道歉。随

后，新浪微博又开发了可以举报谣言的功能，网民在

发现虚假信息时可以直接在线点击举报，而遭到举

报的信息会出现此信息可能有假的提示。随着网民

抵制网络谣言的共识逐渐形成，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出台，明确规定一些情形下传播网络谣言已构

成犯罪。

　　二、传统政策环境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传统的政策制定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内输

入”特点。胡伟［６］指出，中国政治过程的制度结构

与非制度结构，突出了权力精英在政府决策中的作

用，权力精英对社会利益进行综合与表达，多表现为

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

会互动。

我国传统的决策过程一直强调“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自下而上而后又自上而下的

反复沟通、实践、修正的原则，使基层群众的意见、利

益、要求得以反映到党的各项决策中来。但是群众

路线执行与否主要看具体领导者个人政治素质和领

导能力，而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法律化的规

范。［７］在传统的政策制定中，主要政策制定部门在

确定政策问题后，往往会进行调研，咨询专家意见，

形成政策方案。这一过程是相对封闭的，行政人员

对政策方案具有决定作用，行业代表、相关学者和权

威人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政策部门提供政策方案

咨询。但是普通公众往往被堵门外，政策出台后才

会知晓。虽然在个别政策制定中，相关部门也会通

过媒体等吹风，进行一些试探，但是这些对具体的政

策制定影响不大。

在传统决策过程中，群众对政策的参与主要是

通过精英阶层的发现和归纳，具体来说，有 ２种模
式：一种是通过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进行表达和参

与，另一种是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主要是代表和专家

的参与。代表主要是指各级各类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以及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决策的人士。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各级各类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日常监督制度，

可以表达群众利益和呼声，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

主化。近年来实行的各种听证会，往往围绕某一个

具体的行政行为，选出群众代表，综合群众利益，商

讨、评判具体行政决策，是代表制度的一种补充。完

善专家咨询顾问制度是我国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与

民主化的重要举措。中共十六大提出专家咨询要制

度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就智库建设问题作出

批示，希望能够发挥专家学者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

方各级政府设立了各类专家咨询机构，这对推动决

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改变领导

盲目决策有着重要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鼓励重大问

题决策经专家顾问团的咨询论证，甚至还规定了

“不决策原则”，即重大事项非经顾问团的咨询论

证，不得决策。

社会在发展，群众利益表达方式也在增多，传统

的政策制定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

此，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在继续做好听证会制度、信

息公开和媒体介入等政府信息公开、就政策问题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等工作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网络政

策环境下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三、网络政策环境下的公众参与

随着网络的兴起，公众的知情权和信息来源日

益扩大，公众对政策的关注度和关注能力空前提高。

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原

来由行政人员、代表和专家组成的政策制定主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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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发生变化。公众可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各

种论坛、新闻跟帖、ＢＢＳ、博客、微博等多种途径了解
政务信息，发表自己的意见。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胡
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ｂｂ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通
过视频直播同网民进行在线交流。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８
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并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

网联合专访，数以亿计的海内外网民纷纷登录新华

网发展论坛，就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向总理提问，因

此有评论认为２００９年的“两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从互联网开始的，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将

“两会”推向了高潮。这些都强烈激发了网民的参

政热情，也强化了各级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和电

子政务的建设。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

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

意见》和《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２年４
月２１日的一则新闻显示，河南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
网络基本形成，省、省辖市、县级政府部门核心业务

信息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８５％、７０％和 ５０％以上，
８０％以上的行政许可项目和７０％的公共服务可通
过政府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外网实现在线办理。［８］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确定了１８个
首批试点示范地区，开展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公

共平台建设和应用，鼓励地方政府在现有基础上建

设集中统一的区域性电子政务云平台，促进互联互

通和信息共享，增强电子政务安全保障能力，推动电

子政务朝集约、高效、安全和服务方向发展。［９］

首先，政务公开敞开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

的大门，电子政务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大

跨越。传统政策制定出于科学决策的考虑，常听取

专家和代表的意见建议，普通公众的意见则难以表

达。以前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的公共信息，有着相

对封闭的运作流程，而专家拥有相对独特的专业知

识，普通公众很难得到这些知识，更难以做到广泛快

捷的传播。而代表拥有相对优势的政策知情权，能

够介入到某些政策制定流程。网络的出现增加了政

策制定机关与网民的互动交流，网络舆论、网络舆论

领袖逐渐成为新的代表，而专家也不再是小范围的

某些人，而是所有对政策问题有所知晓的人士，地域

也不再成为专家指导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其次，网络技术提高了政府扩大公众参与政策

制定的能力和积极性。在非网络时代，即使政府有

让公众参与的强烈愿望，也面临着信息传播缓慢、传

递失真、耗时久、花费大等问题。而普通公众对公共

政策制定的背景缺乏了解和认知，对各种政策措施

的认识比较盲目，甚至根本不了解、不知晓。在网络

时代，政府可以便捷地向公众公开相关政策的背景

知识、社会环境信息等，吸引公众对政策的关注度，

提高公众的参与度。随着各级政府机构网站的兴起

和各种政务信息的公开，国家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

政府工作的进展情况、规划方案、工作总结都成为公

众信手可拈的公众信息，这对公众了解政策环境、积

极参与政策制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良好的公众

参与、科学的政策制定、有效的政策产出又进一步刺

激了政府扩大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提高政

府这方面的操作技能。

最后，网络稀释了代表和专家的专业垄断度。

网络带来的信息流动和学习机会，推动了知识的普

及与大众化，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专业知

识和政治理念，提高了公众参政议政的能力。此外，

网络的开放使不同政治观点、政治取向的行业专家

都有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被公众认知的路径。原来

少数专家垄断的专业知识在网络时代也不再是稀缺

产品，相关行业的同行都能起到很好的信息普及作

用。这些能稀释代表和专家的专业垄断度，促使专

家客观公正地提供信息，促进公众参与。

总之，网络拓宽了公众参与的渠道，增加了公众

政策参与的机会，也提高了公众对政策的认知能力，

以及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以网络上发起而最

后引起中央政府决策的“免费午餐”活动为例，我们

可以分析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作用。

“免费午餐”是一项由非官方发起的爱心慈善

活动，该活动倡议每天捐赠３元钱为贫困地区学童
提供免费午餐。它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无法享

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同时呼吁更多爱心企业和人士

加入到该活动中，通过社会捐助的力量，对一些贫困

地区学校简陋的厨房条件予以改善。这项活动是由

《凤凰周刊》的记者邓飞在网络平台上发起的。

２０１１年２月，邓飞在一个活动中遇到支教教师小玉
谈起她那里的孩子没有午餐的问题。随后，邓飞去

当地考察，找到一个企业赞助了２万元，资助了那所
小学孩子的午餐，并通过网络公开了这次活动，以呼

吁更多的人关注孩子们的午餐问题。通过广泛的宣

传和互动，公开透明的管理，各种爱心的传递，活动

发起者、操作者由个人扩大到相关组织，活动的规则

在网民的监督与集思广益中不断完善，经过媒体的

广泛宣传和舆论精英进行的关键人物接触，“免费

午餐”最终成为一项广泛实施的公共政策。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２６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政府每年拨款１６０多亿元，按
照每生每天３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
供营养膳食补助，惠及６８０个县市、约２６００万在校
学生。由“免费午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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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计划，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公众参与引领的国家行

为，是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这项活动中，没

有专家，也缺少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完全是一些爱

心人士在网络平台上保持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

以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促成了很多地方相

关公共决策的施行。“免费午餐”活动是一种典型

的整体式公众协商策略。

　　四、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的全新

考量

　　网络提供了与传统环境完全不同的政策制定环
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环境下，政策制定

需要在以下３个方面进行全新的考量。
１．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发展

的基础和前提。对合法性的研究，存在着规范研究

和经验研究两种取向。在经验研究者看来，合法性

主要是人们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和信任的事实

性问题，而规范研究者更加强调的是判断某种政治

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所持的客观标准的价值性问

题。经验研究者戴维·伊斯顿［１０］（美国政治学家、

政治行为主义的倡导人、政治系统论的创立者）把

合法性的来源归结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３
方面，且认为这 ３种合法性源泉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共同为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的基础。规范研究

者、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合法

性是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种价值基础当

然离不开对某种标准和真理的探求；他断定合法性

寓于对政治秩序的正确与公正判断存在着健康的讨

论之中。［１１］戴维·伊斯顿［１０］还认为，合法性来源于

民众对政权的支持，这种支持分为“特定支持”和

“散布性支持”２类：特定支持是由于政治体系的输
出（即政策）给予了体系成员某些具体的满足而形

成的，即特定的政策绩效带来了受惠者的支持；而散

布性支持则没有特定支持的功利性，它不依赖具体

的政策输出，是对政治体系的“善意”情感，并构成

一个“支持蓄积”，而使民众承认或者容忍那些与其

利益相悖的政策输出。合法性之意识形态的、结构

的和个人的来源主要是与散布性支持相关。一个政

权对当代政治文化一些基本价值共识的吸收，有利

于提高散布性支持，从而提高其合法性。

反思网络上公众参与政策行为，发现网络上的

公众参与行为对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有着终极意

义，但在一些具体的阶段有损有益。

首先，从合法性的经验主义分析来看，政策制定

的公众参与，将提高公众对政策的了解，增强政策制

定过程对公众意见的采纳，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政策受惠范围的准确化，无疑会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增强政策的特定支持。这些特定支持反过来会转变

为对其他政策行为的散布性支持，从而整体上提高

政策的合法性。通过网络，不是受众的那部分公众

也能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增加对政策制定过程的

把握和参与途径，从而扩大散布性支持的基础。这

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和政

策制定者的了解、融合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公

众的一次政治社会化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运转顺

利，政治系统的意识形态与公众的基本信念相符，政

治制度和规范也与公众的意识和参与欲望相符，政

策制定部门形象与工作规范也相符，这便是一次正

刺激，公众成功地被政治社会化，政策将获得更多的

支持，进而增强其合法性。但是，如果一个机构的意

识形态与公众共同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机构的实际

运作程序和理念存在“潜规则”，并与公众的原认知

产生矛盾与冲突，那么政策制定者的形象就会与公

众的期待产生偏差，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赞同。

此时，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参与和了解，势必会减弱政

策的合法性。古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篇》），应该是对这种状况的经验性

描述。

再次，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一种政治秩序被

认可的价值，这种价值离不开对某种标准和真理的

探求。合法性作为国家制度或政治秩序可能具有的

一种属性，只存在于社会文化生活中，即在国家制度

系统之外，社会文化生活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的合

法性在社会文化领域能够得到自觉的论证，政治系

统便可以赢得公众的广泛信仰、支持和忠诚。而这

种信仰和忠诚之所以能产生，也完全是因为国家允

许社会对其合法性进行公开的讨论。由此，哈贝马

斯断定合法性寓于对政治秩序的正确与公正判断存

在着健康的讨论之中。［１１］公众通过网络对公共政策

的参与，实际上也是一次广泛的讨论过程，这一过程

进行得如何，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程度。

２．对变化的政策各要素的考量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受互联网的影响呈

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政府和政治精英作为传统政策制定环境

中的主导力量，已经面临着挑战。在政策网络概念

里，这实际上是表明政策制定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

胡伟［６］指出，在原有的政策环境下，政府和政治精

英是政策制定的主导因素，特别是我国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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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人格化结构”比较明显，在原来相对封闭不

透明的政策环境中，对公众而言，只有通过关系等各

种隐性的途径才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但是随着

互联网的出现，政府信息透明度加大，公众与政府的

交互联系增多，网络舆论成了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

力量，政府也因此能更清晰地了解民众意见。这加

大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第三部门等众多行动

者在政策制定中的分量，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政

策制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策制定力量。

其二，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正在改变。政

策网络的结构关系强调的是中层结构，如政府部门

之间、政府部门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网络

的运用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流程，网络不仅影响上下

级之间的信息交流，对平行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工

作流程的改进也影响巨大。网络加大了政策部门与

公众、各类利益团体、各种组织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越来越多的政策问题是由政府部门之外的个人或群

团所引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会不断吸收来

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利益相关方的质询，政

策制定的时间节点、目标等都被广泛讨论，各方提供

的思路也被政府部门主动或被动接纳，政策制定模

式正在发生改变。

其三，来自社会不同组织、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

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缺少公共讨论的政

策制定，是政府部门的独舞，各种政策相关方成为被

动的接受者，对于存在问题的政策也只有被动接受。

而网络的运用，使得政策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容易

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点，并通过网络组成非正式的

利益集团，借助政务公开等途径实现自己的利益表

达，这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积极的。在这里，网络与

公众互相依赖，政府为了实现政策合法化的需求也

不得不对网络上的公众意见积极采纳。实际上，这

些行动者在实现政策目标过程中处于一种非正式

的、非科层式的和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１２］

３．对适合公众参与的政策类型的考量
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模式分

为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 ２
种。政策类型可以用明确建构、中等建构、不明确建

构３种类型来概括分析。在２种模式下，对应不同
的政策类型，根据不同的参与目的，可以分为不同的

决策模型，即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的决策模

型（见表１）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的决策模
型（见表２）。

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制定，其

政策主体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和非官方２类。官方的
政策主体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力、主动引导策

表１　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的决策模型
政策类型 公众性质 参与目的 参与方式 决策类型 实例

明确建构
复合型公民

未组织化的公民

教育

说服

合法化

网络公布

媒体推进
自主式管理决策

农村残疾人扶贫

开发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

中等建构
有组织的团体

复合型公民

发现 教育 测量

说服 合法化

网络公布

网络讨论、互动、推进

舆论领袖

改良式自主管理

分散式公民协商
阶梯电价改革

不明确建构

有组织的团体

未组织化的公民

复合型公民

教育 测量

说服 合法化

网络公布

网络调查

网络讨论

整体式公民协商

公共决策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官员公布财产

　　注：参照托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界定，复合型公民是由组织化团体和未组织化团体混合而成。

表２　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的决策模型
政策类型 公众性质 参与目的 参与方式 决策类型 实例

明确建构

复合型公民

有组织的团体

未组织化的公民

发现 教育

测量 说服

合法化

网络讨论 媒体推进

公民投票 舆论领袖

改良式自主管理

整体式公民协商

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调整

中等建构
有组织的团体

未组织化的公民

教育 测量

说服 合法化

网络公布

网络讨论、互动、推进

舆论领袖

改良式自主管理

整体式公民协商

公共决策

免费午餐

微博打拐

不明确建构
未组织化的公民

复合型公民

发现 教育 测量

说服 合法化

网络讨论 网络调查

舆论领袖

公共决策

整体式公民协商
食品安全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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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去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和机构；而非官方主体则是

指不拥有政策制定资源的普通公众、利益团体、传播

媒介等。从表１、表２可以看出，网络平台上的公民
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遍布几种决策类型。但是，由于

网络参与行为有官方主导和民间主导２种模式，所
以在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

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

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协商

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

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良式自

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

　　五、结语

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都面临新的问题，出

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而言，网络

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

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创造更多共识。

把问题聚焦到公众参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环境下，公众在政策系统内的力量变化是明

显的。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应用，传统的“内输入”

模式正在被改变。政策制定中政治精英越来越多

地吸纳普通公众意见，代表和专家的作用日渐式微，

公众有了更顺畅的途径表达意见，也拥有了更强大

的参与能力。

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制定环节，笔者认为，网络环

境下的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应该从３个方
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

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策各

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

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自

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

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越明确，路径

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本文参考美国

学者托约翰·克莱顿·托马斯［１３］的决策制定类型，

把政策制定分为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型和民间主导

的自下而上型２类。在这２类决策类型中，根据明
确建构、中等建构、不明确建构３种类型来概括分析

政策类型，最终分别给出了不同主体主导模式下不

同政策类型适应的不同决策模式。这些决策模式分

别是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分散式公民

协商、整体式公众协商和公共决策。

总而言之，借助网络平台的公众参与，政府的决

策类型正在发生改变，民众意见更容易被采纳，决策

模式更具包容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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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势力影响下的村落治理研究
王江成，李怡婷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村落治理是村落政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村落政治整合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村落社
会的善治和村落政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的合理发展，完善村治结构是其关键。通过对农村村落治

理现状的考察，发现：家族势力等自生秩序对村落治理影响较深，特别是能控制村治机构的产生，已

经威胁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村落的构建。这就需要强化国家权力的主导作用，整顿并整合村落

家族势力：一要提升村落社会的自治能力；二要实现村落权力主体间良性互动；三要帮扶落后村落

搞好经济建设；四要引导村落建立现代政治文化。

［关键词］家族势力；村落治理；村治结构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

　　村落治理作为我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主要领域越
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村落治理是村落政治的主要

内容，同时也是村落政治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村落

社会的善治和村落政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的合理发

展，完善村治结构是其关键。正式村落权力和非正

式村落权力是村治权力结构的重要内容，而在村治

权力结构中何种权力形态起主导作用关系到村治结

构的合理与否。合理的村治结构能使村落权力在村

治机构中实现良性互动，发挥其积极作用。长期以

来，学者们多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村治结构问题，特别

注重村治结构的变迁，而对中观、微观层面的村治结

构建设关注不够。本文拟通过对目前村落治理中所

面临的困境的分析，找寻实现村落有效治理途径。

　　一、村落治理结构中的多元权力

形态

　　村落治理是国家权力在农村重建和村落社会自
身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整合村落政治的过程，

同时也是完善村落治理结构的过程。刘伟［１］认为，

村落终究将整合到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中，而国家

也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规则的普遍适用；王建新［２］

指出，转型社会实质上是传统型权力权威逐渐消失、

法理型政治权力权威逐渐形成的过程。如何实现国

家权力与自生秩序的有效衔接是整合村落政治的重

要环节，同时也是实现村落有效治理的切入点。要

实现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国家

权力应渗入村落社会，帮助各村落共同体实现民主

转型，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内的村落治理；另一方面，

各村落共同体应发挥自生秩序的积极作用，在国家

治理体系内实现某些非村落公共事务的自治，以减

少国家治理成本，激活村落社会的积极性。简言之，

村落治理既要鼓励、尊重村落自生秩序，同时又要在

村落确立基本的现代公共规则。

村落政治建设中的党的建设、国家建设、社会建

设３个方面的任务决定了未来村落治理的主体或者
说治理结构必然是多元的。村落本质上是基于一定

的历史、自然和传统而形成的共同体，只要村落还存

在，就必须维系村落的共同体状态，因而也就必须维

护村落社会的自生秩序。然而，幻想只依靠村落的

自生秩序来实现村落的有效治理无疑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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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现代化过程推进的不均衡决定了在国家

权力渗透不足的偏僻村落，自生秩序作用的肆意发

挥会影响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及村落治理的完成；同

时，国家权力与制度一旦无法有效地进入村落，其整

合力和合法性就会面临挑战，村落社会一旦失序，村

落政治与国家的稳定就会受到冲击。然而单纯依靠

国家权力又会使村落社会丧失活力，不易形成民主

集中、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你离不开我，我离不

开你”的村落社会治理结构，决定了村落治理中应

当实现国家权力与村落自生秩序的有效衔接：一方

面要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

作用；另一方面应调整国家权力介入村落治理的范

围和方式。［１］

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解读村落社会治理结构，

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还会波

及到农村，因为任何一个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

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都必须把村落整合在国家的

治理体系内。目前推行的村民自治是经实践检验较

为可行的村落政治整合形式，其能否最大效度地发

挥作用，取决于村落社会集体经济的繁荣程度和村

民个人的政治面貌和经历（郭正林［３］在分析村民选

举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认为参与选举的

动机与村民个人政治面貌和经历呈正相关），但受

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单一影响和地域限制，中国的农

民自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很难取得收入方面的新

跨越。大多数村落的经济社会结构因为土地、集体

资源等限制而难以实现有效转型，城乡差距不断拉

大直至变成２个经济、社会甚至文化不一的共同体：
城市受现代化的洗礼变得越来越繁荣，农村则因为

现代化推进的不均衡而发展缓慢，现代化的权利义

务观念对地处偏僻的村落影响依然较小。在这样的

背景下，国家意志作用下的村民自治或许只是国家

的一厢情愿，不少村民只把村民选举当成发财致富

的平台，没有也不去真正领悟村民自治的真谛。不

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实际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村民自

治的推行不能搞“一刀切”，国家在不断探索，村落

社会也在不断地实践着，这就决定了未来村落社会

治理结构必将是多元的。因此，对村落社会的治理

和对村落政治的建设，应当从村落经济结构和村落

实际的政治环境出发来寻求解决之道。在中国这样

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中开展任何一项政治改革都不

应该走片面的、绝对的路线，而应走全面的、相对的

道路来解决村落治理问题。所谓“全面”就是村落

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是国家主导、村

民自治，利益互动；所谓“相对”就是根据村落自生

秩序与国家权力之间互动格局的不同类型，采取不

同的模式解决村落治理问题。

　　二、村落治理面临的困境

现代价值观念和政治权利义务观念对偏远地区

的村落影响较小，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存在的理由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王沪宁［４］认为村落家族文

化存在的理由有：生产水平、资源总量、自然屏障、社

会调控、生育制度、文化因子等）。村落家族为了各

自的利益将村民笼络在一起，家族超越了姓氏的界

限发展成为家族势力，家族势力通过其粘合的一部

分利益共同体操纵选举进入村委会，这样，在村治机

构中就形成了家族势力控制的村委会与国家权力支

持的村党支部之间的利益博弈，有时国家权力无法

及时补充，就会造成家族势力支持下的村委会更有

实权，如果党在村落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也被家族势

力占据，村落治理中的国家权力和自生秩序就有了

某种程度的合力，村治机构就变成了家族势力在村

落获取资源的平台。

在村落治理中，村委会选举往往被家族势力左

右，村民被蛊惑或操纵，从而造成选举行为出现偏

差。在家族势力的干扰下，贿选、拉票、暗地操纵、伪

造选票甚至家族间的械斗等时有发生，正常选举无

法进行，村民在选举过程中由于只考虑自身短期利

益而不顾村落长远发展，因此家族势力施予村民小

恩小惠就能改变村落政治选举的结果。许多村民在

选举过程中会首先考虑自己家族势力的影响而选择

同姓家族的候选人，属于弱势群体的村民即使另有

心仪的候选人，但迫于家族势力的威胁也会改变自

己的意愿而转投家族势力推选的候选人，这样德才

兼备的村落精英在政治选举中就不能获得成功。而

当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家族势力的代表时，一种家族

化的村治机构就会形成，如果任其发展，村落恶势力

就会形成，村治秩序必然遭到破坏。当村民意识到

通过选举能为家族赢得更多利益、家族在村落政治

中的地位取决于其代理人在村治机构中的实际地位

时，有实力的大家族就纷纷参与到村落政治中来，出

现政治的家族化。可以说，家族势力的存在深深地

影响着村治机构的产生和运作。

　　三、摆脱村落治理困境的出路

当前我国特殊的村落治理环境要求我们强化国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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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在村落中的政治存在———乡镇政权和具有官

方权威性质的村治机构。下面我们从村落自治能

力、村落权力主体互动、村落经济发展、村落政治文

化转变４个方面分析如何强化国家权力在村落治理
中的主导作用。

１．巧妙利用家族中的正义力量，提升村落社会
的自治能力

村落社会的自治能力包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３个方面，而“农村社会的治理空间和能
力影响其内部力量的凝聚和团结，社会选择理论表

明，利益的特殊性或者说团体内部的特殊利益的多

少是团体凝聚力的重要影响因素”［５］。提高农村社

会的治理空间和能力的关键在于提升和凝聚村落社

会权力主体的特殊利益。村治机构和家族势力作为

村落社会两股重要的组织力量，代表着各自不同的

利益。村治机构在村落公共事务、调解民间纠纷、维

护社会治安、利益表达等方面均可巧妙利用家族中

的正义力量，鼓励家族内部团结，搞好自然村经济发

展，提升村落社会的有序性。

２．巧妙利用家族势力的监督作用，实现村落权
力主体间良性互动

家族势力在村落社会中并不具有政治合法性，

但由于其与村民具有较深感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因此乡镇政权应引导家族势力朝着有利于村落经济

社会发展的方向活动，积极促进村落政治主体多元

化，鼓励其优秀代表通过合法的选举担任村治机构

的干部，村治机构与家族势力相互监督，以实现村落

权力主体间良性互动。为了避免二者的竞争走向极

端，乡镇政权还要发挥国家权力宏观控制的作用，确

保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

３．依靠国家权力帮扶落后村落搞好经济建设
落后村落发展经济的重要路径，就是要以战略

为导向，提升地区开放程度，构建完善的人才回流与

引进机制。因此国家权力在落后村落的介入就显得

十分必要。首先，应改变以往片面的发展观念，要把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经济的发展依

赖于社会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而要实现社会每个

个体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村落教育的发展，因此办好

公共教育对于落后村落来说刻不容缓，这就需要政

府（国家权力）更加注重均衡城乡公共服务。其次，

应促进落后村落与外界的联系，拓展村民的眼界，这

就需要政府（国家权力）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落后村

落的开放程度。最后，政府（国家权力）应解决好大

学生村干部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够扎根农村，把自

己的命运与村落的命运结合起来。

落后村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需要国家权力的介

入，其根源还在于村落经济发展方式单一。村落之

所以会出现家庭势力群体，其根源在于村民为了依

附有实力的家族获取更多的村落资源。当村落社会

中有实力兴办家族企业的势力增多时，村民为了获

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则会摆脱血缘关系的束缚，一旦

经济得到发展，以前的地方家族势力将转变为带领

村民致富的各行业带头人，这时村民就会选择能给

他们带来实惠的新生力量。于是，以往一家独大的

村落政治会被更多的致富带头人所代替，每个致富

带头人带领一群他的支持者，村落政治将会变得更

加活跃，而这一切的获得无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帮扶。

４．依靠国家权力引导村落建立现代政治文化
从实体上看，对家族势力的管控可以从体制机

制及管理方法上入手；从观念上看，则可从发展具有

现代性的村落文化及其现代性的村民入手，“持现

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

可能性”［６］，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

心的价值理念［７］。现代性的村落文化有利于培养

村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扩大农村有序的政治参与，

同时能够培育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社会

主义新农民。针对特殊的村落治理环境，发展村落

文化的关键还在于提升村落权力主体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家族势力代表们的素质，转变家族势力发展

经济的观念，不应把目光紧盯在村落稀有的集体资

源上，应学会放眼世界。在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基

础上，乡镇政府应积极组织村委会干部和地方比较

有影响力的家族代表外出参观学习，尤其是学习一

些家族企业发展的新路子、产品培育的新技术。同

时村委会干部要做文明的传播者、文化的践行者，在

村落社会事务的处理上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感化

村民；要积极开展村民自治，做到依法选举，保证选

举的公平公正，从而形成一种和谐有序的选举文化。

此外，要继续实施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提升村委会干

部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把外界先进的文化理念

带入村落社会，同时抬高村委会干部选拔时学历层

次上的要求；严厉打击家族势力控制的黑恶势力，还

村落社会一份安宁，保持村民对国家权力的敬畏感，

改变村民长期依附家族势力的村落社会现状，鼓励

村民运用国家权力维护自身利益，培养独立自主的

（下转第５６页）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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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中心治理：化解我国医患紧张关系的新路径
———基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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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医疗行业各类“回扣”事件的频频曝光，使得医生的职业形象严惩受损，医患关系日
益紧张。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改革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从“路西法

效应”的视角来看，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设计者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医生所处情

景的潜在影响，即在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下，医生往往处于被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之中；同

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医生甚至成为医院诱导患者需求以实现其收入最大化的工具，从而导致

医生的职业形象由“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逐渐蜕变为“唯利是图的恶人”。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双

中心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由传统的公立医院单中心治理机制所带来的问题：医生参与医院的治理，可

以使医生从被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中转变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医生出于声誉考

虑，其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立医院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局面，通过“医生／管理者”合作
的治理机制，逐步将医生的职业形象还原为“白衣天使”。囿于特殊的国情，我国公立医院实施双

中心治理还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一是政府应在公立医院治理问题上适度“放权”；二是应适度

提高医生的工资水平；三是各种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应及时跟进。

［关键词］路西法效应；双中心治理；医生职业形象；医患关系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４；Ｒ１９７．３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５

　　近年来，我国医疗行业各类“回扣”事件的频频
曝光，使得医生的职业形象严重受损。一项针对中

国社会职业形象的调查显示，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

位列前三甲，而医生仅排在第８位。［１］为改善医生形
象，政府先后实施了取消“药品加成”和打击医疗领

域腐败行为等举措，但收效甚微，接连发生的医生被

“砍杀”事件就是证明。据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统

计，仅２０１１年，全国就发生１０起医患冲突血案。一
项针对全国２７０家医院的调查显示，７３．３３％的医院
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

６１４８％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
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２］在中

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在近代，医护人员被尊称为“白衣天使”。到了当

代，中国医生的职业形象却一落千丈，其原因在哪

儿？若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来考察，我们或许可

以找到答案。依照“路西法效应”理论，人们所处的

“情景”会对其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特定的情

景和权威的影响力可以将 “好人”变成 “恶

魔”［３］（Ｐ４）。为了破解医疗领域的“路西法效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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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设计出一个能够激发医生做“白衣天使”的公立

医院“双中心治理”机制，该机制可以改变医生所处

的现实情景，并通过合作治理来提高医生在医院重

大事务中参与决策的权力，以激发广大医生自觉抵

制各种道德风险行为，最终力将医生的职业形象由

“恶人”还原为“白衣天使”，从而为破解目前日益紧

张的医患关系提供新路径。

　　一、文献综述

１．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有关环境对人类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

围绕以下３个方面展开。一是环境变迁对人类行为
的影响。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４］揭示了有助

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颠覆了以

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第默

尔·库兰［５］指出，人们的选择和欲望都不是固定

的，而是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函数。二是对群体

行为与个体行为关系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

夫·勒庞［６］认为个体行为容易受到群体行为的影

响，但群体行为通常表现为无异议和低智商。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奥特·阿伦森［７］认为，当人们面

对来自权威的不合理指令时，良心所能发挥的作用

非常有限；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８］则认为

若个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过于强烈，有可能作出

极端的行为。三是对个体苦难根源的社会学解读。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９］将造成个体苦难

的政治根源归结为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美

国社会学家Ｃ．赖特·米尔斯［１０］从社会结构变迁的

视角分析了造成人们日常烦恼的原因；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凯博文［１１］指出，抑郁症是人们为了躲避严密

的社会控制系统而“炮制”出来的疾病的躯体化。

２．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社会环境对人们日常行为、特别是对医

疗行业的冲击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并针对以下问题

展开了研究。一是经济环境变迁对人们价值观的影

响。阎云翔［１２］对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问题进行了考

证，并归纳出引起个体化的五大因素；孙立平［１３］提

出了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溃败的命题，并对由此带来

的职业道德丧失问题发出了预警。二是有关公立医

院趋利动因的分析。罗力［１４］（Ｐ４３）指出公立医院走向

逐利主要是环境逼迫、政府鼓励、医生不得已而为之

的结果；顾昕［１５］认为将医疗体制改革的失败归因于

市场化是一个伪命题，根本症结在于相关制度的缺

失或错位。三是关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潘常

刚［１６］将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结为声誉机制的缺

失，并建议通过构建合理的医疗管理制度来修复医

生的职业形象；萧瀚［１７］基于政治学的范式，论证了

医疗制度官僚化所引起的医患之间信任感的缺失

问题。

３．简要评论
现有研究给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许

多富有启发性的帮助。但由于医疗保健行业的复杂

性，目前关于医生职业形象问题的研究在以下２个
方面仍需深化：一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

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但有关公立医院的内在环

境与医生职业形象关系的文献亟待丰富；二是从社

会心理学的视角探讨医生职业形象变迁及其治理的

研究较为少见。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范

式，运用“路西法效应”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形象嬗变

进行研究，并提出重塑医生职业形象的“双中心治

理”机制。

　　二、路西法效应及其适用性

１．路西法效应
正常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做出恶毒的事？

传统的观念是，由于社会中存在少数恶毒者，他们像

一筐苹果中的坏苹果一样会危及到其他苹果的储

存，常用的方法是将这些烂果子剔除出去以保持整

个队伍的纯洁性。然而，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

巴多发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环境、权威的影

响力才是致使人们由“天使”变成“恶魔”的主要原

因［３］（Ｐ６７）。为了验证上述命题，１９７１年夏天，菲利普
·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著名的试验，即在

一个模拟监狱中，随机指定若干自愿参加该项试验

的大学生分别扮演“狱警”和“犯人”的角色。研究

者把学生平常的衣服都拿走，发给他们与其所扮演

的角色相对应的制服，并给“狱警”统一取“监狱警

官先生”之类的称号。这样做的目的是扯掉这些学

生个性的面具，然后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事态会如何

发展。这一试验原计划进行２星期，但６天后就被
迫终止，因为这些原本情商和智商都正常的大学生

在参与试验后，不是变成残忍暴虐的“狱警”，就是

沦为精神崩溃的“罪犯”。菲利普·津巴多把这类

在特定的情景下“好人”做“坏事”的现象称为“路西

法效应”。该效应指的是一种人格转变，这种转变

会让正常人在特定的情景下做出恶毒的事情。菲利

普·津巴多指出，尽管现实社会中的确有少数“坏

苹果”存在，但将“罪恶”看作个人性情问题，认为有

这类问题的人仅是一筐苹果中的几个坏苹果是不正

确的。“在谴责个人之前，我们先要深究造成他们

犯罪的环境，因为在强有力的系统以及情景力量的

支配下，即使是好人也可能会做出恶行”［３］（Ｐ６７）。

１９９４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和２００３年发生
在伊拉克的美军“虐囚”事件，均证实了路西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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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为了消除路西法效应，菲利普·津巴多给

出的建议是：抗拒情景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

２．路西法效应被用于分析医生职业形象变迁的
适用性

路西法效应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医生的职业形

象变迁问题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一，中国的医生

大多以事业编制的“干部”身份隶属于某家公立医

院，并且他们的工资水平以及晋升状况通常取决于

所在医院的行政管理层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这就迫

使他们必须服从所在公立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并

按管理层的意旨行事。这一点符合路西法效应试验

中“狱警”所处的情景，即医生须听从上级的命令，

执行对患者的管理与治疗职责。第二，医生一般被

要求统一着装，并佩带相应的标识，从而实现了路西

法效应中所描述的“去个人化、去人性化”过程。同

时，尽管发达国家的医学模式已完成从生物医学模

式向互动医学模式的转变，但中国的许多医生在工

作中仍遵循生物医学模式的理念，即仍将患者视为

一种普通的生物来对待，结果导致患者在看病时通

常处于恐惧、被动的地位，患者此时所处的情景与路

西法效应试验中“罪犯”所处的情景雷同。第三，由

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解

决，再加上新闻媒介的倾向性宣传，医生的职业形象

的确严重受损，即由原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逐

渐蜕变为“唯利是图的恶人”。这一演变过程与路

西法效应中“好人”变成“恶魔”的过程类似。由此

可见，中国医生的职业形象嬗变与路西法效应所描

述的情形极其相似，可用路西法效应来剖析医生的

职业形象变迁问题。

３．路西法效应视角下医生职业形象受损原因的
解读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医生职业经历了从

卑微到受人尊敬的变化过程。早期的医患关系通常

被比喻为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

论对此做了描述。帕森斯认为患病是一种偏离行为

的表现，社会有必要帮助病人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

而病人应当与医生合作以期恢复正常功能。［１８］进入

２１世纪，医患关系已发展为互动模式。这种变化是
患者不断要求平等和慢性病流行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为慢性病常常需要长期治疗和生活上的调整，这

使得医生与患者成为更加密切的合作者；而未来可

能出现一种个体化医学模式，即由患者决定和控制

大部分其所需要的卫生服务，并且更强调医患之间

的沟通与合作［１９］。但近年来，由于医疗费用的持续

上涨，以及人们对健康质量的过于苛求，理想的医患

关系也遭到一定的损害。尽管如此，在国外，医生职

业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其职业形象也较好。

与国外相比，中国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在世界

范围内也较罕见，主要表现为医疗“回扣”等腐败案

件的急剧上升以及“砍杀”医生事件的频发，医生的

职业形象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害。若从路西法效应的

视角来看，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医生的职业形

象发生蜕变似乎成为必然。究其原因，乃广大医生

所处的情景系统使然。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医生从

属于公立医院系统，而公立医院的行政领导及其上

级主管部门控制着医生的晋升及工资水平等重要事

务。而作为“单位人”的医生则处于被动地位，再加

上改革开放初期公立医院在财政资金的来源方面被

界定为“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大部分

日常经费需要自筹，结果迫使公立医院不得不采用

“院科两级核算制度”来缓解资金紧张问题。院科

两级核算制度是指以科室为核算单位，将医院总体

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个科室，而科室再将各自承

担的指标分摊给每个医生，并对其业绩进行考核和

奖惩的制度。［２０］于是，中国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便

成为从医院到个人的自觉行为。另外，公立医院的

行政等级制度与医生着装的刻板性，也使得医生被

去个人化，并易于服从上级的命令。即便是某个医

生想抵制公立医院中的过度医疗行为，但迫于官僚

层的压力以及高额的机会成本，也不得不将自己的

“白衣天使”偏好予以消解，医生们的群体无意识行

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从而形成了“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医患关系也日渐紧张。长此以往，医

生的“白衣天使”形象就会慢慢蜕变。

对于如何破解路西法效应问题，菲利普·津巴

多提出的对策是抗拒情景影响力，赞颂英雄人物。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依靠赞颂医疗卫生行业的英雄

人物来提升医生的职业形象收效甚微。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随着合作治理理论的兴起，公共部门的治理

已成为合作治理研究的焦点问题［２１］。同时，人们的

公民意识也日渐觉醒，并激发了参与公共事务治理

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公立医院的现有治

理机制进行变革。为此，笔者提出一条重塑医生职

业形象的新路径———“双中心治理”机制。

　　三、双中心治理：重塑医生职业形象

的新路径

　　１．双中心治理的内涵
所谓双中心治理，是指在维持公立医院医生事

业编制身份不变的前提下、在保留以公立医院院长

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团队所形成的治理中心的基础

上，将广大医生作为一个与医院行政管理团队并列

的医学团队治理中心引入到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中，

从而形成公立医院的双中心治理机制的新格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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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作治理理论在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中的具体

运用。

２．双中心治理机制及其优点
（１）双中心治理机制
为了更为清楚地阐述双中心治理机制，本文拟

对中国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与双中心治理机制

作对比分析。理论上讲，公立医院的治理机制可分

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大类，但考虑到

外部治理机制所牵扯到的外生变量太多而无法加以

控制，本文仅对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研究。

总的来看，我国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如图１所
示。在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下，以党委和院长

为首的领导班子在医院重大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

并自上而下形成了官僚制单中心治理体系；而医生

阶层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往往听命于领导层的指

令行事。尽管在这种单中心治理体制下有职代会的

存在，但由于职代会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再加上职代

会的代表人选往往由医院领导班子决定，因此，职代

会在改善公立医院的治理机制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非常有限。事实上，在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下，

医院与医生的关系变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医

生很少能够真正参与到公立医院的治理机制中去。

当公立医院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营收入而出台一些变

相鼓励诱导需求的制度时，广大医生也只能奉命行

事，从而加剧了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生的“白衣

天使”形象便被慢慢侵蚀了。此外，在传统的公立

医院单中心治理机制下，医生阶层对公立医院的领

导层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

与传统的公立医院单中心治理机制相比，本文

提出的双中心治理机制（见图２）则可以克服上述单
中心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双中心治理机制

既保留了以医院党委和院长为首的官僚制行政团队

治理中心，同时也拓展了医生阶层在公立医院重大事

务中的决策权。具体来说，医院的党委、行政团队负

责医院的政治领导和日常管理事务，而医生团队则负

责医疗事务的重大决策。并且，一旦两大治理中心的

意见发生冲突，医生团队的意见应起主导作用。因为

来自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医院的梅奥诊所的实践表

明，行政管理人员尽管是合作伙伴，但其地位不能与

医生相提并论［２２］（Ｐ１８１）。而医院董事会的设置可以借

鉴美国公立医院的做法，即公立医院的董事会成员

通常是由工商界人士、大学教授等社会知名人士组

成，并由政府任命，但董事会的成员没有工资。董事

会的作用是参与制定医院的战略规划，以及参与审

批医院重大人事与薪酬政策等。总之，双中心治理

机制强化了广大医生在公立医院中的决策权，从根

本上改变了单中心治理机制下医生所处的被动的、

去个人化的情景。

图１　公立医院的传统单中心治理机制

图２　公立医院的双中心治理机制

（２）双中心治理机制的优点
一是激发医生参与医院治理的积极性。国外学

者的研究表明，医院存在着管理机构的权威和医生

的统治权威，并且医院领导权的变化也经历了董事

会领导、医学领导、管理的挑战和多重领导 ４个阶
段，而现在则处于多重领导阶段，也即医院面临的日

益严峻的财务压力迫使多重领导让位于医院管理人

员领导，但医生仍是医院强有力的第二位掌权人物

的阶段。［２３］近年来，随着合作治理理念被应用到医

院管理中去，医院内双重权威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已明显下降，并且上述两种权威结构的合作已成

为医院治理的新趋势。而来自世界最好的医院———

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的经验证明了医生参与医院治

理的重要性。在梅奥诊所，虽然同时存在医生领导

团队和行政领导团队，但医生是主导，医生领导团队

和行政管理团队相互配合，由此给梅奥决策层带来

了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较高的管理水平。［２２］（Ｐ７９）

众所周知，中国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存

在着较为典型的行政等级制，通常公立医院的院长

是最高长官，其他各个岗位的权力随着职位的不同

而逐级向下排列。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公立医院的

医生处于权力的最末端，即便是知名的医生，在公立

医院的现有管理体制下也不得不服从医院行政领导

的指挥与调配，医生的医学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这也是学界呼吁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上述“去行政化”的主

张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而理性的做法是在充分尊

重医生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让其真正参与到公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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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治理过程中去。而双中心治理机制可满足上述

要求，并且可以激发医生参与医院治理的积极性，从

而有效防范路西法效应所引起的“好人”变成“恶

人”问题的发生。

二是顺应“医生／管理者”协同治理医院的新趋
势。近年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迫使政府对公

立医院的管理从“统治”转向“合作”，并追求“参与

和透明”的治理。“医院有更多的平行机构，它更像

一把‘梳子’，而其他企业更像一棵‘树’”［２３］的特

点，也决定了医生参与公立医院治理的必要性。事

实上，许多国家在医院治理结构中已融入合作治理

的理念并付诸实践。例如，在英国的公立医院治理

机制设计中，引入包括医生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参

与［２４］；而来自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的实践证实了医

生参与医院治理的可行性。在梅奥诊所，尽管同时

存在医生领导团队和行政领导团队，但医生是主导，

这有助于形成梅奥诊所“使命高于利润”的文化，并

且通过委员会开展参与性治理［２２］（Ｐ８３），从而创造了

独特的“医生／管理者”合作模式。对那些在梅奥诊
所工作的医生们而言，医生领导创造了一种对等的

关系。而本文提出的双中心治理机制与“医生／管
理者”合作模式所倡导的让医生参与治理的理念是

一致的，因此顺应了“医生／管理者”协同治理医院
的新趋势。

３．实行双中心治理机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行双中心治理机制

可以很好地缓解公立医院的路西法效应问题。一方

面，广大医生出于维护长期潜在收入最大化的需要，

会对自身的道德风险有所节制，而医生在提供医疗

服务时的自我约束越强，需要外界的干预就越小。

另一方面，在双中心治理机制下，医生们的被尊重感

也会增强，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医院及其自身职业声

誉的珍视。而在声誉机制的作用下，必然激发广大

医生主动维护其自身职业形象的积极性。当然，囿

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公立医院在实施双中心治理

方面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归纳起来，需要先

解决以下３个问题。
一是政府应在公立医院治理问题上适度放权。

尽管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已进行了一些监管体制改

革，但在公共部门治理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并引起

一些国际机构的关注。如世界银行在２０１３年《营商
环境报告》中将中国排在第９１位，其中官僚机构的
得分尤其低。［２５］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政府在

公共部门监管方面适度“放权”的紧迫性。而双中

心治理机制则符合“放权”的理念，因为双中心治理

机制打破了公立医院行政管理层对医院重大决策的

垄断权，让医生这个重要的主体参与进来。事实上，

我国一些公共机构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

近年来已有多所大学进行了“教授治校”的试验，并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２６］上述做法符合中央决策层提

出的“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

善政府管理，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２７］的改革理念。

而推行双中心治理机制则可以削弱传统的公立医院

治理机制下医生的被动、服从的情景力量，从而减少

路西法效应发生的几率。

二是应适度提高医生的工资水平。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通过研究发现，１９９０年代中
期东欧国家医生的工资收入仅是所在国家平均工资

水平的１．３～２倍，医生们极低的合法收入与普遍存
在的“红包”问题是正相关的。［２８］据统计，美国外科

医生、妇产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平均收入水平分别

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４０３、３９２和３２４倍；而中
国外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平均收入水

平分别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 ２６９、２９７和 １
倍。［１４］（Ｐ９１）显然，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水平过低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应付日益上涨的各种生活

开支的需要，再加上来自公立医院领导层的业绩考

核压力，必然强化一些医生触犯道德风险的动机。

因此，为了顺利实施双中心治理机制，应适度提高公

立医院医生的工资水平，因为大量的实践证明，医生

的积极性若不高，医改很难落实。当然，考虑到公立

医院从业人员数量众多，可以采用“抓小放大”等方

式压缩公立医院的数量［２９］，以减少由于医生工资上

涨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三是各种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应及时跟进。当

前，考虑到中国医疗改革的复杂性，推行双中心治理

机制还需要一些与其配套的众多公立医院改革措施

的及时跟进。尽管双中心治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

变公立医院医生所处的情景及其诱发的路西法效应

问题，但在一些医生参与医院治理较为成功的国家，

它们大多实施了“医药分离”和允许医生“多点执

业”等医疗体制改革举措，以避免给医院和医生制

造以药养医的机会，因为医院的总目标虽然是医治

病人，但医院毕竟还是一类特殊的企业，医院在讲求

经济效益方面与企业和工厂相似［２３］。

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改革措施进一步

深化。例如，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的改制步伐，以及允

许国内社会资本甚至国外资本进入公共医疗服务递

送体系等，以减轻公立医院的医生正在面对的来自

公众的日益上升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压力。

　　四、结论与建议

为了解决医生职业形象下滑问题，中国政府先

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改革政策，但效果并不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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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从“路西法效应”的视

角来考察，其主要原因是政策设计者忽视了改革开

放以来广大医生所处情景的潜在影响，即在传统的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下，医生往往处于被动的、去个人

化的情景之中。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医生甚

至成为医院通过诱导患者需求以实现其收入最大化

的工具，其主要表现是广受诟病的“大处方”等问题

层出不穷，从而导致医生的职业形象由“救死扶伤

的白衣天使”逐渐蜕变为“唯利是图的恶人”。作为

一种应对策略，本文提出的“双中心治理”机制能够

缓解由传统的公立医院单中心治理机制所带来的上

述问题。因为医生的参与性治理，可以使医生从被

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中转变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

中的重要参与者。出于声誉方面的考虑，医生参与

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立医院过度追求经济效

益的问题，并通过“医生／管理者”合作的治理机制，
最终将医生的职业形象还原为“白衣天使”。鉴于

此，本文建议医疗政策的决策者应尽快认识到双中

心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并在充分试点的基础上，将这

一新思路运用到当前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进程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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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时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
公信力的重构与功能释放

王自亮，周婷婷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民间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转型期的中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成为国家慈善事业的一大主体。然而，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现状也使民间慈善组

织的发展困难重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合理利用互联

网，形成社会公众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为

此，一方面应以社会公众为载体，通过加强网络营销、培养网络意见领袖、改变慈善文化“低位”现

象，以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以民间慈善组织为载体，通过鼓励网络公共议程的形成，

促进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以提升慈善活动的价值。

［关键词］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力；网络公共议程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７；Ｇ２１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６

　　社会转型往往蕴藏诸多矛盾，中国社会正处于
转型期，各类风险相互交织，信任危机一触即发。在

高风险社会中，慈善事业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越发凸显。慈善秉承自愿互助原则，不断激发人们

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集中社会闲散力量，帮助受灾

群体。慈善不断致力于探寻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协

调发展的目标，是社会救济的重要补充，在弥补第一

次生产分配和第二次税赋分配的缺陷与不足，以及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共十六

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共十八大

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

善事业。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虽有显著发展，但困境依

旧重重。一些不和谐事件的发生正在不断地考验着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２０１１年，中国红十字会爆发了
“郭美美事件”“万元餐费”等一系列公益腐败事件。

在庞大的互联网络推动下，慈善丑闻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发展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慈善组织，尤其

是官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一度跌入谷底。在此背景

下，大部分人都把呵护与期许的目光投向民间慈善，

呼吁慈善归于民间。民间慈善组织作为中国慈善事

业的新兴力量，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拥有政府支持的官方慈善组织相比，民间慈善组

织的生存与发展更有赖于公众的支持和信赖。互联

网时代的来临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更加

广泛地听取底层弱势群体的呼声，快速形成规范有

效的救助体系，帮助解决民众的切实困难。民间慈

善组织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络这一大众媒介，发挥

其独特的草根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１．文献综述
公信力作为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所在，历来备受

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界已经对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

进行了研究，分别从历史嬗变、中外对比、第三方评

估、法学、财政学等视角进行了切入。徐莺［１］基于

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慈善组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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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危机的表现、成因与应对之策，强调政府要由控制

型管理模式向引导型管理模式转型；陈东利［２］对慈

善组织公信力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慈善

组织本身提出了提高公信力的有效对策；邓国胜［３］

构建了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思维政策模型，对比

分析了国内４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及国际发
展趋势，强调中国未来也应选择同一的培育模式；石

国亮［４］强调了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在“３Ｅ”理论和
“ＡＰＣ”理论基础上，结合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构成要
件，设计了相对具有普适性的评估指南；王锐［５］以

财政学为切入点，分析了民间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的

４大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财政激励机制的建议。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重视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

系研究，着重强调政府责任。田凯［６］构建了一个研

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从组织形

式与运作的不一致现象入手，对中国慈善组织的生

成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徐顽强［７］

则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切入点，从慈善组织对政府资

源的索求依赖和政府对慈善组织的选择依赖２个方
面进行分析，构建了政府与慈善组织非对称共生关

系的优化模型；兰花［８］基于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公民社会与社会福利及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对慈

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笔者发现以往研究存

在着以下不足。

其一，以互联网时代为视角的民间慈善组织发

展研究存在空白。笔者以“互联网”或“网络”为题

名或关键词，同时以“民间慈善组织”为另一个题名

或关键词，在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上，以“全

部期刊”为搜索范围，未搜索到任何相关期刊文献；

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搜索范

围，仅搜索到了５篇论文。
其二，以往研究往往集中在对慈善组织的整体

研究，而针对民间慈善组织的专门研究较少。笔者

在中国知网上，以“全部期刊”为搜索范围，以“慈善

组织”为题名或关键词，可以搜索到７８９篇文章，但
是以“民间慈善组织”为题名或关键词，却仅能搜索

到３８篇文章。
其三，慈善组织的分类界定不清，民间慈善组织

概念模糊。李占乐等［９－１０］根据不同标准对慈善组

织进行了分类，但均未清晰地凸显民间慈善组织的

概念。也有观点认为，按照组织生成机制进行分类，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可以分为３类：一是自上而下的
官办或由官方批准的慈善类组织，称为官办非营利

组织，如中华慈善总会等；二是由外到内的国际性人

道主义组织，如红十字会等；三是自下而上社会力量

发起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称为草根组

织。［１１］笔者在此观点基础上，依据中国实际情况，以

是否为政府主导为分界点，将中国目前慈善组织分

为两大类：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官方慈善组

织，如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等；二是自下而

上由公众自发形成的民间慈善组织，既包括在民政

局登记的慈善组织如壹基金会等，也包括没有取得

合法资格的草根性慈善组织，如灯塔计划等。在明

确分类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民间慈善组织是指由民

间主体发起，以社会成员间善心奉献与互助为特征，

从事社会救助事业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２．研究思路
现如今，中国慈善组织，尤其是官方慈善组织公

信力不高已成为既定事实，且短期内难以回升。民

间慈善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

必然会受到中国慈善事业总体公信力不高的影响。

相较于官方慈善组织，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完全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捐助，社会公众的信任是其

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以公众为出发点对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低下的现状进行阐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是披露慈善丑

闻的利器，也是慈善组织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平台。

网络“零门槛”的独特性为草根性浓厚的民间慈善

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好契机。因此，民间慈善组织

的未来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着眼于互联网资源，不

断将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

民间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民

间慈善组织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必将成为促

进中国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此，有必要

探讨如何以民间慈善组织和社会公众为主体，合理

利用互联网络，从而提升民间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二、中国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最大

困境：总体公信力低下

　　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
做出的评价是：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

公益组织的信任。［１２］根据搜狐网有关“造成中国慈

善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的在线调查数据，在 １４６０
总票数中，认为“一部分有捐助能力的人没有尽到

责任”的占１１．７８％，认为“缺少鼓励进行慈善事业
的机制环境”的占 １７．１２％，选择“其他”的占
１９９％，而选择“中国慈善机构的公益性令人怀疑”
的占６２．２６％。［１３］由此可见，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现状令人担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１４］

认为，主动信任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对待和维系，从亲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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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私人关系到全球化的交互关系，主动信任在各

种情境中都处于新式的社会团体的本源地位。公众

的主动信任是民间慈善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因

此，有必要以社会公众为主体，分析中国慈善组织总

体公信力低下的具体表现及其导致的不良后果。

１．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具体表现
其一，公众对慈善募捐的心理抵触。由于受中

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存在着差序格局，

即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个人推出去，是私人

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

的网络。受这种攀关系、讲交情的社会关系格局影

响，中国公众更倾向于小范围内的、通过朋友关系进

行的慈善帮助，公众在善念产生之初就对慈善组织

产生了心理上的抵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腾讯新闻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三方合作进行的一项

有关中国公众慈善意愿的调查显示，７０．８％的人更
愿意参与单位组织的慈善活动，５４．７％的人愿意通
过购买福利彩票支持慈善事业，２８．６％的人曾通过
捐献血液或骨髓的方式传递爱心，只有２１．５％的人
愿意通过基金会或公益组织进行捐款。此外，

６４５％的人甚至表示相比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
他们更愿意自己寻找需要帮助的人。［１５］由此看来，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际关系而非

慈善组织这一平台进行慈善活动。

其二，公众对善款数额持有怀疑态度。２００８年
汶川地震期间，民政部报告称截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
１３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共收到捐赠款物９．９０亿元。
但在同一天，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外界公布，截至２００８
年５月１９日１１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共接收捐赠款物
１０．６２亿元人民币。截止时间在前的数据竟比截止
时间在后的数据多出７２００万元，一时间，慈善组织善
款数额的真实度备受网民质疑。社会公众对慈善组

织运作流程和善款数额同样抱有怀疑态度。

其三，善款使用效率低下。目前，中国尚缺乏独

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的资金使用率及效果进

行有效评估，而公众又难以担此重任，致使慈善组织

的资金使用偏离组织使命的情况时有发生。２００９
年，“大肚女孩”苏田田的母亲在女儿辞世３５天后
才收到爱心人士通过当地红十字会所捐赠的善款，

如此低的善款使用效率不免让本就对慈善组织资金

运作流程持有怀疑态度的社会公众更加寒心。类似

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就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慈善组

织在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

其四，慈善活动中违法犯罪事件频繁发生。慈

善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其运作效率低、决策不公开透明、管理者渎职等因

素为一些人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条件。由于缺乏有效

的监管，慈善组织似乎成为了孕育违法犯罪事件的

温床，挪用善款、诈取善款等事件频发不止。２００９
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宁波抗癌健康基金会（民间

慈善组织）扣留善款，拿取比例的事件。［１６］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四川渠县组建残疾人自强队，将残疾人士输
入外地务工，共谋得３００余万元人民币。［１７］２０１１年
４月，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与相关企业协会商
洽工作的公务活动中一顿饭就消费９８５９元。［１８］几
乎在同一时间，南京慈善总会副会长潘锴红打着

“爱心计划”的旗号，通过会费、高息等形式引诱顾

客投资，共涉及 ４２４名受害人，涉案金额高达
５１６８８万人民币。［１９］在慈善事业亟待发展的大背
景下，类似事件接连发生，致使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

任度大大降低。

２．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不良后果
捐赠与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有着高度的正相

关关系，捐赠者基于对慈善组织运作能力和诚信的

信任将自己的财富转交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社

会公信力越高，获得社会公众高捐赠率的可能性也

就越大。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低下所带来的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社会捐赠总额的下降。根据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整理数据（见图１），可
以发现，受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的影响，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均突破 １０００
亿元。然而，２０１１年爆发的“郭美美事件”等慈善丑
闻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中国社会捐赠

总额明显下降。２０１１年中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
８４５亿元，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同比下降１８．１２％。受经
济下行、２０１１年“问责风暴”和税收政策的影响，
２０１２年我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约为 ７００亿元，与
２０１１年捐赠总量８４５亿元相比，下降约１７％左右。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其生存

和发展的资金完全依托于社会捐助主体，资金捐助

者的志愿性与公益性心理是关键因素。中国慈善组

织整体公信力低下的现状势必会打击社会公众的捐

赠意愿，严重阻碍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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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未来发展的

新契机：互联网时代

　　与政府财政支持、发展相对成熟的官方慈善组
织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

存在着先天不足，尤其是在财力方面，缺乏长期稳定

的资金保障。民间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资金完全

依托于社会捐助主体，故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必不

可少。而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门槛普遍较

高，成本较大，民间慈善组织几乎难以借此进行慈善

动员和形象塑造。相比之下，互联网极低的甚至是

零代价和零成本的优势恰好缓解了这一困难。此

外，由于近年来慈善丑闻的频繁爆发，公众的慈善热

情倍受打击，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岌岌可危。在此现

状下，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有效的社会动员就显

得尤为重要。宣传动员可以说是民间慈善组织开展

活动最为关键的一步，互联网为民间慈善组织进行

慈善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慈善讯

息一经网民转载传播，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不知不觉中便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可

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

展带来了新契机，其主要表现为以下３方面。
１．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为民间慈善组织奠定了

庞大的受众基础

我国互联网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网民数量增

势迅猛，已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１１亿人增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４８５亿人，我国网民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发布
的最新数据，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５．９１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为４４．１％，短短半年新增网民２６５６万人；中
国网站数量为２９４万个，半年增长２６万个，增长率
为９．６％。２０１３年上半年，我国人均每周上网时间
长达２１．７小时，人均每天上网３．１小时。［２０］如此庞
大的网民数量，为民间慈善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社

会动员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此外，民间慈善组

织产生于民间，依靠的是社会公众的力量，具有明显

的草根性。而互联网则因其独特的低成本运行和高

效能传播效率能够吸引一大批草根阶层。在这一点

上，两者具有内在契合性。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发挥

其天然的草根优势，广泛号召网络草根阶层，整合社

会闲散资源，以帮助受困群众。

２．互联网使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拓展，便于民间
慈善组织开展社会动员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２１］于１９７８年
提出了“弱关系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网可以分为强

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是指个人的社

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所从事的工作、掌

握的信息是趋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弱关

系则是指个人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广，交

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马克·格兰诺维

特强调，弱关系才是与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最紧密

联系的社会关系，正是层层叠加的弱关系将世界上

原本毫不相关的人联系到了一起。就像六度分割理

论所阐述的那样，通过６个人就可以认识世界上任
何一个陌生人。互联网可以说是为弱关系理论的实

现提供了极好的传播沟通平台，使得人际交往跨越

了时间、空间、地域、宗族等的限制。这对于完全依

托社会力量生存和发展、以社会动员为使命的民间

慈善组织来说，意义非凡。民间慈善组织可以通过

互联网，建立和维系属于自己的较大规模的社会关

系网络，进而开展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动员。

３．网络社会已然成型，利于及时有效的信息
传递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２２］曾在《网络社会的

崛起》一书中这样说明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历史趋

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

起来，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

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与文化过程中的

操作和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信息传递是网络社会

的一大功能，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在网络社会中，新闻消息传播的主体从以前集中的、

确定的组织或个体变成了不确定的、分散的组织或

个体。普通公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传者角色，而是主

动的传播者，提供信息和分享信息。在这种自主化

的传播形式中，个人成为信息的筛选者和提供者，个

体话语权得到实现。通过微博、博客、社区、论坛等

新兴网络媒介，人人都可以关注信息，人人也都可以

分享信息。这为民间慈善组织进行广泛有效的低成

本信息传递提供了机遇。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利用网

络新媒介及时发布慈善信息，并通过网络草根阶层

达到迅速扩散的效果，从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

关注。

　　四、互联网时代推进中国民间慈善

组织发展的对策

　　２００４年，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２３］提出著名

的“长尾理论”，阐述了小众市场显露的种种商机，

认为所有非主流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主流

市场还大的市场，这些少量需求会在需求曲线上面

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从而实现小众的极大数量。

民间慈善组织这个社会资源一直分布在社会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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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部分，难以得到有效开发。借助网络匿名

性、及时性、互动性、灵活性、无限性等特征，公众参

与公益慈善更加快捷便利，势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

会力量，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向前发展。互联网作为

公益慈善的新型载体，将不断得到社会肯定。友成

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表示：“网络本身

就是公益，不需要太多的钱，发出声音也是公益的方

式，自下而上，随手可以做，通过微博、手机终端等推

动公益。”［２４］民间慈善组织产生于民间，并依附民间

力量进行运作。因此，以社会公众和民间慈善组织

为载体，合理利用互联网，形成双方良性互动，对于

促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１．以社会公众为载体，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
一要加强网络营销，尤其是网络形象营销。根

据中国互联网网络营销第一人冯英健的定义，所谓

网络营销是指组织整体营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为实现组织总体经营目标所进行的，以互联网为

基本手段营造网上经营环境的各种活动。［２５］民间慈

善组织不同于一般企业，其网络营销的对象并非单

一产品，而是一系列慈善活动的总和。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民间慈善组织的网络营销更多的是形象营

销，而非产品营销。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以网站为主

体，以博客、微博、ＱＱ群、论坛等一系列新媒介为传
播方式的完整网络体系，以达到向受众全方位传递

慈善信息的效果。为此，应利用合法的网站向外界

发布最及时、最权威的组织信息；用博客集合组织成

员，增强凝聚力；用微博发布最新消息，扩大知名度；

用ＱＱ群探讨工作，聚集组织力量；用论坛发布活动
资讯，提供交流平台。《２０１２年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指出，与２０１１年公众关注财务信息相比，２０１２年关
注的焦点转向了组织的业务信息。［２６］互联网平台的

时效性以及各类网络新媒介的便捷性都为民间慈善

组织及时有效地发布慈善信息提供了可能。完整的

慈善网络营销体系不仅满足了公众对慈善信息的需

求，更是扩大了慈善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在公众心中

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提升了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公

信力。

二要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沉默的螺

旋”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力图避免孤立状态，一旦

发现自己的意见与主流意见不一致，就会沉默下去，

继而产生从众心理。这就开始了一方表述、另一方

沉默的螺旋过程。民间慈善组织中不断涌现的网络

意见领袖则是反向利用“沉默的螺旋”，并通过互联

网强化这种螺旋状态。他们大胆发表慈善主张、发

起慈善活动，从而吸引善心人士广泛讨论和参与，逐

渐成为主流声音。从近年来网上有名的公益事件中

可以发现，发起人一般都拥有较多的媒体资源，并且

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例如发起“随手

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于建嵘教授，发起为“药

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捐款的傅蔚冈，以及“爱心

午餐”的发起人邓飞等人，都在事件中处于意见领

袖地位。他们都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善于利用媒

体资源，深谙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意见领袖在获得

信息之后，通过自己的加工，然后传播出去，引起社

会关注，最后影响公众对信息的反应和行动力。在

新媒体公益慈善活动中，意见领袖有着特殊的作用，

他们能够诱发公益话题的形成、维持公益话题的存

在、促使公众投入到公益行动。“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旧唐书·魏徵传》），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

也是一面旗帜。互联网时代中的慈善意见领袖就是

引领社会慈善道德风尚的指向标，必将发挥巨大的

榜样作用。

三要改变慈善文化“低位”的现象。郑功成［２７］

曾指出，早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美国非营利机构掌握
的资源就高达６０００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ＧＤＰ的
８％～９％，其中２０００多亿美元来自个人捐献，相当
于美国 ＧＤＰ的２％ ～３％。而在中国，２００８年因汶
川地震所达到的社会捐献高峰为１０００亿人民币，
只相当于当年我国ＧＤＰ的０．０３％，其中包括大量的
国企捐款、特殊党费与海外捐款，而真正属于国内个

人自愿捐献的善款并不多。由此可以看出，慈善意

识并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慈善文化“低位”

现象十分严重。慈善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

整体道德素养的提升对于民间慈善组织乃至整个社

会的公信力的提升将产生积极作用。慈善存在着

“马太效应”，即当善念成为社会的普适价值观时，

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慈善

事业的进步。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为这种社会资源

的积累提供了极佳平台。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

树立慈善典型，报道和表彰表现突出的慈善活动及

相关人员，使得慈善观念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深入公

众心中，成为普适价值观。公众把慈善当做个人的

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

这种内化应是一种柔性的过程，而不应是一个强制

性的过程。从美德到义务，再由义务到本能，如此才

能使慈善变成一种平常行为。［２８］

２．以民间慈善组织为载体，提升慈善活动的
价值

一要鼓励网络公共议程的形成。王绍光［２９］将

公共政策议程简化为３类：传媒议程、公共议程和政
策议程。所谓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

讨论的问题；所谓公共议程，是指引起社会大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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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所谓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

要的问题。这３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相互关联的。
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强化了这种关联度，淡化了３
种议程设置相互之间的界限。受众也可以把握机

会，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方法建立他们自己的一系列

议程。［３０］人们通过网络媒介，模拟现实环境构筑巨

大的虚拟环境，并最大化地将其当作现实环境而付

诸实际行动，进而影响政府作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

策。这一社会现象就是“托马斯公理”揭示的真

相———如果人将某状况作为现实把握，那状况作为

结果就是现实。笔者认为，网络公共议程设置就是

指公众通过互联网媒介，将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的一系列问题上升为政府意志的过程。民间慈善组

织的活动可以有效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免

费午餐”项目是以网络新媒体为依托的草根公益，

而这个慈善项目却在半年内就影响到了中国的公共

政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国务院正式决定启动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预计

拨款１６０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３元的标准为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估计惠

及６８０个县市，约 ２６００万在校学生。从“免费午
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可以说是

网络公共议程形成并上升为政府政策议程的过程。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如针对上访妈妈唐慧被

关押劳教掀起的微博救援行动，引发了废除劳教制

度的网络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立法

进程。再如，四川、安徽、浙江等地不约而同地爆发

了居民的网络抗争，并最终推动当地政府部门取消

了有环境污染的招商引资项目。由此可见，网络公

共议程正在形成，并逐渐成为影响公共环境和公共

政策的新兴力量。

二要促进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２０１３年度中
国慈善透明报告》［３１］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公益慈善组
织透明度相比２０１２年有所改善，但行业整体透明度
不容乐观。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度我国慈善透明指数
为４３．１１（总分为１００）。在１０００家公益慈善组织
监测样本中，年度透明指数６０分以下的组织有７０４
家，占样本总量的７９．４％。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
尼·吉登斯认为，“在人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这里有

争议时产生积极信任的问题———对别人或机构的信

任，必须积极地创造和建立。……积极信任要求增

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但也积极地提高这种透明

度”［３２］。也就是说，民间慈善组织想要获得积极或

主动的信任，就必须通过积极或主动的争取才能得

到，也必须积极或主动地加以维系。公开透明是公

众对慈善组织的基本要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

席卢塞尔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恰好为公开慈善活动流程和资金流

向提供了一个“玻璃做的口袋”。在网络上时刻更

新活动进程，关注善款流向，可以让广大网民对民间

慈善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是一个发展比较完善的民间慈善组织，拥有完善的

助学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善款与物资的发放，都

统一在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上发布，且领款表上必须

有受助者家长、受助者、老师、助学义工或当地联系

人签字以及学校盖章。此外，在孩子较集中的地区

由义工实地监督助学金发放；对于孩子较分散的地

区，义工实地抽查核实助学金的发放情况，同时在有

条件的助学点召集家长大会，让家长了解运作方式

和举报途径。捐助人可以用各种方式对助学金和捐

助物资发放情况进行核查。这样，在尊重广大民众

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该救助会不仅形成了良

性运行机制，而且提升了自身的公信力。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社会

矛盾日趋复杂，各种人为灾难和技术灾难时有出现。

同时，地震、雪灾、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造

成了严重的人员及财产损失。慈善组织的工作愈显

重要。民间慈善组织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产生于民间并依附于民间力量进行运作，具有

天然的草根性，拥有官办慈善组织难以具备的独特

优势。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机制和运作机制

的深入改革，民间慈善组织将获得享有更多社会资

源和参与公共管理的机会。然而，在慈善组织整体

公信力低下的大背景下，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可谓

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着规模小、资金缺、组织发展

欠规范、组织营销能力低下等内部问题，还面临着注

册难、获取资源难、合法性等外部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中蕴藏着种种挑战。

它在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能让慈善丑闻

一夜之间人尽皆知，在提升慈善活动价值的同时也

不得不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与评估。中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尚不完善。民间慈善组织

的发展，不仅依靠其自身管理体制的优化，也依赖于

政府的理性引导与大力支持。笔者认为，政府当务

之急应从以下４方面着手：其一是降低民间慈善组
织注册门槛，冲破双重管理体制的尴尬，解决其合法

身份问题；其二是加大资金支持，要以完善税收政策

为主、直接资金补贴为辅；三是引导建立慈善组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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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评估机构，实现有效监督；四是加快慈善立法步

伐，确保民间慈善活动有法可依。

［参　考　文　献］

［１］　徐莺．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表现、成因及应对———基
于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视角［Ｊ］．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３）：１１４．

［２］　陈东利．论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及路径选择
［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１）：２３．

［３］　邓国胜．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Ｊ］．社会科
学研究，２００６（５）：１１９．

［４］　石国亮．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制
研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２（９）：６４．

［５］　王锐．慈善捐赠的财税激励政策缺陷研究［Ｊ］．审计与
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３）：９７．

［６］　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
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４
（５）：８８．

［７］　徐顽强．资源依赖视域下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
［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３）：１４．

［８］　兰花．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Ｊ］．理论与
现代化，２００７（６）：１０１．

［９］　李占乐．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探析［Ｊ］．
长白学刊，２０１２（３）：５４．

［１０］孙亚锋．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民间慈善组织治理机制分
析［Ｊ］．北方经贸，２０１２（１０）：１１０．

［１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处
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

２０００年［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２－２４．
［１２］中国经济网．麦肯锡公司认为“公益组织要提高公信

力”［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１１－３０）［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ｅ．ｃｎ／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ｒｏ／ｈｚｄｈ／ｚｊｓｄ／２００７１１／３０／
ｔ２００７１１３０＿１２７２９９４５．ｓｈｔｍｌ．

［１３］河南慈善网．关于提高慈善公信力的几点思考［ＥＢ／
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２５）［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ｈｅｎａｎｃｉｓｈａｎ．ｏｒ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ｉ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ｉｄ＝１３４．

［１４］［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
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
治、传统与美学［Ｍ］．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２３７．

［１５］网易新闻．慈善中国：不缺爱心但缺信任［ＥＢ／ＯＬ］．
（２００７－０１－２２）［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
ｃｏｍ／０７／０１２２／０６／３５Ｅ２０ＱＨＪ０００１２０ＧＵ．ｈｔｍｌ．

［１６］新浪网．宁波一家民间慈善组织被指扣留善款［ＥＢ／

ＯＬ］．（２００９－０７－２２）［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
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ｓｄ／２００９－０７－２２／０５０６１８２６９７９０．ｓｈｔｍｌ．

［１７］网易新闻．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调查［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１２－２４）［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ｆｏｃｕｓ．ｎｅｗｓ．
１６３．ｃｏｍ／１０／１２２４／１４／６ＯＭ６ＯＯＪＵ０００１１ＳＭ９＿２．ｈｔｍｌ．

［１８］南京日报．上海卢湾红十字会一顿饭花费近万元［Ｎ］．
南京日报，２０１１－４－１７（Ａ４）．

［１９］网易新闻．南京慈善总会副会长涉嫌假借捐款非法吸
储５千万［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５－０６）［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１／０５０６／１５／７３ＣＭＵＨＯ５０００１４ＪＢ５．
ｈｔｍｌ．

［２０］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３２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７－１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
ｈｌｗｘｚｂｇ／ｈｌｗｔｊｂｇ／２０１３０７／ｔ２０１３０７１７＿４０６６４．ｈｔｍ．

［２１］Ｍａｒｋ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６）：１３６０．

［２２］［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Ｍ］．夏铸九，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３］［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Ｍ］．乔江涛，译．北
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６：１．

［２４］比特网．互联网促进慈善公益走向平民时代［ＥＢ／
ＯＬ］．（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ｎｅｔ．
ｃｈｉｎａｂｙｔｅ．ｃｏｍ／２９２／１１８３７７９２．Ｓｈｔｍｌ．

［２５］冯英健．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Ｍ］．３版．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１．

［２６］中国公益慈善网．刘佑平在２０１２慈善透明报告发布会
上的发言（全文）［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１－０６）［２０１３－１２－
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ａｒｉｔｙ．ｇｏｖ．ｃｎ／ｆｓｍ／ｓｉｔｅｓ／ｄｉａｐｈａｎｏ
ｕｓ２０１２／ｐｒｅｖｉｅｗ１．ｊｓｐ？ＣｏｌｕｍｎＩＤ＝８４１＆ＴＩＤ＝２０１３０１０６１
０５５３２７７０９８２５８８．

［２７］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Ｍ］．广州：广
东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顾骏．慈善文化现代化“门槛”［Ｊ］．人民论坛，２００６
（９）：３６．

［２９］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Ｊ］．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６（５）：８６．

［３０］［美］唐纳德·肖．议程设置理论与后大众时代的民意
研究［Ｊ］．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４（４）：５．

［３１］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３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９－２４）［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ｈｔｔｐ：／／ｇｏｎｇｙｉ．ｃｅ．
ｃｎ／ｘｗｒｄ／ｒｅｄｉａ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３０９／２４／ｔ２０１３０９２４＿１１１１１１６．
ｓｈｔｍｌ．

［３２］［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
来［Ｍ］．李惠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６－９７．

·６３·



第１５卷　第２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１０ＪＪＤ８４０００３）；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

目（２０１１－ＩＤ－０２１）
［作者简介］宋雯（１９８６—），女，河南省邓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３７－０６

企业转制中工会的定位与职能研究
———基于湖北省某厂的调查

宋雯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具有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工人参与单位内
民主活动的职能。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湖北省某转制企业的员工为调查对象收集数据，并运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说法还是比
较认同的，并且越认同工会重要性的，也就越认为“全国工人是一家”；被调查对象对“全国工人的

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并不高，并且其与工会会员身份和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都没

有明显的相关性；工会会员对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之评价较非会员低，认同参加工会是重要的，也

认同工会发挥了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职能；虽然企业已进行了转制，但是员工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完

成，其对于公司管理的参与权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是不是工会会员无关。针对企业工会现状，特

提出以下建议：在企业转制中，保持工会的独立性，发挥其群众组织的应有作用；加强工会的内部民

主，承担其社会管理的应尽职责；拓展并落实工会的职能，满足工人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关键词］企业转制；认同度；工会职能

［中图分类号］Ｄ４１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７

　　在我国，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有着悠
久的历史。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工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唯一由

官方认定的、代表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１９９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通过，对工会的地位、职

能等进行了界定，２００１年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修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人群体中的差异性日益凸

显，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在不同工人群体心目

中的定位与职能也逐渐分化，学界对工会的研究和

讨论也进入了转型期语境。

游正林［１］对我国工会自建立以来的三次大改

革进行了梳理，认为工会的改革一直在试图解决如

何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问题；徐小洪［２］着眼于中国

工会的双重定位，即既是劳动关系的协调者和中介

者，又是劳动关系主体之一劳动者的代表者和维护

者，认为中国工会改革实质上就是围绕这一双重定

位的争论和演变；许晓军等［３］从性质特征、力量来

源和核心职能３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工会的特
点，即“类政府机关”群团组织的定位、组织力量的

双重来源以及“维权”与“维稳”的核心职能；冯钢［４］

认为我国现行工会组织及其运作仍停留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传统模式”，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存在３个
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姚先国等［５］以浙江省为例进

行了实证研究，论述了工会在改善劳动关系方面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任小平等［６］则从具体事件入手研

究工会在处理罢工事件时的资源动员状况和运行

逻辑。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大多都是对工会问题的宏

观探讨，鲜有对具体案例的微观分析。本文拟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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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某转制企业作为对象，对其工会作用进行定量

考察，借以丰富现有微观层面的研究。企业转制是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步骤，对

现行企业转制中的工会状况进行研究，有利于工会

在转型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推动企业转型

的顺利进行。基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

湖北省某国有企业为例，分析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工

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定位与职能，并针对转制企业当

前工会体制及其运行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若干

对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信息，运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共回收有
效问卷８９９份，其中，男性工会会员的问卷４８１份，
女性工会会员的问卷２２７份；男性非工会会员的问
卷９１份，女性非工会会员的问卷１００份，非工会会
员的问卷数占被调查者问卷总数的２１．２％。

　　一、理论假设

１．工会的定位
工会组织的产生源于１８世纪后半叶开始兴起

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工业化大生产促使

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为工厂雇主做

工。但是，雇主阶级拥有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优

势，自由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低廉的工资、

恶劣的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的缺乏，成为这些劳动者

所必须面对的困难。显然，单个的劳动者只有团结

起来，共同向雇主阶级作斗争，才能争取到应享有的

各项权利，扭转自己的弱势地位。这是工会产生的

历史机缘与群众基础，也是工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条

件。这说明，只有工人们自觉地认识到他们有着共

同的利益点时，他们才有可能对工会组织产生认同

感，工会才会有稳固的群众基础。

在我国，工会法规定，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

总工会，这就是说，工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

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

任何理由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派或几派组织。［７］可

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是工会存在的合法性基

础。也就是说，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工

人是否认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是影响其加入或

不加入工会的重要因素。由此，可做以下假设：

假设１：工会会员对“全国工人是一家”认同
度高。

假设２：工会会员对“无论怎么说，全国工人的
思想是相通的”认同度高。

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特殊状况，即加入工会在国

有企业已成为惯例，加入工会是入职程序的必备环

节，因此，是否拥有工会会员的身份并不能充分说明

被调查者对工会的态度。因此，特将以上假设做如

下修正：

假设１ａ：越认可参加工会的重要性，对“全国工
人是一家”认同度越高。

假设２ａ：越认可参加工会的重要性，对“无论怎
么说，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认同度越高。

２．工会的职能
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天然职能是

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

阶级所应享有的权益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很大的

不同。因此，当前工会满足工人阶级需求的程度，直

接关系着当前工人对工会的认同、工会的活力等。

柳可白等［８］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工人阶级有５
大经济权益，即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

动报酬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享受

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获得产权的权利，其核心是

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权。就业、劳动安全和社会保

险福利这３项权利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基本生存，取
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关系到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

产权利益则是工人阶级致富奔小康的基础。工人阶

级的民主权利是实现上述权利的保障。因此，工会

要想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保持对工人阶级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关注和维护工人阶级的上

述各项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２条规
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

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第６条规定，“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２条规定
充分说明了工会所应具有的维护职能。《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第６条还规定，“工会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

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就是

说，除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之外，工会还应具有保障

工人参与本单位民主活动的职能，即参与职能。基

于此，本研究拟就工会的维护职能与参与职能做出

如下假设：

假设３：工会会员对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
所起作用的认同度较高。

假设４：工会会员有机会参与工厂管理。
如上所述，考虑到当前的工会准入制度，特将假

设３做如下修正：
假设３ａ：越认可参加工会重要性的，对工会在

维护工人权益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同度越高。

　　二、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在湖北省某原国有转制企业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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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数据，运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以上假设进行
检验。

分别对假设１、假设２、假设３、假设４进行检验，
即考察工会会员身份与“全国工人是一家”“全国工

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工会能够维护工人权益”“工

人有参与工厂管理的机会”４种说法认同度的相关
性，结果见表１—表４。

从表１中 Ｇａｍｍａ和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的取值可
以看出，工会会员身份这一变量对“全国工人是一

家”说法的认同度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之

前的推论，即加入工会是习惯而非主观有意识的选

择是相吻合的。就全体参与问卷调查的对象而言，

对“全国工人是一家”选择“非常认同”“比较认同”

的占总被调查对象的４６．４２％，也就是说，接近一半
的被调查者对这一说法是认同的；选择“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的占总调查对象的２６．５１％；选择“一般
认同”的占２７．０７％。也就是说，在全体被调查对象
中认同“全国工人是一家”的占据大多数，不认同这

一说法的比较少。可见，“全国工人是一家”这一说

法还是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

从表２中Ｇ值可以看出，工会会员身份与“全
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２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并不显著。就全体被调查对象而言，有３８．６５％的
人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的说法呈支持态

度，有４４３８％的人态度模糊，有１６．９７％的人不赞
同。相对于工人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其

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

明显较低。

由表３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一致拒绝了关于
“工会的维护职能”在会员与非会员之间分布没有

差别的假设，也就是说，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对工

会维护职能的认同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对于非工

会会员，工会会员对工会维护职能的认同度更低。

从表４的检验结果来看，工会会员身份对其参
与管理工厂的机会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工会在

保障其成员参与工厂管理上并没有起到太大作

用，其参与职能发挥得不太好。就被调查对象而

言，表示有机会参与工厂管理的工人仅占到被调

查对象的 １６．１８％，有 ５４．３０％的工人表示“根本
没有机会”参与工厂管理。也就是说，虽然该厂已

经开始转制，但是，工人仍旧仅仅是以“劳动者”的

身份在工厂里工作，而并没有得到象征其“股东”

身份的管理权。

考虑到目前工会的准入制度，将假设１、假设２、

表１　工会会员身份与“全国工人
是一家”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７６．３６ ２３．６４
比较认同 ７８．０３ ２１．９７
一般认同 ８１．４０ １８．６０
不太认同 ７８．７４ ２１．２６
很不认同 ７９．３７ ２０．６３
合计 ７８．９７ ２１．０３

　　注：Ｇａｍｍａ＝－０．０４３２，ＡＳＥ＝０．０６２；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０．０２１６，ＡＳＥ＝０．０３１。

表３　工会会员身份与对“工会能够维护
工人权益”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８９．１９ １０．８１
比较认同 ６５．６９ ３４．３１
一般认同 ７６．２１ ２３．７９
不太认同 ８３．９３ １６．０７
很不认同 ８４．５２ １５．４８
合计 ７８．９８ ２１．０２

　　注：Ｇａｍｍａ＝－０．２１８４，ＡＳＥ＝０．０５８；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０．１０９７，ＡＳＥ＝０．０３０。

表２　工会会员身份与对“全国工人的
思想是相通的”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８３．６１ １６．３９
比较认同 ８３．７０ １６．３０
一般认同 ７５．９７ ２４．０３
不太认同 ７４．４４ ２５．５６
很不认同 ７５．８６ ２４．１４
合计 ７８．７８ ２１．２２

　　注：Ｇａｍｍａ＝０．１７１３，ＡＳＥ＝０．０６３；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
０８１８，ＡＳＥ＝０．０３１。

表４　工会会员身份与对“工人有参与工厂
管理的机会”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认同度
工会会员身份

　　是　　　　　　　否　　

非常认同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比较认同 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一般认同 ７２．０３ ２７．９７
不太认同 ７７．７８ ２２．２２
很不认同 ８０．６３ １９．３８
合计 ７８．５１ ２１．４９

　　注：Ｇａｍｍａ＝－０．１３２４，ＡＳＥ＝０．０６８；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０．０６１２；ＡＳＥ＝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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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３分别修订为假设１ａ、假设２ａ、假设３ａ，即对工
会重要性程度的认同会影响到其对“全国工人是一

家”“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工会能维护工人

权益”的认同。表５—表７是对两两之间的相关性
做出的分析。

从表５可以看出，检验一致拒绝了对工会重要
性的认同度与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没有

影响的假设。两者呈现出比较显著的正相关（Ｐｒ＝
０．０００）。这说明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越高，对
“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也越高。

由表６可见，即使是以“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
度”来代替工会会员身份来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

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进行相关性的检验，其

相关程度依然不明显（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４４．４２２７，
Ｐｒ＝０．０００）。也就是说，不管是否有工会会员身份，

还是是否认同工会的重要性，都较少影响到其对

“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判断，且总

体而言，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想通的”这一说法持

赞成态度的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所占比例并不高，非

常认同这一说法的只占到７％。
由表７可知，二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Ｐｒ＝

００００），即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越高，对工会维
护职能的认同度也越高；反之，就越低。

就全体被调查对象而言，对工会维护职能发挥

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对“工会能够维护工人权益”

认同的占被调查对象的１９．２１％，“一般认同”和“不
太认同”的占被调查对象的６３．４９％，“很不认同”的
占被调查对象的１７．３１％。这一数据表明，在大多
数员工的心目中，工会的维护职能并没有得到充分

的发挥。

表５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与对“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全国工人是

一家”认同度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认同 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

非常认同 ２６．１３ ２３．４２ ３０．６３ ９．９１ ９．９１
比较认同 １７．３８ ３５．０８ ３３．１１ ８．８５ ５．５７
一般认同 １１．２５ ２２．９２ ３８．３３ １６．２５ １１．２５
不太认同 １０．９８ ２０．２３ ３６．４２ ２３．１２ ９．２５
很不认同 ６．２５ １４．０６ ４０．６３ ９．３８ ２６．６９
合计 １４．７８ ２５．９８ ３５．３９ １３．７７ １０．０８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８７．２９８０，Ｐｒ＝０．０００；Ｇａｍｍａ＝０．２４８３，ＡＳＥ＝０．０３６；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１８８８，ＡＳＥ＝０．０２８。

表６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与对“全国工人的思想是相通的”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全国工人的思想是

相通的”认同度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认同 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

非常认同 ２２．９５ １８．０３ ４２．６２ ８．２０ ８．２０
比较认同 ２０．９４ ２６．３５ ３２．１３ １０．８３ ９．７５
一般认同 １０．８８ ２８．５０ ３７．３１ １４．２５ ９．０７
不太认同 ５．５６ ２２．２２ ３６．６７ ２４．４４ １１．１１
很不认同 １８．９７ １８．９７ ３１．０３ １０．３４ ２０．６９
合计 １４．９１ ２５．８０ ３５．５５ １３．５３ １０．２１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４４．４２２７，Ｐｒ＝０．０００；Ｇａｍｍａ＝０．１５１２，ＡＳＥ＝０．０４０；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１０９３，ＡＳＥ＝０．０２９。

表７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与对“工会能够维护工人权益”的认同度之相关性 ％

“工会能够维护工人

权益”认同度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一般认同 不太认同 很不认同

非常认同 ６９．４４ ２５．００ － ５．５６ －
比较认同 ２９．９３ ５８．３９ １０．２２ ０．７３ ０．７３
一般认同 １０．６５ ３２．６５ ５３．２６ １．７２ １．７２
不太认同 ８．９０ １５．３０ ４２．７０ ２８．８３ ４．２７
很不认同 ５．７７ ３．８５ ２１．１５ ２３．０８ ４６．１５
合计 １４．５４ ２５．８６ ３５．７４ １３．８７ ９．９９

　　注：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ｈｉ２（１６）＝６４６．３２９８，Ｐｒ＝０．０００；Ｇａｍｍａ＝０．６８５６，ＡＳＥ＝０．０２６；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０．５４０１，ＡＳＥ＝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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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讨论

在当今中国，工会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

大多数工人心目中，工会成了一个可有可无、名存实

亡的组织，除了年节时发些微薄福利，工会在工人生

活和工作中的影响已变得微乎其微。那么，工会是

否真的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组织的

价值呢？

从对假设１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工人对
“全国工人是一家”的说法还是比较认同的，并且，

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越高，对“全国工人是一家”

的认同度也越高，这说明了工会的群众基础仍然存

在。但是，是否拥有工会会员身份对这一看法的影

响并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考虑是否加入工

会的时候，是否有共同的群体认同并不构成主要的

原因。从现实来看，所处企业的性质对工会会员身

份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企等，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更有

可能成为工会会员。

从对假设２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对“全国工人
的思想是相通的”这一说法的认同度并不高，并且

其与工会会员身份和对工会重要性的认同度之间都

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在当今多样化的经济环境中，

以前所谓的工人共同的阶级情感已被逐步消解，这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原有工会的组织与职能基础。

在工人群体利益日趋多元化的当今社会，要巩固工

会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必须调整对工人阶级的定位，

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工人群体的不同诉求，调整工会

的职能和运作方式，以满足工人日益多元的利益

诉求。

从对假设３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工人对工会维
护职能的发挥，普遍持负面的评价态度，这也印证了

人们所说的“当今工会名存实亡”的现状。工会会

员对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之评价较非工会会员更

低；越认同参加工会是重要的，也越认同工会发挥了

其维护职能。也就是说，工人对于工会的维护职能

是有期望的，尤其是工会会员，其相对于非工会会员

所表现出来的更为负面的态度，也从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可

见，目前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确实没有达到工人的

期望，但是，工人对工会并没有彻底失望，仍对其职

能的有效发挥抱有希望。这是重振工会的有利

条件。

从对假设４的检验中可以看出，虽然有的企业
已进行了转制，但是员工的身份转换并没有完成，其

对于公司管理的参与权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是不

是工会会员无关。企业员工拥有在企业内部参与民

主管理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在大多数企业里并没有

得到落实，包括本调查中的转制国有企业。《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有依照法律规

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

本单位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也

就是说，在当前员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

的情况下，工会的参与职能同样没有得到发挥。作

为基层民主的重要环节，员工参与所在企业的管理

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社

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应充分发挥工人的参

与职能，使其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能参与到社

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来。

目前，随着我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并分布在各种所有制的

企业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增

强，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在整个工

人队伍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在这类企业里工作的工

人在整个工人群体中是新兴的一种类型，他们有着

相似的工作条件与境遇，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

是，传统的工会组织在这类企业的有效涉入度并不

高。也就是说，工会在这些类型的企业中基本上处

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总而言之，工会的存在仍有其

价值与基础，其定位与职能需要针对变化作出相应

的调整。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调查与分析，针对转制企业的工会之

定位与职能，提出如下建议。

１．保持工会的独立性，发挥其群众组织的应有
作用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

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权益

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地方总工会和各产业

工会的全国性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由

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９］也就是说，工会是由党领

导、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既要坚持党的领

导，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二者不可偏废。我党长期从

事工会领导工作的赖若愚［１０］认为，工会是一个独立

的组织，必须根据群众的意见积极开展自己的独立

活动。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把党的指示变

为群众自己的行为。如果工会削弱了自己的独立活

动，也就不能把群众吸引到党的周围。因此，工会接

受党的领导和开展独立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

是做好工会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它们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而在现实中，工会往往成了党政机构的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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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独立性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对“工团主义”的批判，或许是造成这一偏差的

历史渊源。在批判“工会独立活动”时，大讲“一元

化”，强调工会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完全

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并提出“工会各级组织实际上

是各级党委的工作部门”的主张。正是在这种极

“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长期处于“党群不分”“以

党代群”的局面。这种僵化的体制机制严重地束缚

了工会的手脚，挫伤了工会工作者的积极性，不仅影

响了党与工会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也直接损害了工

会在职工群众中的形象［４］。因此，要改变工会现有

的尴尬处境，必须从工会定位入手，将“群众组织”

这一定位切实落实，使工会真正成为代表工人利益

的群众组织。

２．增强工会的内部民主，使其承担社会管理的
应尽职责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发

生了一系列变化，工人阶级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

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国家与工人阶级

关系运转的轴心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

辑主导，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日益明显。［１１］在这种情

况下，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工会的合法性依据，

就必须建立在对内和对外２个基础之上：对内应扩
大工人群众在工会中的民主参与，对外应承担社会

管理的应尽职责。首先，在工会组织内部必须做到

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参与。工人群体是工会

的主体，对工会的决策应享有主要的发言权及充分

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其次，工人在工会中的

民主参与，是对工人进行民主训练的重要途径。再

次，在保证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使工人阶

级能够以工会为组织形式参与到与资方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的博弈中。虽然说市场化的深入使得工人阶

级失去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致的利益基础，但是如

果以产业、地区以及工作性质等为划分维度仍然存

在着利益一致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工会组织

参与到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社会事件的处理中发出这一利益群体的声音。

３．拓展并落实工会的职能，满足工人多元化的
利益诉求

当前工会多是协助党政机构做一些事务性工

作，其维护工人群体权益的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

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维护和争取工人的

权益，是工会的安身立命之本，应在工会工作中占据

主要的位置，只有充分维护工人的权益，工人才能对

工会产生信任，继而产生归属感，工会也才能真正地

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不同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均有很

大程度的提升，工人群体也迅速分化为具有不同工

作境遇、不同利益诉求的工人团体。在这种情况下，

工会必须调整自身的结构形式，统筹管理，设置针对

不同群体的子机构，同时扩展工会的职能，民主决定

当前工会的主要职责，并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以充分满足工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

　　五、结语

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曾经为新中国

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企业改制中，工会缺

乏对工人群众利益的有效维护，这直接影响了工人

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工会的工作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当前，我国企业普遍进行了改制，工会

工作一度被削弱；这有悖于我党一贯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在我国强调加强社会管理、进行社会治理的

历史时期，应加强工会建设，充分发挥其管理与服务

职能，切实维护和保障工人群众的权益，重振工会在

工人当中的威信，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充

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游正林．６０年来中国工会的三次大改革［Ｊ］．社会学研
究，２０１０（４）：７６．

［２］　徐小洪．中国工会的双重角色定位［Ｊ］．人文杂志，
２０１０（６）：１５１．

［３］　许晓军，吴清军．对中国工会性质特征与核心职能的
学术辨析———基于国家体制框架内工会社会行为的

视角［Ｊ］．人文杂志，２０１１（５）：１６５．
［４］　冯钢．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Ｊ］．社

会，２００６（３）：８１．
［５］　姚先国，李敏，韩军．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基

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２００９（１）：２５．

［６］　任小平，许晓军．职工权益自救与工会维权策略研
究———基于“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的观察［Ｊ］．学海，
２００８（５）：５７．

［７］　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工会法为什么规定全国建立统一
的中华全国总工会？［ＥＢ／ＯＬ］．（２００２－０４－２７）
［２０１４－０４－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ｆｌｓｙｙ
ｗｄ／ｆｌｗｄ／２００２－０４／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４３０２．ｈｔｍ．

［８］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当代工人：市场化的演变与趋
势［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７．

［９］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职责［ＥＢ／
ＯＬ］．（２００６－０８－２４）［２０１３－０４－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ｃｆｔｕ．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１０］徐松林．对工会若干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
［Ｍ］．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８：７—２１．

［１１］李锦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
迁及其文献述评［Ｊ］．社会，２０１３（３）：２０４．

·２４·



第１５卷　第２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４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１２ＢＳＨ０３５）；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ＪＤ－

０２１）
［作者简介］康绍霞（１９７４—），女，河南省罗山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３－０５

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
———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康绍霞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
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７个方
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

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

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

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

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

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

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

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

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关键词］农民工；客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社会排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８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的作用不容
忽视，他们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使他们很

好地融入城市，如何使城里人不戴有色眼镜去审视

农民工，对于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尤为重要。

此外，关注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提

高他们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真正促进城市

化进程。

本文拟以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为

调查对象，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运用文献

法和问卷法收集资料，对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

量和主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研究，以揭示其质量的

现状和特点，并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导致其生活

质量较低的原因，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

量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方法

１．文献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关于农民工生活质量方面

的文献资料，对文献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

论等进行系统的研读，并借鉴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以

便为本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２．问卷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共发放问卷３００

份，回收问卷３００份，有效问卷２９３份；问卷内容分
为２部分，一是被访人的基本资料，二是城市农民工
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状况；问卷共设５０
个问题。在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选择的访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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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与训练，以确保调查的

质量。

３．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配额抽样，即根据农

民工总体的内在结构与比例，按照性别和年龄这２
个变量进行了配额。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其中向男
性农民工发放问卷１８０份，向女性农民工发放问卷
１２０份；向“８０后”和“９０后”农民工发放问卷 １８０
份，向其他年龄段农民工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回收问
卷 ３００份，有效问卷 ２９３份，有效问卷率达到
９７７％。（见表１）。

表１　性别与年龄的交互控制配额抽样

年龄
性别

男 女
总计

１６～２０岁 ５２ ３０ ８２
２１～３０岁 ６０ ３８ ９８
３１～４０岁 １９ ２３ ４２
４１～５０岁 ２８ １５ ４３
５１～５９岁 １１ ７ １８
６０岁及以上 ７ ３ １０
总计 １７７ １１６ ２９３

由表 １可知，样本中男性农民工居多，占
６０４％，女性农民工较少，占 ３９．６％。这与农民工
性别总体结构中的男性与女性比例接近。样本中

２１～３０岁之间的农民工占３３．４％，１６～２０岁农民
工占２８％，“８０后”和“９０后”的农民工占６１．４％，
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占３８．６％，这与样本总体结构
中的年龄比例也接近。样本中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以初中和高中居多，占 ８１．９％。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样本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６人，他们
到郑州市打工后，通过自学考试或成人高考而获得

相应的文凭，这也反映了这部分农民工积极乐观、勤

奋好学的精神风貌。

　　二、调查结果

１９５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
布雷斯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之后西方学者

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

面，这与其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当一国经济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更多地去关注生活质量的主观

方面，也就是生活满意度。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国内学
者也开始了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主要有３种观点，即客观派、主观派、主
客观派。客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

精神生活的各种客观条件；主观派认为，生活质量是

人们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与感受；主客观派则

认为，生活质量是影响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客观

条件与主观评价的综合。本文较倾向于主客观派的

观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

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状况、工

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

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７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
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

１．城市农民工的客观生活质量
（１）居住环境较差
调查中发现，６６．９％的城市农民工所居住的是

租来的房子，约１９．８％的城市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
舍。这两部分农民工居住的条件一般都很简陋，面

积不大。仅有４．４％的城市农民工是居住自己在城
市中购买的房屋，这部分城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

时间比较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转变成了新

的城市居民。

（２）收入水平较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关于“你打算换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

如下：２４．７％的被调查对象打算换工作，４１．４％的被
调查对象不打算换工作，３３．９％的被调查对象暂时
未考虑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寻求稳定是城市

农民工的首要目标。

在被调查的城市农民工中，月收入８０１～１５００
元的占５８％。这样的月收入，扣除生活费和房租，
所剩不多。关于“单位是否克扣过工资”的问题，

１８．１％的认为克扣过，６３１％认为没有克扣过。关
于“法定的节假日能否享有”这一问题，３２．１％的认
为能够享有，６７．６％的认为不能享有。关于“你与
目前的工作单位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问题，

１４．４％的回答“签了”，６７．８％的回答“没签”，其他
１７．８％的被调查农民工是个体户，所以不存在是否
签订合同的问题。

在技能培训方面，被调查对象中６２．３％的农民
工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只有３７．７％的确认
自己参加过技能培训。城市农民工有技能培训的需

求，他们希望通过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

能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便能在激烈的劳动力

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另外，城市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不高，无法与城市

居民相比。当然，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部分新生

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超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差额

部分一般由家庭贴补。这也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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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方面有着较大的

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２９３名城市农民工
中，有２５８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占８８．１％，参加养
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１１．９％。由此可见，城市农民
工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更不用说享受

工伤保险了。城市农民工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

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生活中

出现一些意外事故，他们的合法权益便无法得到

保障。

（３）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
在被调查的 ２９３名城市农民工中，已婚者占

３９．６％，未婚者占５７％，离婚者占２．０％，丧偶者占
１．４％。

调查数据显示，６５．２％的是和配偶一起来城市
务工，５８．８％的是丈夫的月收入高于妻子的，３７．７％
的是夫妻双方的收入不相上下，只有３．５％的是妻
子的月收入高于丈夫的。这与中国传统的“男主

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相一致。然而从随后的两

个问题即“在家庭重大事情上，夫妻俩谁做决定”和

“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你赞同哪种观点”的回答

中，我们又看到了区别于农村传统观念的现代观念。

在家庭重大事情（如购买家电、孩子上学等）的决定

权上，６０％的认为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３４．８％
的认为应该由丈夫决定，５．２％的认为应该由妻子决
定。这反映了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夫妻双方的地

位是平等的，家庭的重大事情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

但在家庭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上，丈夫比妻子更有话

语权。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男女平等”和“男主

女从”的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对“在做家务这件

事上，你赞同哪种观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同样体

现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念的交织。６６．９％
的认为家务应该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２７．６％的认
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应该主要由妻子承担，只

有２．４％的认为家务应该由丈夫承担。由这２组数
据可以看出，现代家庭文化观念处于主导地位，这说

明农民工进城后，由于受到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

响，他们已逐渐地被市民化了。

在择偶条件方面，５４％的认为人品好是其择偶
的首要条件，２２．１％的认为志趣相投是其择偶的首
要条件，只有５．９％的认为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好
为其择偶的首要条件。显然，城市农民工在择偶观

念方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

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较差，但是，绝大

多数城市农民工在择偶方面并未追求经济的富裕和

家庭背景的优越，而是更多地注重人品、感情。

（４）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
城市农民工平时的交往对象涉及到家人、亲戚、

老乡、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当问到“你平时主要

和下列哪些人交往”这一问题时，５０．９％的选择了
“家人”，３０％的选择了“亲戚”，４３．７％的选择了“老
乡”，５２．６％的选择了“同事”，３１．４％的选择了“同
学”，１７．４％的选择了“其他朋友”。由此可见，城市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既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也有次

级社会关系网络。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血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在

城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初次进城务工时寻找工作的过

程中。同时，家人和老乡也为城市农民工提供了经

济帮助和情感支持。而基于业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

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调查中，６９．８％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
往不多，３０．２％的城市农民工认为与城里人交往较
多。关于“城里人会主动与你交往吗”这一问题，

７６％的认为“有的会，有的不会”，１０８％的认为“都
不会”，只有１３．２％的认为“接触到的城里人都会”。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不多，

也不深。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居民的眼里是“他们”，

是“陌生人”。可见，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

但是，“陌生人”的身份使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

间，落地未生根。更有甚者，３５．５％的城市农民工在
与城市居民打交道时，感觉到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

着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５）业余生活单调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在闲暇时间，５７．７％

的看电视，３４．８％的读书或看报，１３．７％的参加体育
锻炼，３９．６％的睡觉休息，９．９％的唱歌，１４％的打麻
将，６．１％的旅游，２５．９％的逛街购物，６．１％的谈恋
爱，２３９％的无所事事，２３．２％的进行其他活动。同
时，调查显示，４９．８％的在闲暇时间里有一种空虚无
聊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

比较单调乏味。

（６）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８９．７％的感觉自己的身

体状况良好，７４．９％的甚至在一个月内没有生过病，
只有１．７％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差。从总体上
看，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身体状况还是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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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如何呢？１２．６％的
表示经常会参加体育锻炼，６１．４％的表示偶尔会参
加体育锻炼，２５．９％的表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由
此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并

不强。

２．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
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可以用生活满意度

来测量。城市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居住

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婚姻生活满

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

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在问卷中，关于各个方面满

意度的备选答案设定为５级，分别为非常满意、比较
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在进行

数据输入的时候，分别赋值为５、４、３、２、１。下面结
合调查数据，分别对这些满意度进行说明和讨论。

城市农民工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

３７０；其次为人际关系满意度，均值为３．１６；再次为
闲暇生活满意度，均值为２．８０。居住满意度、收入
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均值依次

为２．６８、２．３７、２．７８、２．７９。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农
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最低。这反映出城市农民

工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

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是总体满意度为

３０９。与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
的生活条件较差，工作环境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较

好，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比较满意（见表２）。

　　三、基于社会排斥视角的原因分析

与城里人相比，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不高，导

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

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

遇的社会排斥主要有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

和社会交往排斥。

表２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

主观生活质量 频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居住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２．６８ ０．９８９

收入满意度 ２９１ １ ５ ２．３７ ０．９３９

工作环境满意度 ２９０ １ ５ ２．７８ ０．９２１

婚姻生活满意度 １１６ １ ５ ３．７０ ０．７８３

人际关系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３．１６ ０．８８９

闲暇生活满意度 ２９２ １ ５ ２．８０ ０．８８６

就医状况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２．７９ ０．９３３

总体满意度 ２９３ １ ５ ３．０９ ０．９４８

　　１．政治排斥
城市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后，无法参加家

乡的选举活动，很少有农民工专门为参加选举活动

而返乡的。因此，城市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无法实现。城市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关乎他们切身

利益的问题很多，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表达其诉

求的有效渠道，因此，即使他们在城市遭遇了不公正

的待遇，也只能忍气吞声。

２．经济排斥
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外，都

在第二劳动力市场就业，多从事苦、脏、累、险等工

作。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城市农民工

刚进城找工作的时候，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太计较

工资的高低，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行了，待积累一定工

作经验后一般会寻找工资稍高的工作。城市农民工

的工资除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之外，基本上是寄给

家里，用于盖房、结婚等大事。城市农民工虽然在城

市生活，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有一些变化，其消费

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有的甚至是“月光族”，

每月还需要父母贴补，但是，总体而言，与城市居民

相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了他们较低的消费

水平。［１］

３．文化排斥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城市

文化与农村文化在生活习惯、风俗、语言、思想观念

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农民工由于长

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长大，因此，他们所接受或认

同的农村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与城市居民的有

所不同。城市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然而他们

满身的农村文化气息使得他们会不同程度地遭到城

市居民的异样目光，从而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异

类”。尽管城市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步

适应城市生活时，也会尽量学说当地话，穿着打扮也

会考虑流行、时尚，但是他们毕竟在农村文化氛围中

长大，农村文化已经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

城市农民工身上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

时，城市农民工会感到很不适应，成为“边缘人”。

４．社会交往排斥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不大，主要局限在

家人、亲戚及老乡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在逐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城市农民工的次级

社会关系网络会逐渐拓展，与同事、城市居民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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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逐渐增加。然而，由于城市农民工过去长期生

长在农村，他们已经习惯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即

交往比较深、投入真情实感、注重礼尚往来，因此，当

面对比较理性、交往比较浅、功利性较强的城市社会

交往时，他们很难适应。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遭受到

城市居民的歧视，认为他们是乡下人，看不起他们，

这使得城市农民工无法正常地与城市居民交往，有

些城市居民甚至不愿意与城市农民工交往，认为会

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样，城市农民工就会被排斥在城

市居民的圈子之外。

　　四、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

建议

　　鉴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结合对导致这
一状况的原因之一的社会排斥问题分析，笔者提出

提高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如下对策建议。

１．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
门槛

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工作和权益保护等

方面的生活质量，政府应该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改

革，例如，可以让一部分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有稳

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符合一定条件的城市农民工逐

步转变为城市居民。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富有

活力，现代意识较父辈强，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政

府可考虑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有选择地

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入市问题。

２．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没有参加相应

的社会保险，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缺少社会保障。政

府应逐步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

得城市农民工在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

育保险方面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按照“低

门槛、便参保、广覆盖、易流动”的原则，逐步做好城

市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坚持“低费率、保大

病、保当期、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推行农民

工大病医疗保险。［２］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尤其要

注意城市与农村、省与省之间的对接。

３．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
鉴于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之

外，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

待遇，影响其经济收入，因此应打破城乡用工制度上

的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城

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凭学历、技能在劳动

力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就业。

４．积极进行城市农民工进城安居扶持
城市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基本生活

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租房或居住在

单位宿舍或工棚中，居住条件较差。要改善其居住

状况，有必要进行城市农民工安居扶持，可以考虑从

以下方面着手。首先，积极建设单位宿舍，改善单位

居住条件；其次，大力推进廉租房建设，使城市农民

工也能享受到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再次，把符合一定

条件、收入稳定的城市农民工纳入到经济适用房的

目标范围内。［３］

５．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转岗技能
培训

城市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

中没有竞争力，在就业和转岗中会遭遇很多困境。

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城市农民工进行就业和

转岗技能培训，不仅在农民工的输入地，也要在农民

工的输出地即在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进行相应

的技能培训，以提高其进入城市后的城市生存能力。

当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鼓励第三部门和用工单位

组织城市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改变城市农民工技能

缺乏的现状，以提高其在城市中的竞争力。

６．用工单位或社区应积极为农民工组织文化娱
乐活动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较低，提

高其闲暇生活质量势在必行。首先，用工单位或社

区组织应积极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城市农民

工工作的积极性，丰富社区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生

活。其次，城市农民工应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提高自

己的文化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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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的交互作用
鲁保林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是经济增长和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二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技术
创新可以促进分工水平不断提升，更高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变革，为技术革新开辟空间。二者

相互作用的机制是：技术进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加速资本积累，创造集聚效应，扩大市场需求，

为分工演进创造基础和前提；分工演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进步提供机遇，迂回经济使得各

产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竞争更为激烈，从而放大技术溢出效应。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当前世界

的产业分工形成了两种均衡并存的格局：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的高水平均衡，二是发展中国家产

业分工的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分工提高技术进步的程度和效率，低水平分工与技术进步的缓慢形

成恶性循环。鉴于此，我国企业应该在技术创新方面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瞄准产业前

沿，抢占战略制高点，以免陷入低水平分工均衡和技术进步滞缓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政府则应

努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优化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创新驱动和分工演进提供

更好的环境。

［关键词］技术进步；分工演进；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Ｂ１５；Ｆ２７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９

　　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
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成

因。中国现代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增长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

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

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降，技

术进步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经

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按照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理查德·Ｒ·纳尔森［１］的观点，技术进

步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一直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力量。虽然斯密早就关注并强调了分工对于生产率

提升和财富增进的重要性，但是注重均衡、静态分析

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忽视了分工的动态演化机制。在

《国富论》中，斯密剖析了劳动分工提升生产效率的

具体途径以及分工的实现机制，明确提出了劳动分

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命题”，但是没有对分工

的类型进行区分。［２］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分工和企业

内部分工的交互作用机制，建立了分工演进的动态

理论框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林·杨格［３］揭示

了分工与市场容量的双向互动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

循环累积过程，完善了“斯密命题”。１９５０年代以
来，以杨小凯等［４］为代表的学者使用超边际分析方

法，把分工演进内生化，并系统描述了分工与专业化

在推动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以往的研究文献进行疏理，人们发现，研

究增长和发展的文献往往关注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忽视了对二者交互作用的研

究。既然技术进步和分工都隐含着经济增长的秘

密，那么技术进步能否为分工的深化开辟新的空间？

抑或分工的深化能否为技术进步创造新的平台？而

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技术进步对分工或者分工

对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消极的抑制效应呢？本文在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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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系统完整的动态理论

框架，以探讨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的交互作用。

　　一、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动力机制

的总体考察

　　“技术的工具理论将技术看作纯粹物质的东
西，它出自于关于人类劳动的最简单的看法。人类

劳动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能力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

自身的需要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类必然使用

某种工具在劳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随着人

类需要的扩大和劳动经验的积累，人类在自身的劳

动活动中就会根据自己的技能发展水平和需要的演

变不断地对劳动工具进行改造。”［５］但是，在现代市

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第一，技术创新的领先者相

较于其他的竞争对手而言，可以获取超额利润，从而

其利润率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由于“超额利润只

在竞争的动态过程中瞬时存在，所以企业必须不断

地进行技术变革与创新。创新的结果是不断打破均

衡，实现经济的动态增长，即财富增长是由人类用更

少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推动的”［６］。第

二，技术创新的领先者往往会首先成为行业标准、游

戏规则的制定者。这些标准或规则可以给竞争对手

制造进入壁垒，从而减少竞争对手对自己的威胁。

第三，企业若不能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

产率，就会很容易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买方市场格局是常态，买方市场格局意

味着供给大于需求，因此企业间的同质竞争非常激

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四，企业家精神驱使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

彼特［７］强调，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企业家是从事

“创新”工作的，是进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们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

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对

于有职业心的、有想象力的和追求私利的企业家来

说，这里有大量的机会————他们是鼓舞人心的、高

贵的个人，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来说至关重要，

并且相当经常地被描述为资本主义技术动态变迁的

唯一源泉。”［８］

劳动分工表现为“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个不同部

分的许多工人在资本指挥下的协作，其中商品的每

一个特殊部分要求有一种特殊的劳动，即特殊的操

作，每一个工人或每一组工人，只是完成某种特殊的

操作，别的工人完成其他的操作，如此等等。但这些

特殊操作的总体是生产一种商品，即一定的、特殊的

商品。［９］（Ｐ３０１）马克思主要考察了两种分工类型，即第

一类分工和第二类分工。第一类分工表现为某个特

殊劳动部门，其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与其他一切劳

动部门的作为不同于这种特殊商品的独立商品的产

品相对立。相反，第二类分工发生在一个使用价值

当作特殊的、独立的商品进入市场或进入流通之前

的生产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劳动通过

商品交换互相补充；在第二种情况下，各种特殊劳动

直接在资本指挥下协作生产同一种使用价值，无须

通过商品交换。［９］（Ｐ３０３－３０４）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

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

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

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９］（Ｐ３０５）

分工演进具体表现为：个体专业化水平提高，最

终产品种类数增加，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生产链条

拉长。这是一个分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动态

的过程［１０］。人类早期的分工表现为自然分工。所

谓自然分工，主要是指因各种自然力的作用而导致

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如水文气候、地质地貌、自然

植被、土地、动植物和矿藏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自然分工主要强调经济活动的自然环境差异，

而对差异的强调正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内涵，正是从

这个角度来看，自然分工不仅是劳动分工的起点和

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１１］马克思认为，自

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起

初是在各个公社之间而不是在同一公社内部发展起

来的。这种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以人的本身的自

然差别为基础，而且以各个公社所拥有的用于生产

的自然因素为基础。当然，产品发展为商品，商品交

换又会反作用于分工，因此分工与交换互相发生

影响。［９］（Ｐ３１２）

自然分工所导致的生产行为及其结果的差

异———多样性的产品剩余，是交易倾向和物物交换

的客观基础。［１１］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交换种类的

增多、固定交换场所的出现，以及交易规则和惯例的

形成，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范围扩大。斯密［２］提出，

分工是由人类本性中互通有无的交换倾向引起的，

分工扩展受市场广狭限制。也就是说，分工的深化

取决于市场范围和市场需求的大小。由于是交换能

力引起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要受到交换能

力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

实际上，只有当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随市场范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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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扩大而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

能出现和持续存在。事实上，如果市场交换能力较

小，生产者之间就无法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这会导

致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中

间环节增加。

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分工演进的动

力在于：第一，分工的深化可以带来效率和报酬递

增。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即便是在

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由分工产

生，正如劳动分工可以带来工人熟练程度的增加、工

作之间转换时间的节约、新机器的发明一样。第二，

分工可以扬长避短，产生比较优势。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专门做一种工作，他所生产

出来的产品必然较好和较多。所以，一国中应该有

专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

求，但是每一个人又不是全智全能的，因此一个人不

能无求于他人而自足自立，于是人们便自愿联合起

来成立国家。第三，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Ｓｈｅｒｗｉｎ
Ｒｏｓｅｎ［１２］认为，分工的产生是分工的好处和分工导
致的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最优折中的结果。分工的起

源取决于两点：财富的积累和交易费用。当财富积

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弥补交易费用带来的风险时，在

交易收益的驱动下，人们会选择专业化。第四，劳动

分工引起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

率的提高和收入增加，使得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

扩张，交换能力提升，由此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生

产迂回程度增加，生产链条加长，不同种类的劳动

增加。

　　二、分工与技术的累积循环机制之

一：技术进步促进分工深化与生产手段

专业化的基本规律

　　杨小凯［３］从内生角度总结了分工产生的原因。

他认为，分工的起源取决于财富的积累和交易费用，

当财富的积累可以弥补交易费用时，人们在交换利

益的驱动下会选择专业化分工。在新古典经济学家

看来，分工能否进一步深化取决于交易方式的创新，

因为新的交易方式总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规避交

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专业化生产。实际上，

技术进步也可以产生与交易方式创新类似的效果。

如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技术进步与分工

的演进和深化并行不悖，一同发展。

第一，技术进步降低了流通成本，扩大了交易范

围，为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当人们

交易的范围不断向外扩展时，时空距离始终是阻碍

交易能否顺利进行的拦路虎，而交通运输和通讯技

术的革命则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使得交易的对象

不断增加，交易的区域不断扩展，世界市场日益结成

一体。１９７０年代以来，正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
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全球贸易量的扩大。

第二，技术进步是企业分工向社会分工转化的

基础和前提。生产率的提高能促进生产手段专业化

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过程的分解，中间生产环节不

断分化和独立化，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在技术不

发达时，劳动工具的分化和生产过程的分解程度不

高，工场手工业还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

构”，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的高度发展，使

劳动工具不断分化，生产过程不断分解，形成了以机

器为器官的生产机构。［５］“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

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

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

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

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

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

的行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

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

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

崭新的工场手工业。”［１３］“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

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

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

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

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

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１４］

第三，技术进步扩大了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分

工深化。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价格，使奢侈

品变为大众消费品，扩大了市场需求，市场需求的扩

大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第四，技术进步为分工创造人口聚集效应。分

工的前提之一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而交通工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这种密度。在人口稀少的国

家，这种集结只能在少数地方发生。但是，集结的发

生也可以是由于农业需要稀少的人口，因此主要的

人口可以离开土地，集中到当时已有的生产资料的

周围，即资本存在的地方。另外，交通运输的发展方

便了交换，越来越多的人口通过商品交换被吸收进

社会分工体系，类似于人口的增加一样。［９］（Ｐ３３６）

第五，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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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这表现为产品种类、新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大

大扩充了现有的分工体系。在当代科技革命发展过

程中分工的这种发展最为突出。一批中小型高科技

企业的建立，正是通过新的技术发明和产品创新，生

产和提供以往并不存在的新产品和服务。［１５］

　　三、分工与技术的累积循环机制之

二：分工演进对技术进步的正面与负面

效应

　　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分工水平不断提升，而更高
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变革，为技术革新开辟

空间。

第一，分工演进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创

新提供机遇。斯密［２］认为，劳动分工有利于机器发

明。当劳动者专司一职时，工作经验的长期积累有

利于进行劳动机器的改进或发明，而且标准化的机

械操作为机器取代人力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分工的演进使得知识生产部门成为一个

独立的部门。在原始社会，只有性别分工，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日益细化，发

展到后来教育、研发等部门的独立化，使得知识的获

取、积累和传播更为迅速、高效。

第三，分工经济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分

工经济把不同的部门联系起来，由于产业间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程度不断加深，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

不仅可以带来本部门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扩散到其

他部门，引起相关部门乃至整个生产流程的技术基

础发生变革，带来整体经济增长。孙晓华等［１６］对装

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

果显示：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对非装备制造业部门

能够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经

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约为５２％，装备制造业边
际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非装备制造业。

第四，分工形成竞争压力，进一步促进技术进

步。分工的深化和广化扩大了交易的范围和交易对

象，给其参与者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压低资本回报

率，在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的压力下，分工的参与者

会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取更多

的经济利益。

技术进步的程度与效率受劳动分工演化的影

响。长久以来，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分

工对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分工对技术进

步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２个
方面。

第一，操作过程的简单化、标准化抑制了工人创

新能力的提高。马克思指出，造成总生产过程的生

产率的提高，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付出的代价，是

把执行某种特殊职能的劳动能力归结为枯燥的单纯

抽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

的单调的同一动作，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他的种种

才能都在这种质上耗费掉了。［９］（Ｐ３１７）

第二，产品内分工等形式将全球大多数国家都

卷入了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

分工体系。产品内分工可以被归纳为特定产品生产

过程中的不同工序，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国或

跨区域性的生产链或生产体系，从而吸引不同的国

家或企业参与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或区段的生

产供应活动。［１７］

当前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了两种均衡并存

的格局。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的高水平均衡，其

特点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满足

较高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二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分

工的低水平均衡，其特点是专业化程度低、创新能力

弱，主要依靠模仿，满足较低收入水平的市场需

求。［１８］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处于价值链上的不同

企业、地区或者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产生迂回

式分工的能力差别较大。位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企

业具有很强的垄断势力，利润丰厚；而处于价值链低

端的企业数量多，竞争激烈，利润被进一步摊薄。所

以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来提

高其创新能力，就会形成一种“收入和资本积累率

提高缓慢—分工程度不高—技术进步迟缓—效率难

以提高—收入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这样，位于

价值链末端的企业或国家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累积，

因此能否攀升到价值链的高端是摆脱低水平均衡的

关键。

　　四、结语

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不仅是经济增长和报酬递

增的重要源泉，而且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互作用。

首先，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分工水平不断提升，而更高

的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变革，为技术革新开辟空

间。其次，技术进步能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加速资

本积累，创造集聚效应，扩大市场需求，为分工深化

创造基础和前提；而分工演进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

累，为技术革新提供机遇，迂回经济使得各产业之间

的联系更为紧密，竞争更为激烈，放大技术溢出效

应。当前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了两种均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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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的高水平均衡，其特

点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满足较

高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二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

的低水平均衡，其特点是专业化程度低、创新能力

弱，主要依靠模仿，满足较低收入水平的市场需求。

高水平分工能提高技术进步的程度和效率，而低水

平分工与技术革新的缓慢会形成恶性循环。

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交互作用的思想为当前我

国的调结构、转方式以及深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启

示。沿着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的思路，首先，我国企

业应该在技术创新方面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理念，瞄准产业前沿，抢占战略制高点，以免陷入低

水平分工均衡和技术进步滞缓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

拔；其次，政府应努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优化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创新驱动和分

工演进提供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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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潘树国

（扬州职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的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中
的“人”可以指“人类”之人、“个体”之人、个人的感觉；这一命题中的“万物”可以指本体论意义上

的万物存在及其状态，认识论意义上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之对错、是非、真假，价值论意义上的客

体对主体而言的好坏、利害、有用或无用，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苦乐，以及审美意义上的美丑；这一

命题中的“尺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质”的判断标准，主体据此将“对象”与“他物”区别开

来；二是作为“量”的衡量标准或测量单位，主体据此判定“对象”与“同类物”本质上同一而量上有

别。“人是万物的尺度”彰显了主体能动性，具有反传统的进步性，蕴含着平等民主的思想，但该命

题也隐含主观主义、唯我论、感觉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等消极因素。

［关键词］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０

　　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哲学命题。这一命题

最早见于柏拉图对话《泰阿泰德篇》：“人是万物的

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１］

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转述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世界中的一切对于一个人来

说不同于另一个人，正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存在着并

向他显现的东西不同于对另一个来说存在着并向他

显现的东西。”［２］关于这一命题的含义，无论是当时

还是现在，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并在不同意义上

被使用。应该说，各种解释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

为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该命题的内涵，正确揭示其

蕴含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本文试图对该命题做

一全面阐释与评价。

　　一、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诠释

１．“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人”的含义
首先，“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是指“人

类”之人，是相对于神和自然而言的“人”［３］。此种

意义上的“人”是相对于、也是对立于传统宗教中的

“神”和早期自然哲学中的“自然”或“物”。正是从

此种意义上，普罗泰戈拉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

要以人类自己为中心和标准、由人类来主宰，即“以

人类自己为万物的尺度”；而不要一切依赖于神、委命

于神、受神主宰，即“以神为万物的尺度”；也不应该

“听自然的话，按自然行事”，即“以自然为万物的尺

度”。

其次，“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是指“个

体”之人。此种意义上的“人”不仅相对于、对立于

传统宗教中的“神”、早期自然哲学中的“自然”或

“物”，而且也相对于、对立于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整

体、群体或城邦国家。正是从此种意义上，普罗泰戈

拉主张：每个人的一切事务应该以个人自己为中心

和标准、由个体自我来主宰，即“以个人自己为万物

的尺度”，而不应该把个人的一切事务屈从于人类

整体、城邦整体，即“以人类或城邦为万物的尺度”。

再次，“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实际上主

要是指人的感觉。“人是万物的尺度”，显然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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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识中的判断和取舍标准。相对于“自然”和

“物”，作为“尺度”的是人特有的感觉和思想，所以

“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是指“人的感觉和思想是

万物的尺度”。那么，在感觉与思想二者中，作为

“尺度”到底谁更为根本？从普罗泰戈拉一贯的倾

向来看，他强调的主要是感觉，但也没有完全否认思

想（精神、理性）的尺度意义。于是，“人是万物的尺

度”其实主要是强调“人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尤

其强调“个人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这与巴门尼

德、柏拉图的人类理性主义在根本上、基本倾向上是

对立的，但还带有人类理性主义的痕迹，因为毕竟

“人是万物的尺度”从命题本身及普罗泰戈拉实际

使用上看，都并未完全否定人的思想和理性。

最后，“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也指人的

肉体与欲望，尤指个人的肉体与欲望。人是肉体与

精神的统一体，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其肉体与精

神２个方面到底谁更为根本？在道德和价值层面
上，普罗泰戈拉总的思想倾向是更强调人的肉体与

欲望，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和理

性主义价值观是对立的。这样，在道德论、价值论

上，“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主张的是“人的肉体与肉

体欲望是万物的尺度”，而反对“人的理性精神是万

物的尺度”。

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是一个没有统一组织、统一

思想的学派，只不过由于他们有反对传统、反对整

体、反对盲目崇拜权威、反对理性主义等共同的思想

倾向，以及相同的职业，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一个学

派。实际上，该学派的同一个智者，其本人的思想前

后也有不统一的。同样，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

的尺度”中的“人”，以上各种含义在他本人的实际

使用中都先后出现过，这也说明智者学派有思想前

后、彼此互不统一且灵活多变的特点。不过从普罗

泰戈拉总的思想倾向看，“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

“人”应主要是指“个人”与“个人的感觉”。

２．“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的含义
首先，“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是指本体

论意义上的万物存在及其状态，包括自然万物的存

在及其状态，主体人之外的人与社会万物的存在及

其状态，神的存在及其状态等。在此种意义上，“人

是万物的尺度”所主张的是：对每个人而言，在他之

外的一切事物存在与否、状态如何，并不取决于客体

自身而取决于作为主体的“人”。

其次，“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是指认识

论意义上的人（认识主体）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之

对错、是非、真假。在此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尺度”

所强调的是：主体对于外部“万物”的认识，其对错、

是非、真假的衡量尺度不是作为客体的“万物”自

身，也不是主观与客观符合与否，而是作为主体的

“人”。

再次，“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是指价值

论意义上的客体对主体而言的好坏、利弊、有用或无

用。在此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尺度”所坚持的是：

作为客体的“万物”对于主体是否有利、是否有用、

是好是坏，其衡量尺度不是客体而是作为主体的

“人”，即取决于主体对该“物”有无需要，主体的需

要是衡量客体好坏利弊的尺度。

第四，“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是指伦理

学意义上的善恶、苦乐。在此意义上，“人是万物的

尺度”强调的是：某种行为是善还是恶、是道德还是

不道德，其判断标准不是该行为本身，而是作出这种

判断的主体之“人”。因而道德是具体的，不存在统

一的“一般善”或“善本身”等一般道德。

第五，“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是指审美

意义上的美丑。在此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尺度”所

强调的是：关于某物或人及其行为方式是美还是丑，

其衡量尺度不是该物或人及其行为方式自身，而是

作为审美主体之“人”。也就是说，美丑的标准是主

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一般美丑”或

“美丑本身”，只存在具体的美丑。

总之，“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万物”，不仅是指

数量上的万物，还是指类型上的各种事物、场合（空

间）上的处处之物、时间上的时时之物、物与人关系

中的各种意义上的物。

３．“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尺度”的含义
“尺度”即标准，这种标准有质和量２个方面的

含义。首先，“尺度”是“质”的判断标准，主体根据

这一标准判定对象是它自身而非他物，即把“对象”

与“他物”区别开来；在此意义上，“对象”与“他物”

本质不同。其次，“尺度”是“量”的衡量标准（或测

量单位），主体根据这一标准判定对象和它的“同类

物”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对象”和“同类物”在

本质上同一而量上有别。

　　二、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评价

由以上诠释可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

的内涵是多重的。事实上，无论是普罗泰戈拉本人，

还是同时代的其他人，对这一命题的解释、理解和使

用，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其意义是不统一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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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因而，从古希腊至今，关于这一命题的转述、

记载与评价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偏颇，是不足为奇

的。而这又说明，对这一命题作出尽可能全面而又

符合历史原貌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１．“人是万物的尺度”蕴涵的积极因素
从哲学史和社会发展史看，“人是万物的尺度”

蕴涵着对当时及后来哲学与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

合理因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４个方面。
（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

人本主义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的研究

由以外部自然为中心转向以人及人类社会为中心。

此种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人”指“人类”

之“人”。在这一点上，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一样

同是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开启者。虽然当时神学至高

无上的权威还没有被根本动摇，他们也不可能公开

否定“以神为本”、“神是万物的尺度”，但由于他们

的思想与传统神学相抵触、相反对，所以他们二人都

被扣上了“不敬神”的罪名，普罗泰戈拉险些因此丧

命，苏格拉底也因此遭杀身之祸。他们共同的贡献

在于，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实现了哲学研究方

向的大转向，即公开否定早期自然哲学以外部自然

为研究对象而得出的结论：以自然为本或以物为本，

要求人们生活奉行“自然是万物的尺度”之原则。

相反，他们认为哲学应该以人和人类社会生活为研

究对象，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以人为本”、人们应

该奉行“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原则，从而首开了“以

人为本”这种新的哲学本体论之先河。

（２）“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
彰显主体能动性的命题。传统宗教神学把主体能动

性和创造性赋予神，认为人只能是消极被动地受神

的主宰和支配；而早期自然哲学把主体能动性赋予

某一种或几种“本原物”、“原初物”或神秘物，认为

人与具体自然物一样都受“本原物”的主宰支配（本

原物的结合、分离决定具体物的产生和消灭），而无

法主宰和支配自己。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把人的

地位提升到自然万物之上，但是他们所讲的“人”是

人类之“人”，仍然否定个人的主体地位及主体能动

性。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把“人”

（人类之“人”）置于神、自然万物、国家（上层人、英

雄、伟人）之上，而且把所有普通个人与个人的感觉

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衡量一切、检验一切、

判断一切的标准，第一次公开强调作为个体人的主

体能动性，强调对外部事物的理解应该主要从主体

方面而不应单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从而首开了主

体能动性哲学之先河。

（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反
传统的进步性命题。在认识、价值、道德等领域，蕴

涵主观性、相对性的思想倾向或具体思想观点在西

方早期哲学中已经零星出现，但作为一个典型的主

观性、相对性的并且对当时及后世影响那么深远的

哲学命题，当数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根据“尺度论”，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之“人”是

普通的每一个个体人，而人的个体差异（肉体的和

精神的）决定了每个人的认识、判断、评价各不相

同，所以人的认识、道德、价值等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和相对性，不存在统一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道德

与价值。因此，普罗泰戈拉的这一命题在当时具有

反传统的进步性，对当时及后世的反绝对主义也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４）“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
蕴含平等、民主思想的命题。正因为“人是万物的尺

度”之“人”主要指个人及其感觉，并以此作为审视一

切、衡量一切的标准，所以在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神或

伟人与名人的权威标准，至少是把每个普通个人与名

人伟人、神等同：所有人，无论职位高低、富有贫穷、名

望大小，在认识真假、衡量利害、评判善恶等的标准问

题上人人平等（不包括奴隶），在城邦国家中的政治

地位与权利上人人平等。“人是万物的尺度”本是对

当时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反

映和总结，它的传播与推行又大大促进了奴隶制民主

制度与民主生活的发展，具有反对门阀等级制、反对

独裁专制的进步性，并且成为后世平等、民主思想特

别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

２．“人是万物的尺度”蕴涵的消极因素
“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内含着一些消极因素，对

当时及后来的哲学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消极破坏

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首先，“人是万物的尺度”潜存着主观主义和唯

我论。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人本主义命题的“人

是万物的尺度”，一方面，它强调以人的主观精神

（感觉、思想）作为万物存在的尺度，具有明显的主

观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强调以主体个

人及其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将此贯彻到底的结果

只能是“存在就是被感知”或者是唯我论。

其次，“人是万物的尺度”隐含着感觉主义和极

端个人主义。一方面，从认识论意义上，“人是万物

的尺度”，强调感性认识是绝对可靠的，贬低甚至否

定理性认识的可靠性，这是对理性思维、对哲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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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瓦解、破坏性冲击。如果说，在普罗泰戈拉那里，

“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没有公开完全否认理性思维

作用的话，那么该命题中隐含的感觉主义倾向发展

到极端，就必然会走向否定理性思维的极端感觉主

义。智者学派发展到中晚期愈来愈极端且愈走愈远

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另一方面，在社会政治观、价

值论、伦理观意义上，绝对肯定个人及其感觉与行为

的可靠性、合理性，就必然会否定其他人与己不同的

感觉、利益及行为，甚至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从而

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这种思想虽然对当时的民主政

治、民主生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长期贯彻

下去就会对城邦国家向统一国家的转化、大一统国

家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起消极破坏作用。

再次，“人是万物的尺度”内蕴着怀疑主义和不

可知论。既然主要强调以个人及其感觉为万物的尺

度，那么对象物本身有无稳定性状态与本质，对象物

本身及其本质是否能被人认识，人们能否形成关于

同一对象物的统一而正确的认识，能否形成关于同

一对象物本质的真理性认识，按照“人是万物的尺

度”，其结论必然是否定的、至少是存疑的。其后的

智者高尔吉亚“三命题”（无物存在，物不可认识，认

识不可表述）及后期智者，就是把“人是万物的尺

度”中所蕴涵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倾向发展为露

骨的极端怀疑主义、不可知主义。只肯定个人当前

的具体利益，怀疑和否定统一的客观真理、统一的道

德原则和人们共同的整体利益，是智者学派的共同

思想特征。这种思想在当时虽有一定合理性、起了

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把认识过程中必要环节之一的

“怀疑”扩展到认识全过程、把“手段”当作目的和结

论，却是错误的，对哲学与社会都有破坏作用。

总体上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无论对哲学

还是对社会，该命题的合理因素、积极作用是主要方

面，但也不能忽视其消极影响。只肯定甚至夸大其

合理因素与积极作用，或者只看到甚至夸大其消极

因素与破坏作用，都是片面的。对“人是万物的尺

度”这个命题应该作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对这个

命题的使用或解释、转述、记载，都应该根据时代和

场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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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

员会选举法》办事，对因家族势力的贿选、拉票等不

正当手段当选村委会干部的坚决予以取缔，同时积

极宣传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规范村委会选举和村

治机构的产生；在家族势力和普通村民间倡导政治

平等、选举自由的思想观念。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于

长期行动的养成，当村落政治选举公平公正成为一

种习惯时，说明民主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此时

的村落社会就会逐步摆脱家族势力控制的困境。

总之，要摆脱目前村落治理受家族势力影响的

困境，就应当强化国家权力在自生秩序较强势的村

落中的主导作用，培养和树立国家政治权威。国家

权力的强化与家族势力的整合是同步进行的，强化

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就整合了家族势力，家族势力被

整合好了，也就说明国家权力强化了，两者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在目前的村落社会经济结构和实际政治

环境下，要改变家族势力的长期影响，实现村落社会

的有效治理只能主要依靠国家权力，至于在村治过

程中，国家权力具体以何种方式介入是值得我们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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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内在观点”的康德伦理学之维
段卫利，李佳飞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哈特对法律规则关注的视角从“坏人观点”转向“内在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诠释
学转向，从而完成了法学领域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内在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自律”，

持“内在观点”的人对待法律是“出于义务”；“坏人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的“他律”，持“坏人观

点”的人对待法律可能“合乎义务”，但非“出自义务”。“内在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定言命令”，而

“坏人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假言命令”。

［关键词］哈特；康德；内在观点；坏人观点；自律；他律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１

　　赫伯特·哈特是英国著名法哲学家、新分析法
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将分析法学推到了一个新的理

论高度。二战后，随着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自然法学

得到了复兴，而分析法学则处于劣势地位，哈特通过

从“坏人观点”到“内在观点”的视角转换，完成了法

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而扭转了这一局面。

（“坏人观点”也称“外在观点”，但是由于“外在观

点”至少有３种含义，带有极其危险的含糊性，所以
笔者倾向于用“坏人观点”这一术语。“坏人观点”

专指霍姆斯意义上的“坏人”看待法律规则的态度，

“坏人”不接受规则，而是将规则作为惩罚可能发生

的征兆。“内在观点”也称“好人观点”，但是由于

“好人观点”这个名称容易引起歧义，所以在文中使

用“内在观点”这一术语。）哈特的这一视角转换，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以致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１］中沿用了“内在观点”这一

术语。众所周知，奥地利法学家、纯粹法学派创始人

凯尔森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但是，哈特是否也

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内在观点”是否存在康德

伦理学进路，以往的研究没有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虽然戴尔·Ａ·南斯［２］认为，公民是法律的制定者，

他们对法律持“内在观点”，并用这些法律来进行自

我规制。这与康德的“自律”思想已经十分接近了，

但是，南斯并没有明确说哈特的“内在观点”存在康

德伦理学进路。本文试图以“内在观点”为线索，探

讨哈特“内在观点”的康德伦理学之维———分析这

一概念与康德伦理学的内在关联，以弥补这一缺憾。

　　一、“内在观点”的含义

“内在观点”的具体含义备受争议，学者之间对

此存在严重分歧，因此需要我们追根溯源，回到哈特

《法律的概念》的原始文本并结合相关论文进行比

较研究。首先，我们来看哈特的论述：“针对规则，

人们可以站在观察者的角度，而本身并不接受规则；

或者人们可以站在群体成员的角度，而接受并使用

这些规则作为行为的指引。”［３］（Ｐ８１）这就是哈特对

“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的最初表述。由于哈特

反对对概念进行下定义的说明方法，所以我们不能

将上面的表述作为定义，而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进

一步把握。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哈特所说的“外在

观点”是指观察者的观点，这与德沃金在这个问题

上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分歧。德沃金否认外在观察者

能够描述参与者的内在观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德

沃金认为哈特式的诠释学意义上的立场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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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５章第２节的结尾部
分这样说道：“持外在观点的人不接受群体的规则，

并且只有在他们判断不愉快的后果极可能跟随违规

行为而来时，才会遵守规则。他们的观点需要用以

下的陈述来表达，即‘我被迫去做这件事’，‘如果

……我极可能因此而受害’……”［３］（Ｐ８２）这句话描述

的明显是“坏人观点”，此处的“外在观点”的实质内

容就与前面论述中指涉的内容不同。通过对比，我

们可以发现，“外在观点”既包括观察者的观点又包

括从属于实践者的“坏人观点”。

其次，在“坏人观点”是否属于“内在观点”这个

问题上，夏皮罗和佩里也存在着争议。夏皮罗在

《什么是内在观点？》一文中，用图表的形式分析了

“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的关系（见图１）。

图１　夏皮罗“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关系示意图

夏皮罗［４］认为，对于实践观点，局内人对于规

则存在两种态度，即接受与不接受。按照哈特的观

点，任何接受规则的人采取的都是“内在观点”，任

何不接受规则的人，或者是因为他像坏人一样并且

采取实践的而不接受规则的观点，或者是因为仅仅

他不过是观察者并且由此而不采取一种实践立场，

他采取的都是“外在观点”。显然，在夏皮罗看来，

哈特的“内在观点”之范围十分狭隘，并不包括“坏

人观点”。德沃金对“内在观点”的用法与哈特不

同，其“内在观点”在使用上与参与者的观点同义，

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５］对于“内在观点”的使用必

须十分谨慎，而国内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不

甚清醒，并没有认识到“外在观点”具有多重含

义［６］，仍然视诠释学观点为“内在观点”，这无疑加

剧了“内在观点”的概念混乱［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内在观点”的

范围十分狭窄，是一种实践观点，而“外在观点”既

可能是一种实践观点（“坏人观点”），也可能是一种

理论观点。理论观点是观察者所采取的观点，观察

者要么采取哈特所持的诠释学意义上的立场，要么

采取行为主义意义上的观点（极端的外在观点）。［４］

例如，面对交通规则，有人是因为有监控或交警在

场，为了避免惩罚而遵守交通规则；而有人则是因为

接受规则而遵循规则，即使没有监控或交警在场，他

也会遵循规则，那么后一种人对规则持的就是“内

在观点”。判断一种观点是不是“内在观点”有２个
步骤：第一步，要确定是理论观点还是实践观点，如

果是理论观点，那么必定是“外在观点”；第二步，如

果是实践观点，那么就要进一步判明它是不是“坏

人观点”；如果不是“坏人观点”，那么就是“内在观

点”。

　　二、“内在观点”的伦理学性质

“内在观点”是否是一种伦理学观点或道德观

点呢？对此，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霍尔顿［８］认

为，虽然哈特极力否认“内在观点”是一种道德观

点，但是他并没有给出足够充分的论证理由；霍尔顿

说：“我们应当将哈特有关法律系统的条件理解为

我所称的‘道德态度的约束’：官员必须对法律采取

一种道德态度。”［８］但是，法律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约

瑟夫·拉兹［９］则认为，理解哈特立场的关键，是理

解哈特的“承认和认同”规则的概念并不是指对规

则的道德认同。拉兹的论述有其道理，一个人可以

基于道德理由而遵守法律，也可以基于其他理由而

遵守法律，哈特也早已指出了守法者动机的复杂

性［３］。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内在观点”存在伦理学

维度。哈特认为，权威、义务等法律概念是规范性的

而非道德性的，但在夏皮罗看来，规范性与道德性是

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承认法律概念是规范性的，

就很难否认它们是道德性的［１０］。因此，笔者认为哈

特没有成功阻止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内在观点”是

一种带有伦理学性质的观点。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只有当法

律命令被个人良心赋予了道德约束力之后，我们才

能谈及法律规范、法律的应然、法律的有效性和法律

义务”［１１］，而“内在观点”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虽

然法律实证主义否认法律和道德的必然联系，主张

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但是，这主要是从法的效力的角

度入手的，即法律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

上的。如果我们将人们持“内在观点”看作一种客

观事实的话，那么这与“内在观点”存在伦理学进路

就不存在冲突。法律是一回事，人们看待法律的态

度是另一回事。“内在观点”侧重考查人们的主观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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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一个人看待法律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态

度，他可以发自肺腑地对法律表示拥赞，并加以遵

守；他也可以像霍姆斯意义上的“坏人”一样，仅仅

将法律看作一种预测。其实，“内在观点”十分类似

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好人观点”与

“坏人观点”的区分本身就带有伦理学色彩，着重对

人们的动机进行考量。不仅哈特的内在观点具有伦

理学维度，霍姆斯的“坏人观点”也带有伦理学维

度，西方学者写了很多论文来探讨其法律意义。［１２］

那么，哈特的“内在观点”是否受到了康德伦理

学的影响呢？笔者认为是受到了影响，尽管这种影

响也许是潜意识的。其理由是：其一，虽然哈特从未

公开承认自己是受到了康德的影响，但是他曾经研

究过康德的理论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很感兴趣。妮

古拉·莱西在哈特的传记中写道：“他的笔记中有

许多篇幅是对约瑟夫的主要对手康德的大量评注。

康德对义务、责任和法律的分析显然也引起赫伯特

的浓厚兴趣。”［１３］（Ｐ３２）莱西的这段叙述说明哈特曾对

康德的理论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哈特具有深厚的哲

学功底，这可以从哈特的传记以及哈特的著作中找

到证据。哈特最初的学术兴趣在哲学，而非法

学［１４］，他早年曾努力研究过柏拉图哲学［１５］，即使他

后来转向了法学但重心还是法哲学研究，从中也能

够看出其学术思想中的哲学印记。而康德作为西方

哲学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哈特曾对其思想产生了

浓厚兴趣。因此，哈特的“内在观点”带有康德伦理

学的印记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二，有人认为哈特提

出“内在观点”是受到了韦伯的影响，这也可以间接

证明康德伦理学对哈特的影响。莱西［１３］（Ｐ２８２）曾指

出，哈特在《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

一书中做了大量的批注，哈特提出“规则的内在方

面”可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法律的概

念》一书中可能存在某种“韦伯潜流”。如果哈特的

“内在观点”的确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那么

可以进一步论证“内在观点”存在着康德伦理学进

路。因为韦伯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这２个
概念隐含着康德“定言律令”和“假言律令”的区

分。［１６］韦伯的理论与康德相关，“内在观点”与韦伯

相关，从而可以间接证明“内在观点”与康德伦理学

的联系。其三，“内在观点”的相关表述与康德伦理

学中的“自律”“定言命令”“规则意识”等的表述十

分相似，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以提示哈特的

“内在观点”与康德伦理学之内在关联。

　　三、“内在观点”与康德伦理学的内

在关联

　　１．“内在观点”与“自律”
“自律”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相

对于“他律”而言的。“自律”是出于道德律的，强调

自我约束，可以说是自己为自己立法，其表达式是

“定言命令”；而“他律”是指个人意志由环境、幸福、

神意等外在因素决定的，而不是法由己出，因而在康

德看来是不道德的。［１７］众所周知，凯尔森受到了康

德哲学的巨大影响，他在著作中多次使用了康德的

“自律”和“他律”概念。凯尔森说：“理论上一旦承

认法律（客观意义）与法律主体并存，也就等于承认

客观法之意义乃是他律规范，其拘束力在于实践强

制；而法律人格之本质却是对一切拘束之否定，即自

律或自治之自由。”［１８］（Ｐ６８）凯尔森的这段话表明，法

律主要是一种他律规范，针对的是普通人。正因为

如此，人们常把法律称为“他律”，而将道德称为“自

律”。但是，笔者认为，法律也有“自律”的一面。如

果一个人以“内在观点”的态度来看待法律，那么法

律规范相对于他来说就是自律规范。凯尔森的论述

与哈特的“内在观点”理论不仅不冲突，反而十分契

合。对此，我们可以按照主客二分的方法来进行分

析。如果一个人以“好人观点”来看待法律，那么法

律对其来说就是自律规范；而如果一个人以“坏人

观点”来看待法律，那么法律对其来说就是他律规

范。“内在观点”与“坏人观点”的区分同“自律”与

“他律”的区分十分相似，这两对概念都涉及到了对

动机的考察。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康德的 ３个道德命题。
康德用这３个命题阐释了“出自义务”与“合乎义
务”的关系。第一个命题是：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

其必须是出自义务去做。第二个命题是：一个出自

义务的行为具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不在于由此应当

实现的意图，而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

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而仅依赖该行为

不考虑欲求能力的一切对象而发生所遵循的意欲的

原则。第三个命题是：义务就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

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１９］（Ｐ４０４）康德在所著《道德的

形上学之奠基》中提出一个理性主义的“义务论”：

道德并不是建基在欲望之上，而是建基在理性意志

之上。通过这３个命题，我们可以看出“义务论”在
康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个命题强调出自义务

的重要性；第二个命题强调出自义务的行为所依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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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则的重要地位；第三个命题强调出于对法则的

敬重而实施行为是义务的体现，带有必然性。“合

乎义务”与“出自义务”是有区别的。“合乎义务”带

有偶然性，而“出自义务”则是必然的，具有道德内

容，值得尊崇；“合乎义务”是强调外在表现，而“出

自义务”则强调主观动机的作用。“合乎义务”与

“出自义务”也是外在与内在的区别：“出自义务”涉

及行为者的内在动机，而“自律”是“出自义务”；“他

律”可能“合乎义务”，但不是“出自义务”。虽然康

德讲的是道德命题，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其实道德

与法律具有十分类似的内在结构，尤其是人们对待

法律规范与对待道德规范其心理机制存在某种类似

的结构。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但也是有联系的，

道德也是存在着强制力的。黑格尔［２０］认为，道德是

另一种意义上的法，具有拘束力，道德的观点，从它

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人们对法律持有

“内在观点”的心态就带有伦理学色彩，并不是所有

的人都坚持制裁中心主义，大多数人可能是对法律

持接受的态度，这是一种内在化的实践态度。

其次，我们来比较一下康德和哈特的相关具体

表述。康德认为：“出自义务而真诚，与出自对不利

后果的担心而真诚，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

为在第一种情况中，行为的概念自身就已经包含着

对我的一个法则，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我却必须首先

环顾别处，看对我来说可能有什么后果与此相联

系。”［１９］（Ｐ４０９）人们外在表现出来的真诚可能基于不

同的动机，可能是出自义务而表现出真诚，也可能是

基于功利的考虑（如果自己不真诚，可能会得到不

利后果）而表现出真诚。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就是

出自义务而真诚时，行为中包含了法则，出自义务与

法则（或者说规则）有内在联系。另外，第一种情况

讲的是自律，而第二种情况讲的是他律。自律与他

律的区别在于主观动机的不同，在于参考对象的差

异。自律是出自义务，基于道德律而行为；而他律是

出自功利考量，出于对结果的算计而行为。

哈特认为：“一方面，有一种人接受规则并且自

愿合作以维持规则，并愿从规则的角度来看待他们

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拒绝规则的

人，他们从外在观点来看待规则，而将之作为惩罚可

能发生的征兆。”［３］（Ｐ８２）康德的“自律”和“他律”与

哈特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的表述极其相似，

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一，“内在观点”与“自律”十

分相似，而“坏人观点”与“他律”十分相似。“内在

观点”考察了参与者的动机，参与者将规则内在化，

从而遵守规则，并将规则作为自己的标准，不仅用其

来评判自己，而且也用其来评判他人。其二，对于法

律的态度，“内在观点”是出自义务的，“坏人观点”

则是基于对结果的考量、对制裁的预测而服从法律

的。“内在观点”和“坏人观点”都是客观存在的，社

会成员既有持“内在观点”的，也有持“坏人观点”

的。哈特认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持的是“内在观

点”，也可以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好人”，这也容

易为人所接受。

康德还举了商人不胡乱要价，以使人们得到诚

实的服务这个例子。商人不向没有经验的买主要价

过高，不因为供不应求而涨价。［１９］（Ｐ４０４）商人之所以

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不是出于道德律、不是出于义

务，而是出于外在的算计和功利的目的。按照康德

的理论，在这种动机的指引下，商人的行为是他律的

而不是自律的，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因此，商人

是不自由的。康德对自由的界定十分严格，只有出

于义务才是自由的。因此，人作为理性存在者，自律

更加能够体现人的自由。自律与自由是密切相关

的。“自律”是自己选择道德法则，对于道德学说，

自由是核心概念；自由是道德法则存在的根据，人如

果不自由，就无法进行选择。道德法则有利于我们

认识自由。如果将这个例子与哈特的“内在观点”

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结构。对待法

律义务的“坏人观点”与商人的动机十分类似，都是

出于对惩罚或者不利后果的功利计算而服从法律或

规则。商人合乎义务、符合规则，但不是出于义务；

“坏人”遵守法律、符合法规，但不等于接受和认同

法律。

２．“内在观点”与“定言命令”
康德认为，一切命令式要么是假言地发布命令，

要么是定言地发布命令。也就是说，一个命令要么

是“假言命令”，要么是“定言命令”。“定言命令”

是客观原则的表象，而“假言命令”则是以手段和目

的的模式来进行表达。康德说：“如果行为仅仅为

了别的目的作为手段是善的，那么，命令式就是假言

的。如果行为被表现为就自身而言是善的，从而被

表现为在一个就自身而言合乎理性的意志之中是必

然的，就表现为该意志的原则，那么，命令式就是定

言的。”［１９］（Ｐ４２１－４２２）

“自律”与“定言命令”相关，“他律”与“假言命

令”相关。如果我们将“内在观点”看作自律，将“坏

人观点”看作他律，那么，“内在观点”就与“定言命

令”相关，而“坏人观点”就与“假言命令”相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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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惊讶的是，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的表述与

康德的说法惊人的相似。“外在观点”的表达方式

是：“‘我被强迫去做这件事’，‘如果……我极有可

能因此而受害’，‘如果……你可能因此而受害’，

‘如果……他们将会对你……’”。［３］（Ｐ８２）这完全符合

“假言命令”的定义。而“内在观点”的表达方式是：

“‘我有义务……’或‘你有义务’”［２］（Ｐ８２），这与“定

言命令”的表达式如出一辙、完全吻合。这就进一

步论证了哈特法哲学中存在着康德伦理学的进路。

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认为，道德规范是“定言命

令”，法律规范是“假言命令”。［１８］（Ｐ５２）但是，如果将

主体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如果

主体对法律规范持“内在观点”，那么该法律规范对

其来说就是“定言命令”，反之，则是“假言命令”。

３．“内在观点”与“规则意识”
“内在观点”与“规则意识”或规范性有紧密联

系，而康德对规范性来源的研究十分著名。在《法

律的概念》第５章第２小节“义务的观念”中，哈特
揭示了“内在观点”的客观存在，而“命令说”和“预

测论”忽视了规则的内在面向，忽视了“内在观点”

的客观存在。“坏人观点”无法解释人们服从法律

的原因，不能理解义务观念。义务的考察和研究是

一个古老的问题，哈特并不是第一个研究该问题的

人。“内在观点”与义务、规则意识具有紧密的联

系。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５章探讨了义务观念
之后，紧接着就探讨了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关系。

这样的篇章布局绝非偶然，其中隐含了这样一个观

点：“内在观点”与“义务论”“规则意识”具有紧密

的联系。范立波［２１］认为，哈特赋予“内在观点”和

“外在观点”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含义，是指社群成

员对待规则的态度。其实，这种理论在康德那里已

经被发挥到极致了。康德对于义务和规则的论述十

分深刻，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康德认为，道德

法则是义务概念的发源地。法则从理性而来，因此，

道德法则具有客观必然性；而意志是一种能力，意志

的能力就是实践理性的能动性。理性支配意志，意

志支配行动，人类的理性不能充分规定其意

志。［１９］（Ｐ４２０）“出于义务”就是在自觉遵守道德法则，

但是，由于人类的理性不能充分规定其意志，这就造

成有些人的行为是“出于义务”的，有些人的行为则

不是“出于义务”的。

规则不同于习惯的地方就在于其规范性态度。

英国法学家、分析法学派创始人约翰·奥斯丁的

“命令说”以威胁和人们普遍服从的习惯为要素来

解释法律。他认为，法律是立法者有意的创造物，只

有国家的命令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制度就是由同

一统治者发出的命令的总和，这种命令或制度要求

人们进行或停止某种行动，如不服从就加以制裁。

这种理论下的人是被动地而非主动地服从法律。

“命令说”只能解释部分事实，因此，是有缺陷的。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

导”［２２］，“我们来不及反省，习惯就已发生了作

用”［２３］。在循环往复中，习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习惯遮蔽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习惯具有一

定的无意识性。人们在胁迫下习惯性地服从法律，

这种状态下的民众是奴隶一般的人，缺乏主体性意

识。当法律如习惯一般起作用时，规则的作用其实

十分微弱，或者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规则的存在，

规则意识还不太明晰，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规则则不同，当人们心中涌起义务观念的时候，规

则意识也就明晰起来，主体不再是习惯性地去行为，

而是能动地、有意识地遵从规则，接受并使用规则。

此时的人们是从“内在观点”的角度看待规则的。

规则有内在面向和外在面向之分，人们可以对规则

持“内在观点”也可以持“外在观点”。而习惯则没

有内在面向，也无所谓外在面向，因为习惯是人在无

意识状态下的一种行为，民众都是基于良知习惯性

地服从法律，处于集体无意识之中。

人们服从法律的动机可能是多元的，哈特敏锐

地指出了这一点。［３］（Ｐ１７８）“坏人”动机可能是避免受

到制裁，而“好人”动机则是自觉地遵守法律，这已

经不再是一种习惯。规则不同于习惯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规则的内在面向。哈特重视“内在观点”旨

在提出社会规则的存在条件。“哈特认为，只有在

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带着内在观点来从事某一实践

时，这一社会规则才在该群体中存在。”［４］只有大多

数人对规则采取“内在观点”，规则才存在。但是，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承认规则确证该规则的存在时，

即使人们不遵守该规则，该规则依然存在。大多数

官员对承认规则持“内在观点”是规则存在的

条件。［２４］

　　四、结语

哈特将关注的视角从“坏人观点”转向“内在观

点”，将研究方法从纯粹的客观外在描述转向诠释

学方法，实现了法哲学领域的一次“哥白尼式革

命”。这一视角转换，修正了奥斯丁“命令说”的偏

颇，使法哲学研究更加关注人的内在心理动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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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哈特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哈特并不是主张用一

种观点取代另一种观点，而是说这两种观点都是同

时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实现从“坏人观点”到“内

在观点”的视角转换。以“内在观点”为中心，能够

较好地解释“义务论”。如果说“内在观点”类似于

“自律”的心理机制，那么这种“出于义务”的理论将

具有惊人的爆发力。社会成员对法律规则持“内在

观点”，就是将规则内在化。此时，他们服从法律完

全不是被迫的，而是心甘情愿、发自肺腑的，是出于

义务的，是他们选择了规则，是人在为自己立法。这

里的“人”不是单个的、特殊的人，而是整体的、抽象

的人，是人的本质，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２５］这种

状态下的人是自由的人、主动的人、主体性得到了充

分彰显的人。从“自律”的角度解释“内在观点”，可

以看到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主体性，服从法律的民众

不再是独裁者雷克斯统治下的臣民，而是自己为自

己立法，自己服从自己所立之法的公民，服从法律完

全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基于外在的强制，人的主体性

从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人真正成为自由的人。

通过将哈特的“内在观点”与康德的“义务论”进行

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存在相似的结构，具有被人

忽视的紧密联系。“内在观点”类似于康德哲学中

的“自律”，持“内在观点”的人对待法律义务是“出

于义务”；“坏人观点”类似于“他律”，持“坏人观

点”的人对待法律义务可能“合乎义务”，但非“出自

义务”。“内在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定言命令”，

“坏人观点”的表达方式是“假言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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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培养与大学生日常管理的关联分析
安士伟，罗楚新

（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非认知能力是一种心理素质，其在大学生的学习成长过程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大
学生的品质特征起着内化、养成的作用。提高非认知能力是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

提升大学生管理效能的现实途径。应通过对大学生上好入学教育“第一堂课”、开好职业生涯规划

“第一门课”，为大学生营造和谐健康的生活“微环境”，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常态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不断提高其非认知能力，使其在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起到推动、固化的作用，以增强

管理的时效性。

［关键词］非认知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规划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２

　　非认知能力是相对认知能力而言的，１９５３年由
美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提出，是指人们在进行各种

活动时参与的虽非智能因素但对智能的发挥或发展

有重要影响的心理素质能力。非认知因素主要包括

人的动机、兴趣、情绪、意志、性格等重要心理品质。

非认知能力是指与非认知因素相关的情动力、注意

力、意志力、自评力、调控力等心理素质能力。近年

来，学界对非认知能力与创新思维、非认知能力与教

育教学等方面的关联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但鲜有

与大学生管理相关的研究，本文拟从大学生日常管

理效能的角度，探究非认知能力对大学生日常管理

的作用与影响。

　　一、提高大学生非认知能力是大学

生日常管理应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人的力量是由生理方面的力量、认知心理方面
的力量、非认知心理方面的力量所组成，我们分别称

之为体力、智力、心力［１］。体力是人的自然力，智力

是人的认知方面的能力，心力则属于人的非认知方

面的能力。认知能力是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记忆、

思考等过程中产生的能力，它是以知识、技能、经验

为对象的。在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过程中，渐渐地有

了领悟，有了感受、体验，有了情感、志趣，有了价值、

观念选择等，这些属于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和非

认知能力，通过心理系统，把知识、经验等转化为人

的内在素质。大学生要实现从“学生”到“社会人”

“职业人”的角色转变，其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是十分必要的。非认知能力中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良好的行为习惯、坚韧的意志品质与强烈的事业心

和进取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大学阶段，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所修学科的学

科知识与专业技能，也要关注社会问题和自身实际

问题，以不断适应社会需求，为今后顺利就业、步入

社会、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教育界特

别关注非认知能力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及影响。普遍

认为，一个人的成功除了在知识能力、经验诸方面有

长期的积累之外，还有赖于对一些关键性时刻或机

遇的把握，在某些关键的时点上，人的非认知能力的

作用可能会超过其认知能力的作用。因此，在对大

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应高度重视其非认知能力的培

养，引导其养成诚实守信、恪守纪律等良好习惯，并

将其固化为优良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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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高大学生非认知能力是提升

大学生管理效能的实现途径

　　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学校为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而实施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过程和日常的协

调活动，对大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和维护学校的教

学、科研秩序起着保障促进作用。大学生日常管理

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育人的重要途径，更是一项复

杂的社会活动，它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２］。这一过程需要积极发

挥高校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大学生的主体作用。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面临

着巨大挑战［３］。全球化的经济环境、科技化的全球

环境、市场化的社会环境、数字化的生活环境、个体

化的学习环境、多样化的家庭环境改变了大学生的

学习生活方式、语言方式和交往方式。如今的大学

生都是“９０后”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中养尊
处优，往往缺乏关爱别人的意识，自理能力差，意志

力薄弱。甚至有少数大学生面对现实世界、理想世

界和虚拟世界这三重世界的交融与冲突，抱着游戏

人生的态度虚度大学阶段的生活：学习上畏惧不前，

动力缺失；生活上散乱无序，一片混乱；精神上萎靡

不振，极度空虚。而学校与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紧

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

需求。社会给大学生的日常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现代社会要求大学生：不仅要学业好，还要

有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不仅要能力强，还要有团结

互助、关爱他人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不仅要精于

本专业，还要涉猎其他学科，培养联想意识和创新

思维。

教育管理者应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认识和塑造大

学生，对大学生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心，对教育事业

有崇高的使命感，从而积极、主动地深入学生中开展

工作。教育管理者在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如果缺

少情感因素即非认知因素，其教育管理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管理效果，教育管理者

应在日常管理中更加注重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

养，在其中投入更多的情感力量。而对于大学生来

说，应在教育管理者的启发和引导下，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将教育管理者所引导的思

想行为纳入到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中，形成自身的品

格力量，实现由“管”到“理”、由“他律”到“自律”的

转化。由于非认知因素影响着大学生的意志、情感、

习惯、信念、行为等方面，所以这一转化能否顺利实

现、实现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生自身的

非认知能力的高低。

从学生自身来看，加强非认知能力对大学生的

现在及将来均有所裨益。对于现在，大学生积极进

取，努力学习，树立较为长远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养

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培养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的良好品质，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于大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培养健康的品质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对

于将来，大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良好的习惯、和谐

的团队意识、坚定的意志、充沛的情感，有助于大学

生更快地适应职场生活，早日进入工作角色，逐步实

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因此，坚持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培养并重，根

据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特点，从课堂纪律、宿舍文化、

班级建设、理想追求等方面入手，从点滴做起，培育

大学生优良的心理品质，加强情感交流，激发学习动

力，使学生真正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最终实现

将知识、经验等通过非认知能力培养转化为大学生

的内在素质，既是提高大学生日常管理效能的必然

选择，也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更好适应社会

需求的有效途径。

　　三、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非认知能

力的对策

　　在大学生的教育培养中，非认知能力的获得是
隐含的、内化的，对大学生优良素质的形成是潜移默

化的，对于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效能的提升起着保

障和维护作用。应通过对大学生上好入学教育“第

一堂课”，开好职业生涯规划“第一门课”，营造和谐

健康的生活“微环境”，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

“常态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断提高大学生的

非认知能力。

１．上好“第一堂课”，提高大学生的意志力、调
控力

非认知能力是可以提高的，然而非认知能力的

培养是需要把握好时机的。新生入学教育是大学生

的“第一堂课”［４］，大学生入学教育涉及到大学学

习、大学生活、大学学涯规划、大学生心理调试、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等内容，会对大学生活起到很好的

引导作用，有助于大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完成角

色转变，确立专业发展方向。“好的开始意味着成

功的一半”，入学教育做好了，大学生对大学的学

习、生活有了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对学习方式方法有

了正确的理解，就可以尽快驶入成长成才的快车道，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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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我们发现：经过军训进入课程学习后，许多大学

生对入学教育中所讲道理说起来都明白，但践行起

来较难；把事情一次两次做好可以，但将好行为坚持

下去并形成习惯很难。究其原因，主要是教育管理

者忽视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教育没有落实到学生

的实际行动上来，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在校园里我

们会经常见到学生上课迟到、旷课，缺乏时间观念和

纪律观念；上课时精力不集中、打瞌睡、坐姿不正确，

严重影响课堂效果和大学生形象。更有甚者，部分

学生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不仅耽误了学业，更损坏

了自身的健康。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提高大学生的非认知

能力，重视新生入学教育“第一堂课”。一方面，要

利用新生刚入学时表现出来的对新环境、新事物强

烈的新鲜感、好奇心，帮助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投入

充分的情感，不断提高其适应力，帮助其尽快适应、

积极融入大学生活；另一方面，在入学教育过程中，

要从小处着眼，培养学生遵守纪律、关爱他人、强健

体魄等良好观念，让学生明白：信念需要建树，意志

需要锤炼，情感需要陶冶，兴趣需要培养，习惯需要

养成……这些都必须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修炼。从

日常生活、学习中教育引导学生锻炼知、情、意的统

一，使他们渐渐养成好的习惯，并固化在今后的学习

生活中，不断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

２．开好“第一门课”，提高大学生的进取心、事
业心

对于非认知能力在人的职业发展中的作用，早

期的研究者Ｓ．Ｂｏｗｌｅｓ等［５］曾经提出，非认知能力比

认知能力更加重要，即非认知能力在职业发展中所

起的作用更大。Ｓ．Ｂｏｗｌｅｓ等还提出了重要的理论
概念———“诱因型偏好”。他们研究发现，具有强烈

“诱因型偏好”的员工，比较容易投入工作，值得信

任，呈现出其雇主易于发现的潜质。而雇佣这类员

工的公司组织，劳动成本较低，整体的运作效率比较

高［６］。这里所说的“诱因型偏好”，是指人们通常所

说的有强烈的事业心、上进心，创新能力和洞察能力

强，有很好的沟通能力等［７］。

职业意识在养成良好职业素质、职业道德中起

着基础性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开设好职业生涯规划

“第一门课”，增强大学生的职业意识，提高其进取

心、事业心。国外职业意识教育从孩提时代就已开

始，并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美国的

“生计教育”、德国的普遍性职业教育、瑞典的职业

指导课程等职业教育形式，通过给孩子做性格测试，

看其将来适合从事什么职业，通过正规的职业教育，

丰富学生的社会工作经验等，在国民职业意识的培

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我国由于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的不完善，职业意识的培养总体上呈缺失状态，

至于让职业意识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堂，更尚需时

日。但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已经成功开设了大学生职

业规划课，其目的就是加强大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

唤醒大学生的职业意识，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职业观

和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

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职业生

涯管理能力。

３．营造和谐“微环境”，提高大学生的情感力、
约束力

随着高校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完全学分制

的试行，以班级为单位的管理体制受到冲击。大学

生虽同属一个行政班级，但由于所选科目不同、培养

方向不同、培养模式不同，故常有同班不同课的情

况，使得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呈现弱化

的趋势。但学生宿舍作为学生最经常、最稳定的聚

集地，可作为我们有效开展管理工作的载体。事实

上，大学生一天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宿舍度过

的，宿舍是他们交流思想、激发情感、议论学校及社

会大事的场所，是学校教育管理效果的反馈地，是同

学们吐露心声、建言献策的倾诉地。现代大学生大

多是独生子女，在家中都是个宝，而数字时代又造就

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有自己的个性和

思想，要想在宿舍这个“微环境”里让他们相互之间

和谐相处、相互理解和包容、相互鼓励和关心，非认

知能力中的情感力和自我约束力要发挥关键作用。

建立宿舍管理模式并积极开展管理工作，对提

高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做好大学生教育管理至关

重要。一要使宿舍成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

实践证明，宿舍学习氛围浓厚，宿舍成员的学习成绩

普遍较好；宿舍劳动氛围浓厚，宿舍的卫生普遍较

好；宿舍关爱氛围浓厚，宿舍成员的集体荣誉感较

强。因此，我们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有意识地以宿

舍园区为单位，组织健康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校园文化活动、科技活动等，融思想性、知识性、

人文性为一体，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二要使宿

舍成为温馨的“家”。要教育引导大学生把宿舍当

成自己的“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考虑他人的

感受，多宽容、体贴、关心他人，共同营造团结友爱的

氛围。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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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抓好“常态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洞察力、敏
锐性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一个人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

期，大学生在人格上将逐步完成从青少年向成年人

的过渡和转变，将逐步确立自我，摆脱对父母的依

赖。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如能注重思想修养、陶冶情

操，对其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高素质人才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而要使大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就要做好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

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是互动关系。一方面，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想对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产生强

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大学生非认知能力作用的发挥；

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提高大

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我们要通过抓好思想政治教育

这一“常态教育”，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洞察力和敏锐

性，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真懂、真信，并持之

以恒地转化到日常的工作学习中；使他们对社会主

义荣辱观真懂、真信，并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使

他们对大学生的使命有正确的认识，并固化在自己

的学习生活中。这一过程，既是非认知能力逐步发

挥作用的过程，也是大学生的情感力、意志力、自我

约束力等非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四、结语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

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新形势

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在大学生教育培养过程中，非认知能力

起着隐性的、内化的作用，对大学生的优良素质的形

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今

天，非认知能力对于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保障和

维护，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身心素质及专业素

质的提高都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够使大学

生的个性发展、创新发展、品格发展都得以体现，得

以促进，得以提升，因此应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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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刍议
孙玉健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　要］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这
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大

学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对其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现代人才的客观需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哲学基础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共在、共存、互为伙伴关系的生态自然观。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

策略和路径，一是必须让大学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

的复杂性与解决该问题的紧迫性；二是要加强对大学生生态道德养成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态责

任感。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意识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３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
体”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构成部分，放在现代化建

设更加突出的位置。之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生

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１］，并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这不仅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添了新的

内涵，也为国家未来发展勾画出了宏伟蓝图。如何

让大学生理解党和国家的宏观发展规划，并在此基

础上提高大学生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

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难题。为

此，本文拟探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

育的意义、哲学基础以及策略路径等，以期有助于增

强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

　　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

识培育的意义

　　大学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对其进行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现代人才的客观需要。

一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的是经济社会发

展问题，通过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可以解决工

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蜕化问题。其实问题并不

是这么简单，生态文明问题本质上是现代化过程中

社会发展理念和主体的价值选择问题，其根本还是

人的问题，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２］（Ｐ１１）。也就

是说，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主体共同参与的积

极性，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到实处。所以，

要落实好中共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精

神，必须抓住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主体，让所有社会

主体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树立生态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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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

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增强全民族的环境

保护意识”［３］，把国家发展理念化为每个社会主体

的共同行动。而当代大学生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

生态文明素养如何，直接决定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成效。所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

十分必要。

１．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体的重要构成，是特殊
的社会群体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

转变，大学生的人数迅速增长，大学生人数占全国人

口的比例越来越大。生态文明建设是全民参与的一

项事业，若不引导和调动这一部分社会主体的积极

性，生态文明建设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公民的生态

文明建设参与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教育的深

度与广度，要取得宣传和教育的良好效果，必须重视

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因为大学生既是接受宣传和

教育的最适当的主体，又是联系广大社会群体的纽

带。他们既生活在学校小生活圈中，又联系着社会

大环境，在大学这个小生活圈中受到的教育、获得的

信息可以直接传递到家庭、亲戚邻居和朋友，在学校

集体生活中形成的保护环境的习惯和良好生存环境

的诉求必然会影响到社会这个大环境，网络时代更

是如此。所以，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环境保

护意识和责任心，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下的生态文明

建设，而且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

甚至会影响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持续存在和

发展。

２．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是当代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往往侧重于社

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让受教育者接受科学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把他们培养成具有这种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新生社会力量，并且要毫不动

摇地坚持下去。但除此之外，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还

应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必然会产生新的思想观念，一种思想观念对社会的

发展无论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都可以成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案例内容。对于那些能够促进社会

发展的思想观念，就要引导受教育者相信它、接受

它；反之，对于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通

过辨析其错误，消除其对受教育者的负面影响，从而

避免其对社会造成危害。就目前来说，生态环境问

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悖论”性问题，一方

面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让人们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外部性问题。生态文明观念的培育无论是从生态治

理的积极面去看还是从环境破坏的消极面去看都是

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将会促

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们生活的幸

福指数；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让人们对我国经济社会

未来发展的前景忧心忡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缺乏自信。让大学生明白这一点，有利于我

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３．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是现代人
才培养的需要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且已经成为制约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培养出具有生态文

明意识的未来建设者，我们的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美丽中国”的梦想才能成为现实。另外，作

为未来建设者，当代大学生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责

任感决定着他们将来对社会的贡献，而对大学生进

行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态价值

理念及其相关责任感。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包括多

方面价值因素的培育，譬如，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

展的前提而体现出的自然价值，人类与自然界相互

依赖而产生的社会价值，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物质

世界而表现的实践价值等；除此之外，还有个体价

值、美学价值、规范价值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这

些价值因素融入到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之中，使

其成为他们行为取向的影响因素，能够使他们以积

极主动的态度爱护大自然、参与到社会健康发展过

程中，这是他们肩负并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必须具

备的基本素质。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

识培育的哲学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问题，在目前的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如何

对待自然已经成为关键，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

题从哲学上来看就是生态哲学问题，对大学生进行

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必须让他们理解生态问题的

哲学基础。

在中西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论

述很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

比曾经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人类和他的大地母亲”

在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变化着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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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人合一”的深刻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的统一

问题。而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哲学审视，人们

更多的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立足点。马克

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无论是在
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

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

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

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

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

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

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

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

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

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

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

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

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

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

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

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２］（Ｐ１６１）

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

共在、共存、互为伙伴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强调

了自然对人的重要性，即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前提条件，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

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存在物；人及其社会活

动是在自然中进行的，自然具有先在性。这一思想

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有进一步的表述：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

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

系。”［２］（Ｐ５１９）另一方面，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理解为对象性关系，自然在为人类提供生存环境

的同时，人类的活动又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状态，二者

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对此，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强调指出：“在人类历史中

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

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

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

界。”［２］（Ｐ１９３）这就是马克思阐述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

的２个方面。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人不是
“单个的人”，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因为“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２］（Ｐ５０１）。所以，对“人的活动

对自然的作用”的理解，必须从“社会关系中的人对

自然的作用”来理解。

马克思上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对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正如当代苏联学者 ＨＴ弗罗诺夫［４］所指出的，无

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

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

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

常现实有效的。让当代大学生透彻地理解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及其深层的哲学内涵，把生态文明意识

培育建立在一定的理论认知基础之上，不仅可以避

免他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肤浅化理解，而且能

够使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纠缠和

冲突是造成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主

义工业发展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一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转嫁再次证

明，基于不同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由于其大小、强

弱不同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关系，决定着一个民

族国家与生态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三、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

识培育的策略与路径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一方面，
必须让大学生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该

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生态道德

养成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态责任感。只有如此，才

能让他们真正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之中，推

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程。

生态环境问题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问题，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同，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

时间和程度，以及解决的策略措施也不同。对我国

当代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必须立足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及其特

点，让他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环境问

题之间的关系。

从历史进程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对现代

化的不断追求，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通过工业化的

形式来实现的，而工业文明遵循着消费主义和规模

经济的逻辑，所以，生态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必然导致

的后果，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尤其明

显。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提出了包括工业现代化在

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和发展目标，但由于后来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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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多年在发展问题上走了弯路，造成我国工业化

的速度放慢，只是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真正开始

了快速现代化进程。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
我国的现代化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对比我国的现

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发现，中西方之

间既有共性又有重大的差异。

从共性来看，工业化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为特征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在使民

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也破坏了本国的生态环

境，之所以如此，因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

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

的成果”［５］。同样，我国３０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也带
来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并且我国

的工业化由于成为了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还

承载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部分消极后果，成为

西方发达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受害者。

从差异来看，我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

化相比还有不同的特点。由于我国的快速现代化主

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的３０多年，所以，工业化带
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呈现出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

特征，表现为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又出现了

新的问题，加上市场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影响，我国的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解决难度也比其他国家

要大，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个性

特征。讲清楚这些问题，让大学生明白我国生态环

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问题的性质，以及与全球化发

展的内在关系、受制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程

度等，能够使大学生理性地认识和看待我国经济发

展和环境破坏问题之间的关系。

提升生态道德意识是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意

识培育的成果，有没有生态道德意识已成为环境保

护行为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多年来，面对日趋严重

的全球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从经济、

立法及技术等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都未

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其深层次的

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有效地增强人们的生态道德意

识，或者虽然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态道德意识，由

于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生态道德意识的影响作用

未充分发挥，从而没能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

行动。

关于生态道德意识的内涵，理论界有不同的说

法。关于一般的道德意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生

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依据社会的道德标准，

通过舆论或个人内心活动，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

行善恶判断，表明态度。”［６］根据这一说法，生态道

德意识是人们以人类的善恶观念来对待自然，把尊

重自然、敬畏自然作为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把人与

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类的道德关怀和道德评价

之中。

增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帮助大学生提高

自身的生态文明素养，也是衡量大学生素质高低的

重要尺度。大学生在大学教育阶段是各方面素质全

面提高的重要时期，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提

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那么生态文明意识培育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是提高大

学生的生态道德素养，即大学生的生态道德观念、生

态价值观念和生态审美能力，使大学生道德素养整

体上得到提升。

　　四、结语

只有通过大力培育当代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

识，帮助他们树立生态伦理理念，使他们能够依据生

态道德规范对待自然、保护环境，自觉践行生态环境

保护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够以“生活的逻辑”

取代或者至少弱化“资本的逻辑”，才能促进中共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

务的落实，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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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真的不成立吗？
———基于中国大陆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华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关于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在中国大陆成立的问题，学界存在着争论。依据正反两方的分析
方法、运用中国大陆市级面板数据，可以证实：资源诅咒命题至少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是成立的，２０００
年以来资源对中国经济的诅咒效应已经减小，但并未完全消除。鉴于此，建议减少资源开采量，有

选择地建立资源深加工基地，中西部地区资源生产大市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采矿业失业问

题，东部地区应推进产业升级，在新能源革命中占据先机，同时要做好相关税收制度的调整。

［关键词］资源诅咒；产业升级；新能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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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一
定能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有时还可能阻碍其经济增

长，Ｒ．Ｍ．Ａｕｔｙ［１］将这种现象定义为“资源诅咒”。
之后，相关研究迅速发展，Ｊ．Ｄ．Ｓａｃｈｓ等［２－５］运用 ９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自然

资源出口占 ＧＤＰ的比重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性，即使加入诸多控制变量，负相关关系仍

然存在，即资源诅咒命题在发展中国家是成立的。

现有研究不仅关注国家层面的资源诅咒问题，很多

学者已将研究视角投向一国内部，不少学者自然将

目光投向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徐康宁等［６］认

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存在资源诅咒

效应。徐康宁等［７］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经

济增长率”为因变量，以“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各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和“采掘业从业人

员占各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为自变量，对资

源诅咒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此命题成立。

胡援成等［８］以“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以“采
掘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自变量，证实中国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效应。邵

帅等［９］以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以“能源开

发强度”为自变量，证明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西部

地区成立。刘红梅［１０］以“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
量，用“农业虚拟水产量占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
农业虚拟水资源丰度，检验农业虚拟水资源诅咒命

题，结果显示：此命题在中国成立。邵帅［１１］利用中

国２８个地级煤炭城市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面板数据，
以“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以“采矿业从业人
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为自变量，证明煤炭资

源的开发对当地经济增长具有诅咒效应。当然，也

有学者的研究并不支持资源诅咒命题。方颖等［１２］

使用横截面模型研究中国９５个市的数据，以“采掘
业从业人数占当地人口数的比重”为资源丰裕程度

变量，以“２００６年人均 ＧＤＰ”为因变量，在多个模型
中，资源丰裕程度变量拟合系数的符号不一致，且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他们认为，资源诅咒命题在

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

方颖等的研究与其他研究的差别除了数据选

取不同外，还存在以下２点差异：一是经济增长的
表征变量存在差异。方颖等所用变量是“２００６年
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而其他文献大多使用“人
均ＧＤＰ的增长率”或“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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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方颖等所用模型是横截面模型，其他文献大

多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本文拟通过建立面板数据

模型和横截面数据模型并依据中国大陆市级面板

数据，来探究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大陆地区是否

成立。

　　一、模型定义与变量选择

１．模型定义
本文使用的模型包括面板数据模型和横截面数

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Ｚｉ，ｔ＋ξｉ＋μｉ，ｔ ①
横截面数据模型：

ｌｎＧＤＰｉ＝ｃ０＋ｃ１Ｎｉ＋ｃ２Ｚｉ＋μｉ ②
Ｊ．Ｄ．Ｓａｃｈｓ等［２］的模型是验证资源诅咒命题的

常用模型，①式是在 Ｓａｃｈｓ等的横截面模型基础上
改进而来。因变量Ｙ是“人均ＧＤＰ年增长率”；Ｎ是
资源丰裕程度表征变量；Ｚ是控制变量集，以表征对
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ｉ是自然数，代表不同
城市的截面单位，ｔ代表年份，ｃ０是常数项，ｃ１、ｃ２是
系数向量；ξｉ表示“个体效应”因素，若其是不随时
间变化的固定因素，则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若此

“个体效应”因素是随机因素，则模型是随机效应模

型；若不存在此“个体效应”，则模型是混合面板数

据模型。μｉ，ｔ是随机扰动项。
②式是在方颖等［１２］研究模型基础上改进而来

的，ｌｎＧＤＰ代表“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方颖
等［１２］研究模型的因变量是“２００６年人均 ＧＤＰ的自
然对数”，其自变量包括“１９９０年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
对数”，此变量是“２００６年人均ＧＤＰ自然对数”的提
前项，因此方颖等［１２］研究模型会出现内生性问题，

导致结果出现偏差。鉴于此，在②式的自变量中，我
们剔除了因变量的提前项，因变量的时限也不再局

限于２００６年。μｉ是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
面板数据模型相同。①式或②中，若变量 Ｎ的拟合
系数小于０，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资源诅咒命题
成立；否则，此命题不成立。

２．变量设定
本文选用“人均 ＧＤＰ年增长率”（Ｙ）、“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ｌｎＧＤＰ）分别作为面板数据模型
和横截面数据模型的因变量。“人均 ＧＤＰ”等于各
年各地区 ＧＤＰ除以人口数；“人均 ＧＤＰ年增长率”、
“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在此基础上计算而来。选
取“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Ｎ）作为资源要素丰裕程度的表征变量。但此做法
存在一个问题：２００５年前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的从业人员分类存在差异，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资源
开发相关的就业人员被称为采掘业就业人员；而

２００５年后，从事资源开发相关的就业人员被称为采
矿业就业人员。采掘业与采矿业的主要成分相同，

都是对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

开采；两者的区别在于：采掘业包括对地下水等非矿

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采矿业不包括这些内容。但

观察“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与“采矿

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则发现，两者不存在

明显差异。２００４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采
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 ０．４０１％，２００５
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采矿业从业人员占

当地人口的比重”是 ０．４０４％，两者相差不大；同样，
２００４年各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与２００５年各市的“采矿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
重”也不存在显著差别，如北京市 ２００４年“采掘业从
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０．１８８％，２００５年“采矿
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０．１９１％。因此，
本文对这２个比重不予区别。

在本文所选控制变量中，物流业发达程度变量

（ｌｇ）用“人均货物周转量的自然对数”表征；就业人
口比重变量（Ｊ）用“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表
征；外资利用程度变量（Ｆｉｖ）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征；沿海城市虚拟变量（Ｓｅａ）若是沿
海城市，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大城市虚拟变量
（Ｂｉｇ）若是直辖市、副省级市或经济特区，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０”。２个虚拟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因
此不能加入面板数据数据模型的自变量，只能加入

横截面数据模型的自变量。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

如下。

面板数据模型。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ｌｇｉ，ｔ＋ｃ３Ｊｉ，ｔ＋
ｃ４Ｆｉｖｉ，ｔ＋ξｉ＋μｉ，ｔ ③

横截面数据模型：

ｌｎＧＤＰｉ＝ｃ０＋ｃ１Ｎｉ＋ｃ２ｌｇｉ＋ｃ３Ｊｉ＋
ｃ４Ｆｉｖｉ＋ｃ５Ｓｅａｉ＋ｃ６Ｂｉｇｉ＋μｉ ④

上述变量所用数据是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大陆
地级以上城市的市级平衡面板数据，来自历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此年鉴共收录２８７个城市的数
据，剔除数据缺失的城市后，剩余１７１个城市，城市
名称详见附表，各变量的含义、均值、标准差等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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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设定描述
变量 含义 观察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 人均ＧＤＰ年增长率 ２２２３ ０．１３０４ ０．２５８２ －０．６１５１ １０．５６９０
ｌｎ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２２２３ ９．４０３５ ０．７７５８ ７．５５０２ １２．７４３４

Ｎ
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

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２２２３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５

ｌｇ 人均货物周转量的自然对数 ２２２３ ２．５６７３ ０．７７１０ －０．１１４０ ６．４４４０
Ｊ 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２２２３ ０．１６４２ ０．１６９６ ０．０３０２ ２．４８４９
Ｆｉｖ 实际使用外资额占ＧＤＰ的比重 ２２２３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７８０
Ｓｅａ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２２２３ ０．２５７３ ０．４３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Ｂｉｇ 大城市虚拟变量 ２２２３ ０．１２８７ ０．３３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１．０软件计算得到。

　　二、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及检验

下面运用面板数据模型③，以 Ｙ（人均 ＧＤＰ增
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此方法常用于

检验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命题。如表２所示，模
型Ⅰ只有一个解释变量Ｎ，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控
制变量ｌｇ（人均货物周转量的自然对数）、Ｊ（从业人
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Ｆｉｖ（实际使用外资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而形成模型Ⅱ—Ⅳ。这４个模型
都是混合面板模型。确定使用这些模型前，运用似

然比检验对混合面板数据模型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比较，此检验的原假设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的个体效应方差等于０”，４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显
示，原假设成立的概率高于１０％，因此混合面板数
据模型更优。确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后，运用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ＣｏｏｋＷｅｉｓｂｅｒｇ方法检验异方差，其
原假设是“不存在异方差”，４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
显示，原假设成立的概率都低于１％，因此存在异方
差问题，采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原标准差，以解决此问

题。Ｄ－Ｗ变量显示，４个模型还存在自相关问题，
运用Ｐｒａｉｓ－ＷｉｎｓｔｅｎＡＲ（１）迭代法进行回归估计以
解决自相关问题。表２中４个模型已进行自相关和
异方差问题的修正，结果显示，在４个模型中，Ｎ的
拟合系数始终小于０，且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变量ｌｇ的拟合系数是正值，能通过１％的显著
性检验，说明人均货物周转量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

增长。其原因是：货物周转量是特定时期内，各种交

通工具运送的货物质量与运输距离的乘积之和；人

均货物周转量较高的地区，其运输承载能力较强，商

业化水平也较高，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变

量Ｊ的拟合系数是正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新增就业对人均 ＧＤＰ年增长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原因是新增就业将增加人均收入，收入水平提高

会促进消费，新增消费则以乘数作用于 ＧＤＰ，促进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提高。变量 Ｆｉｖ被用于衡量经济
体的外资利用程度，其拟合系数为正，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大陆某一城市外资利用程度

的增加，能促进其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的提升。最终，
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

地区成立，但模型Ｒ２和调整后Ｒ２都很低，因此下面
使用横截面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资源诅咒命题在中

国大陆是否成立。

表２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Ｎ
－０．３８４

（－２．０４）
－０．７８５

（－３．０２）
－０．８１８

（－２．１２）
－０．７５１

（－２．３４）

ｌｇ
０．０３９２

（４．４５）
０．０３８８

（５．２８）
０．０３７６

（５．９３）

Ｊ
０．０１７４
（０．２３）

０．０１０６
（０．１５）

Ｆｉｖ
０．０９４７
（０．７３）

截距项
０．１３４

（１９．９９）
０．０３６５

（２．２０）
０．０３５０＃

（１．６０）
０．０３５６

（１．６６）
样本数 ２２２３ ２２２３ ２２２３ ２２２３
Ｒ２ ０．０００５６８ ０．０１３９００ ０．０１４０００ ０．０１４２００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０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３０００ ０．０１２７００ ０．０１２５００

　　注：①括号内的数值是ｔ检验值；②＃、、、分别表示
拟合系数能通过１５％、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检验；③模型数据通
过Ｓｔａｔａ１１．０软件计算得到。下同。

　　三、横截面数据模型结果及检验

１．以“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
重的均值”为自变量

以“２００９年人均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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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均值”（Ｎ９７－０９）为自变量，运用横截面
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３模型 Ａ所
示。在此模型基础上，在自变量中，逐一加入 ｌｇ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人均货物周转量的自然对数）、Ｊ２００９（２００９
年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Ｆｉｖ２００９（２００９年
实际使用外资额占ＧＤＰ的比重）、Ｓｅａ（沿海城市虚
拟变量）、Ｂｉｇ（大城市虚拟变量），最终形成模型
Ｂ－Ｆ。运用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ＣｏｏｋＷｅｉｓｂｅｒｇ方法检
验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结果显示模型 Ｂ、Ｃ、Ｄ、Ｅ、
Ｆ存在异方差，因此使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原标
准差。

６个模型中除模型 Ａ外，其他５个模型的调整
后Ｒ２都在０．４０以上。在模型 Ａ中，资源丰裕程度
变量（Ｎ９７－０９）的拟合系数大于零，但在其他５个模
型中，都小于零，此结果与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相似，但拟合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不

能证明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控制变

量的符号都符合预期。ｌｇ２００９、Ｊ２００９、Ｆｉｖ２００９３个变量
拟合系数的符号都是正值，说明物流业发达程度增

加、就业增加、外资使用增加都会促进经济增长。

Ｓｅａ、Ｂｉｇ２个虚拟变量的符号都是正值，说明沿海城
市的经济增长快于非沿海城市，大城市的经济增长

快于中小城市。

２．以各年“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
口的比重”为自变量

以每年的ｌｎＧＤＰ为因变量，以每年的Ｎ为自变
量，并结合ｌｇ、Ｊ、Ｆｉｖ、Ｓｅａ、Ｂｉｇ５个控制变量，运用横
截面数据模型回归分析可以获得表４。

表４中，所有数据都是 Ｎ的拟合系数，每个拟
合系数都是使用不同模型估计而来，如１９９７年 Ｎ１
列数据（－１．０１９）是用１９９７年数据，以 ｌｎＧＤＰ为因
变量，以Ｎ为自变量，使用横截面模型估计而来，其
他情况以此类推。表４中，每列的控制变量不同，估
计Ｎ１列时，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估计 Ｎ２列时，控制
变量是ｌｇ；估计Ｎ３列时，控制变量是 ｌｇ、Ｊ；估计 Ｎ４
列时，控制变量是ｌｇ、Ｊ、Ｆｉｖ；估计Ｎ５列时，控制变量
是ｌｇ、Ｊ、Ｆｉｖ、Ｓｅａ；估计 Ｎ６列时，控制变量是 ｌｇ、Ｊ、
Ｆｉｖ、Ｓｅａ、Ｂｉｇ。由于篇幅所限，表 ４中没有写入控制
变量的拟合系数以及其他检验的结果，对存在异方

差问题的模型，已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原标准差。绝

大多数模型的调整后 Ｒ２在０．３０以上，最高值达到
０．７３。结果显示，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Ｎ２～Ｎ６列的拟
合系数是负值，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成立。
２０００年以来，除Ｎ１列外，其他各列的拟合系数都是
负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资源对经济的诅咒

效应有所削弱，但并没有彻底消除。

表３　以“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均值”为自变量所得横截面数据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Ａ 模型Ｂ 模型Ｃ 模型Ｄ 模型Ｅ 模型Ｆ

Ｎ９７－０９
２．４４０ －４．０２３ －４．４４７ －２．５６６ －２．１０８ －１．４６１

（０．７５） （－１．０５） （－１．３７） （－０．７８） （－０．６９） （－０．４７）

ｌｇ２００９
０．６３２ ０．４１８ ０．３６７ ０．３７９ ０．３８０

（１０．８２） （８．７０） （８．０９） （８．１９） （８．２６）

Ｊ２００９
３．４２１ ３．２１５ ２．９８０ ２．７２４

（６．３８） （６．５９） （５．９２） （５．３４）

Ｆｉｖ２００９
５．２５９ ４．１３５ ３．６２２

（３．８３） （２．８５） （２．４７）

Ｓｅａ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０

（２．４３） （２．４０）

Ｂｉｇ
０．１４８＃

（１．５２）

截距项
１０．１８ ８．３２６ ８．５７９ ８．６１４ ８．５７５ ８．５９１

（１８０．２８） （５１．７７） （７１．４３） （７５．４８） （７５．１５） （７３．８４）

样本数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Ｒ２ ０．００３３４ ０．４４２００ ０．６６２００ ０．６８５００ ０．７０１００ ０．７０５００

调整后Ｒ２ －０．００２５５ ０．４３５００ ０．６５６００ ０．６７７００ ０．６９２００ ０．６９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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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以各年“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为自变量所得横截面数据模型结果
年份 估计Ｎ１ 估计Ｎ２ 估计Ｎ３ 估计Ｎ４ 估计Ｎ５ 估计Ｎ６
１９９７ －１．０１９ －４．９１０ －３．７５５ －３．０２１ －２．２７９ －１．１６４
１９９８ ０．２５４ －４．６６７ －６．３５９ －５．０６２ －４．４５２ －３．０２６＃

１９９９ －０．２９８ －６．３５１ －６．７９８ －５．５２５ －４．９９１ －３．３８４＃

２０００ ０．６６０ －５．３３７ －５．３４０＃ －３．９１６ －３．５０２ －１．７０８
２００１ ０．６８５ －５．９７１＃ －６．１１４＃ －４．７１４ －４．０００ －２．０８８
２００２ ０．８５３ －０．９７３ －４．５９１＃ －２．１９７ －１．７２７ －０．３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７０４ －６．８４７ －７．５４８ －４．９３３ －４．６６４ －３．４３９
２００４ ２．７１７ －７．１７８ －７．６４３ －４．２４３ －３．９７０ －３．０１６
２００５ ６．０１６＃ －６．２７４ －５．７０２ －１．９７６ －１．７０９ －０．７７９
２００６ ５．０３８ －６．７７５ －６．８６１ －３．３３５ －２．６６７ －１．８３４
２００７ ４．４８８ －７．０２０ －７．３１３ －５．３４３ －４．４６４ －３．４９１
２００８ ４．７３５ －５．０１７ －６．１３３ －４．３４５ －３．８６０ －３．４８５
２００９ ３．９９６ －３．７１７ －４．８９８ －３．０２７ －２．７４３ －２．１００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关于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在中国大陆地区成立的

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依据正反两方的方法，

运用中国大陆市级面板数据证实，资源诅咒命题至

少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是成立的，２０００年以来资源对
中国经济的诅咒效应已经减小，但并未完全消除。

为进一步消除资源的诅咒效应，应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制定资源开采规划，减少资源开采量。当

今经济对资源的需求缺乏弹性，依据需求弹性理论，

限产导致的资源价格上涨将提高资源生产大市的附

加值，促进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二，有选择地建立资源深加工基地。资源诅

咒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资源生产大市对资源生产

的过度依赖，在资源限产的同时资源开采业必然出

现务工人员的大量流出，因此可组织其中的高中端

技术人员，在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资源深

加工基地，提高资源行业附加值，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中西部地区资源生产大市要适时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制造

业出现用工成本高的问题，加之人民币升值较快，制

造业出口利润大幅下滑，中西部资源生产大市也可

利用此契机，结合自身用工成本较低的优势，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以吸收缩小资源开采业后所流出的

低端劳动力资源。

第四，东部地区应适时推进产业升级。劳动密

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后，东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应瞄准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加大对

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减少对煤炭等化石资源的依

赖，以便在世界新能源革命中占据先机。

第五，适当调整税收结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在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应在一

定时间内，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减免

税的政策，以鼓励其发展，税收减少的部分可通过提

高资源税率的方式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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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样本城市列表
北京市 营口市 常州市 南平市 鹤壁市 张家界市 钦州市

天津市 阜新市 连云港市 龙岩市 新乡市 益阳市 三亚市

石家庄市 辽阳市 盐城市 景德镇市 焦作市 郴州市 重庆市

唐山市 盘锦市 扬州市 萍乡市 濮阳市 永州市 成都市

秦皇岛市 铁岭市 镇江市 九江市 许昌市 怀化市 自贡市

邯郸市 朝阳市 杭州市 新余市 漯河市 广州市 泸州市

邢台市 葫芦岛市 宁波市 鹰潭市 三门峡市 韶关市 德阳市

保定市 长春市 温州市 济南市 南阳市 深圳市 绵阳市

张家口市 吉林市 湖州市 青岛市 商丘市 珠海市 内江市

承德市 四平市 绍兴市 淄博市 武汉市 汕头市 乐山市

沧州市 辽源市 金华市 枣庄市 黄石市 湛江市 南充市

太原市 通化市 衢州市 东营市 十堰市 茂名市 宜宾市

大同市 白山市 台州市 烟台市 宜昌市 肇庆市 贵阳市

阳泉市 白城市 芜湖市 潍坊市 襄樊市 惠州市 遵义市

晋城市 哈尔滨市 淮南市 济宁市 鄂州市 梅州市 西安市

呼和浩特市 齐齐哈尔市 马鞍山市 泰安市 荆门市 汕尾市 咸阳市

包头市 鸡西市 淮北市 威海市 孝感市 河源市 渭南市

赤峰市 大庆市 铜陵市 日照市 黄冈市 阳江市 汉中市

沈阳市 伊春市 安庆市 莱芜市 长沙市 东莞市 西宁市

大连市 佳木斯市 福州市 临沂市 株洲市 潮州市 银川市

鞍山市 牡丹江市 厦门市 德州市 湘潭市 云浮市 乌鲁木齐市

抚顺市 黑河市 莆田市 郑州市 衡阳市 南宁市

本溪市 上海市 三明市 洛阳市 邵阳市 柳州市

丹东市 南京市 泉州市 平顶山市 岳阳市 桂林市

锦州市 徐州市 漳州市 安阳市 常德市 北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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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美股权之争探究企业股权
结构与公司治理问题

辛作义，汪涓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集中程度上。从国美股权之争的这一案例中
可以看出，国美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公司治理结构不能保障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决策权与执

行权的模糊造成董事身份的“错位”；公司内部没有形成很好的权力制衡机制。此案例具有带普遍

性的启示意义：我国上市公司应通过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建立完善公司董事会、解决股东大会空壳

化问题、完善公司高层激励机制等措施，提高治理绩效。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股权激励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５

　　２０１０年，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与总裁陈晓之
间爆发的关于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引发世人的广泛

关注，由此折射出的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问题

也成为人们关注与研究的焦点。股权结构是指在股

份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其

相互关系，分为股权高度集中、股权相对集中与股权

高度分散３种。公司治理成效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
的合理与否，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公司的股东、董事

和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公司与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员

工、客户、供应商与社会公众等。股权结构是公司治

理的基础，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集中程

度上。不同的股权结构形成不一样的组织结构，也

就决定了不同的治理结构，从而对公司的绩效产生

重要的影响。

张维迎［１］认为，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的融资

成本还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

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吴小娟［２］提出，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的方式就是通过企业的债权转股权来优化资本

结构；Ｍ．Ｊｅｎｓｅｎ等［３］指出，公司的资本结构是由代

理成本决定的，而产生代理成本的两种利益冲突是

股东与经营者、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哈

特［４］指出，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在对

企业的监督中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内部

人控制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国美股权之争案例的

分析，从股权集中度的高低来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

治理的影响，这对解决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有很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国美股权之争看股权结构对

公司治理的影响

　　２００６年，黄光裕持有国美电器７０％的股权，在
几次套现和换股后降为３９．４８％，其地位由“绝对控
股”降为“相对控股”。２００９年，陈晓引入贝恩资本，
又利用“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笼络管理层，希望增

发股权，进一步削弱黄光裕的控制权。而此时黄光

裕正巧惹上官司，被北京警方调查，这给陈晓掌握公

司控制权提供了机会。

从国美股权变动过程不难看出，２００６年国美电
器股权绝对集中，受大股东的控制和管理，职业经理

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来控制公司。理论上讲，在这

种情况下，大股东作为公司最大的投资者，要承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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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破产带来的巨大风险，因而在公司治理中，为实

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会积极地经营公司，提高运营

效率。

现实中，不同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

不同的。一是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股权高度集中

存在一定的缺点。首先，股权高度集中，大部分股权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小投资者持股比例有限，易导

致公司在决策时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度比较低，监督

制衡不够。其次，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不利于小投

资者实现自己的权益：大股东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

获得更大的利益而置小股东的利益于不顾。事实

上，国美大股东的几次套现行为，引发股价的不稳

定，均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再次，股东大会能

够完全决定董事会人选，这样他们就能在董事会中

安排自己的人，对于董事会的某项决议不需要很多

论证就能很轻松地完成，这就使董事会成为了一个

有名无实的傀儡机构。

二是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股权结

构下若存在相对控股股东，他们能否直接参与公司

治理，存在不确定性：其一，他们可能直接参与公司

治理，因为作为相对控股股东，他们拥有一部分的公

司股权，在公司中有一定的权益，在公司决策方面有

一定的表决权；其二，他们不太愿意直接参与公司治

理，因为虽然作为相对控股股东，但是所占的份额较

低，拥有公司的权益也比较有限，他们所做的决定对

公司的最终决策不能起到太大作用，所以他们参与

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是很高，而是否参与公司治理

取决于他们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一般而言，在相

对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东能够对经理人员实施

监督。

三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高度分散的股权

结构下，公司股东很难直接控制职业经理人，因为职

业经理人员都是从外部选聘而来的。在这样的股权

结构下，公司的股东是由众多的中小投资者组成，由

于持股比例不高，他们会更关心所持股票的短期收

益，不会真正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股东对公司的决

策很难达成一致；由于缺乏动力，很难对公司的经理

人员实施监督控制，公司的业绩难以达到应有的期

望值。分散的中小投资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

在公司业绩低下或是职业经理人做出有损股东利益

行为时，在证券市场上抛售手中的股票，从而造成公

司股价下跌，同时也会给职业经理人的声誉造成不

良影响。

综上所述，股权的集中程度直接影响着公司的

治理效率，太集中或太分散均不利于公司的治理。

股权既不能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要控制好这

个度就需要公司有几个相互制衡的大股东，这样才

能使公司的治理更加有效。国美股权之争给国美电

器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也给中国上市公司的公

司治理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认真研究该事例对于

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国美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存在

的问题

　　１．国美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美的公司治理结构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经理层，由于国美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

兼有审计监督职能（见图１）。在国美新格局形成之
前，国美的２个大股东分别是黄光裕和贝恩资本。
在经理层中陈晓作为职业经理人对公司进行经营管

理，董事会下设的独立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作为公

司中重要的监督机构不仅对董事会进行监督，还对

经理层进行审计。

图１　国美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股权结构方面，２０１０年国美在引入贝恩资本
后，黄光裕及其家族持股比例仍是最大，为

３２４７％，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贝恩资本
（９９８％）、大摩（６．３１％）、摩根大通（６．０％）、永乐
高管（５％）、富达（４．２７％）、陈晓（１．４７％），其他中
小股东合计为３４．４％。从这些数据来看，贝恩资本
进驻国美后，黄光裕的股份从未低于３０％，仍然具
有相对控股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是黄光裕在国美董

事会中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陈晓以及拥护他的

那些股东虽然只有大概１０％的股份，却能够得到大
多数股东的支持。从公司控制权机制而言，此时国

美的控制权已经从原来的“大股东控制”向“内部人

控制”转换。

２．国美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国美电器的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８７·



第２期 辛作义，等：从国美股权之争探究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问题

下３个方面。
一是公司治理结构不能保障职业经理人的利

益。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早就指出在现代社

会，“契约”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公司的内部关

系和外部关系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契约把各

相关利益方联系起来，而公司治理就是调节和处理

这些关系。一般来说，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个体，不

仅要利用股东提供的平台来展示自己的抱负，以此

来追求事业上的巨大成功，而且还有获取高额报酬

的诉求。黄光裕作为国美的大股东，有两点做得不

妥当。其一，他利用关系企业炒买炒卖自家股票，高

位套取现金数十亿，把国美当成个人私产，不顾小股

民利益，对国美公司极其不负责任；其二，国美的崛

起并非黄光裕一人之力，其手下职业经理虽跟随其

多年，但他对其部下的股权激励一直没有兑现。股

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

励。现代企业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增强公司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

用。若要职业经理人全心全意地为公司经营，就需

要采用相应的激励机制，合适的股权激励机制不仅

能够激励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还能够将

他们与公司的经济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实

现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等小股东利益的双增。

二是制度缺陷造成董事“错位”的现象。英美

公司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很盛行，中国的公司在某种

程度上照搬了美国公司的治理模式，这就造成决策

权与执行权之间的模糊。在董事会中不仅有代表股

东的董事，而且有代表职业经理人的董事。在这样

一个极其复杂的治理结构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

法，相互提防彼此利益是否被侵害，这种制度缺陷在

国美暴露了出来：２００９年，陈晓引入贝恩资本，又对
管理者实施了“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希望通过增

发股权来稀释股份，从而达到使黄光裕的控制权进

一步削弱的目的。董事会中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关

系模糊的弊端也会导致职业经理人的抱怨，公司董

事长干涉职业经理人的决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助

手或下属来使唤，经常架空职业经理人。作为股东

的董事长把自己放在了执行者的位置，而自己同时

也是决策者。作为股东的董事长找不到自己的真正

位置，常常发生“错位”以及由于没有监事会这样明

确代表股东的机构，董事长无法单独、有效地同时发

挥决策和监督两种作用，董事长既当决策人也当执

行人，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股东与职业经理人

之间的矛盾。这样就导致公司中职业经理人心存抱

怨，不愿更好地为公司卖力。

三是公司内部没有形成很好的权力制衡机制。

透过国美股权争夺一案来看，黄光裕在对公司股份

进行回购时严重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但直到香港

证监会揭发这一违法行为后很长时间内，国美的任

何部门都没有揭露这一违法行为，这也能很明显地

看出国美公司中的大多数管理者经理是由大股东

（老板）担任的，在国美内部没有形成很好的监督制

衡机制，最终酿成了国美股权争夺的惨剧。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

公司治理的建议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
中，股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合理的股权结构，对于

改善公司的治理、提高公司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改善公司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情况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的现

象曾给中小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另外，股权

结构过于分散也不能很好适应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

实践。因为股权的高度集中向高度分散转换本身也

会对二级市场造成很大程度的冲击。所以，解决这

一问题的关键是在股东之间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机

制，即引入几家持股比例相对较大的股东，当一家大

股东侵占其他股东利益时，其余大股东可采取相应

决策维护自身利益，从而起到利益相互牵制的作用。

２．建立与完善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着关键作用，是控

制内部人的监控机构。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设立

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会，能高效率地履行董事会

应有的职责。所以，为了使公司治理更加有效，应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和委员会制度，也就是说在董事会

中至少设立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报酬委员会

等。在公司中要制定董事会业绩评估的程序和具体

内容，使董事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相结合，加大股票

报酬在董事报酬中的比重。

３．解决股东大会空壳化的问题
随着股权越来越分散，广大中小股东的所有权

和经营权几乎完全被剥离开，所以股东大会空壳化

程度越来越严重。为了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

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可采用表决权行使方式。

委托投票制就是其中一种，它是指公司股东委托代

（下转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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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也有财政部门、高等学校、科技部门等方面的因素。为确保高校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应重视科

研成果，完善科研业务管理，严肃执行规章制度，强化审计监督，加强师德培养，使高校科研经费管

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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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等学校科研经费在使用过程中不断
出现各种违纪违法问题，已经引起教育部、财政部等

部门的高度重视。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教育部、财政部相
继出台了关于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中央部门所

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及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

３个《意见》。２０１３年，各省市（区）又先后开展了不
同形式的科研经费管理大检查。如何在最大程度地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实现科研目标的同时，管理好

科研经费，对于实现高校的科学管理和在高等学校

中防治腐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我国科研经费

管理制度与政策现状及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进行

分析，给出治理对策，以期促进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

　　一、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与政策现状

１．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我国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科技计划，并同

时颁布了相应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

一是财政部与科技部等部门联合颁布的与科技

部制订并发布的科技计划（如“８６３”计划、“９７３”计
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星火计

划、科技惠民计划等）相配套的经费管理制度，如财

教〔２００６〕１６３号、财教〔２００６〕１５９号、财教〔２００６〕
１６０号、财教〔２００４〕３号和财教〔２０１２〕４２９号等文
件，以及财政部、科技部等联合颁布的、适用于特殊

行业或产业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如《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教〔２００６〕２１９号）、《产
业技术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财建〔２００２〕３０号）、
《民口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２０１０〕６７３号）等。
二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出台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出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

法》及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三是为了规范各种科研经费在使用过程中的支

出行为，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多次联发或

单独下发的强化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或意见，如

《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经费使

用和加强监管的通知》（国科发财字〔２００５〕６４２
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

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２００５〕１１号）、《关于改进
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

发〔２００６〕５６号），以及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发布的３个
《意见》：教技〔２０１２〕１４号、教监〔２０１２〕６号和教财
〔２０１２〕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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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方层面上的制度与政策
根据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各省（区、市）科技管

理部门分别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的科研经费管理制

度与政策，如《北京市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京

科发〔２０１０〕５２号）、《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
理暂行办法》（豫财教〔２０１２〕４３４号）、《上海市科研
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沪财教〔２０１３〕６７号）等。
这些制度与政策配套适用于本地区科技管理部门制

订的各类科技计划。

总之，我国有关科研经费管理的制度具有“配

套性”特征，细碎而繁杂，而从整体上看，又存在着

制度缺口。此外，还缺少普遍适用的规章制度，无论

是中央还是地方所制定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原则

上只适用于相应的科技计划中的纵向研究项目，横

向项目由于不属于“计划中”的科研项目，其科研经

费管理由承担项目的基层单位参照上级相关制度自

行规定。

　　二、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的种种

表现

　　近年来，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与管理频繁曝出
丑闻。高校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纪违

法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化公为私
高校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化公为私现象

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外部协作造假。开展科研活动，难免需要

外部协作单位，以便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实现研究

目标。但是，实践中存在着利用外部协作单位侵占

科研经费的现象。如签订虚假协作合同，骗取科研

经费；直接与亲属或其他利益关系人所在单位签订

协作合同，套取科研经费。据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

院长曾授意其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

同等手段将１０２２．６６万元的专项科研经费非法占
为己有，该院长也因此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并

受到法律惩处。

二是捏造事由，编造用途。科学研究本是探索

未知、求证真理的活动。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即使是

事前经过周密论证，仍不免会出现“意外”事项。但

是一些研究人员借此捏造事由、编造用途，从而加大

科研成本支出。如收集发票报销，私人差旅和家用

购物发票报销，虚假发放助研津贴或劳务费等。据

报道，山东省审计厅在对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进

行审计时发现，２２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

发票共４３８张，涉及金额５１．４５万元；９个项目报销
虚假业务内容发票共 １８２４张，涉及金额 １０３．０５
万元。

三是公物私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研

究活动，需要借助仪器设备，一些科研人员为了实现

项目经费“零结余”，想方设法购置仪器设备，而对

项目依托单位来说，用项目经费购置仪器设备，既增

加了单位的资产总值又不使用本单位资金，往往默

认所购资产长期滞留于个人手中私用，直至报废。

这种现象，通过各高校的相关制度即可管窥其貌。

２．化大公为小公
在科研经费的管理过程中，依托单位以不高于

项目经费总额１０％的比例提取项目管理费，用以对
使用现有仪器设备、日常水电气暖消耗，以及其他相

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但通过大量调研发现，许

多高校所提取的项目管理费，并未依照规定进行会

计核算，而是列入“代管经费”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

支配、使用，俨然成为合法化的“小金库”。

３．管理服务人员“顺手牵羊”
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财会部门对科研项目负有

业务、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职责，一些岗位的管

理人员利用职权或不对称的政策制度信息，以及监

督盲点，“顺手牵羊”地非法侵占项目经费；更有甚

者，以权谋私，明目张胆地侵占项目经费。据报道，

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生物特征认证与测评中心原主

任助理江某，借助其经手课题经费的申请和报销便

利，钻“导师往往只管签字，不问经费去向”之空，贪

污经费，终被判刑。

４．预算管理不到位
大量调研表明，国家或中央部委的纵向项目，获

得立项后的项目任务书中附有批准的课题经费预

算，而部分省级以下的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往往没

有项目经费支出预算，尤其是横向项目仅有项目研

究合同书。缺少了预算制约，经费的支出任由项目

负责人使用，一旦财务审核把关失控，科研项目经费

很容易变成项目负责人自己的钱。此外，即便有些

项目有预算，实际执行结果也存在偏离预算的现象，

有些偏差还特别大，以至于实际支出与研究目标不

相关、与有关政策不相符，经济上也不合理。

５．结题不结账
尽管相关制度与政策明确要求，科研项目结束

后应在６个月内进行经费结算，但是为了鼓励科研
人员搞科研，许多高校默许不上缴的项目经费结余

长期挂账。由于没有具体的项目任务制约，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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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督的松懈，以至于科研经费结余成了部分科

研人员的“小金库”，任其随意使用。

　　三、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产生的

原因

　　虽然乱象种种，不一而足，但乱中有因亦有
序———总是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和管理不到位

有关。

１．制度因素
一是配套管理制度繁杂不清晰。现行的科研经

费管理办法多为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等科技计划发布

部门联合颁布的，带有浓重的“一事一议”性质，制

度体系不简洁，缺少从财政角度管理事务的“归纳

性”规定。如修订后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８６３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教〔２００６〕１６３
号）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管理

办法》（财教〔２００６〕１５９号），其修订颁布时间、制定
依据、管理目的、规定内容等基本一致，完全可以合

并为一个文件。

此外，不同制度与政策之间对相同事项规定不

一，给单位具体执行造成障碍，如项目管理费（２０１１
年后演变为“间接费用”）问题。财教〔２００６〕１６３号
文件规定：“管理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对

使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日常水、电、气、暖

消耗，以及其他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管理费

按照课题专项经费预算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核

定。”教财〔２００５〕１１号文件也规定：“项目管理费可
根据项目管理办法或项目合同规定的比例由学校安

排使用；项目管理办法或项目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

由学校制定管理办法予以规范，但目前项目管理费

提取比例最高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额的１０％。”然
而，国科发财字〔２００５〕４６２号文件规定：“严禁从课
题经费中直接提取管理费计入课题成本。课题管理

费是指难以直接计入课题成本的费用，包括课题依

托单位为课题提供服务的管理人员费用和其他相关

管理支出、房屋占用费和现有仪器设备使用费或折

旧费等。”２０１１年后，又演变成了“间接费用”。
二是某些规定不合理、不严谨。如《教育部财

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

见》（教财〔２０１２〕７号）规定：“建立银行卡支付制
度，依据有关规定发放给个人的劳务性费用，要严格

审核发放人员资格、标准，一律通过个人银行卡发

放，以零现金方式支付。”作为规范性文件，对某种

事项的操作方式做出如此绝对具体的规定安排，有

失客观性与合理性。再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２０１２〕１４号）规
定：“学校要研究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对于管理成

效好、经费管理规范、使用效益高的科研团队和个人

予以表彰和奖励，并在项目申报或经费分配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此《意见》将人的诚信问题与项目

的学术水平问题混淆在一起，无形中降低了申报项

目的学术水准要求。本来，科研项目申报必须遵循

科研项目管理制度要求，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优中

选优，科研经费分配也应当是以经过严格评审后的

预算为依据，但照此规定执行，难免有失公允性与客

观性。

三是科研人员劳动付出未得到应有的认可。高

校教师的工作量主要是通过教学方面的工作量来体

现。然而，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中，对人员经费支出

部分，明确规定不包括学校科研人员的工资支出，只

包括专家咨询费和劳务费用（研究生助研津贴）。

由此可推断，一般情况下，为评聘职称，高校教师必

须进行“业余的、义务的”科研劳动，否则无法取得

足够的科研成果。因此，对科研人员劳务费用的忽

视是不客观的，由此所制定出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

四是激励机制不健全。从目前我国的科研激励

制度看，大致分为３种，即政府奖励制度、专业技术
职务评审制度和民间奖励制度。政府奖励制度是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

奖励制度为主；民间奖励制度是由国（境）内外企事

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制订，利用

非国家财政性经费或者自筹资金面向社会设立经常

性科学技术奖励，是政府奖励制度的补充；专业技术

职务评审制度则是通过设置职称评定条件从而督促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科研并取得成果的一种激励

机制。

统观以上３种激励制度，政府和民间奖励制度
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获奖者是少数的；专业技术

职务评审制度的涵盖面较大，但起作用时间是有限

的。就高校而言，要想让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科研人员继续潜心科研事业，单靠政府或民间奖励

制度是不行的，调动不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奖励制度如何体现广大科研人员创造性劳

动的价值才关键。

在严格规范科研行为与促进科研人员廉洁从业

的同时，只有充分认可广大科研人员创造性劳动的

价值，才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目前，

在科研业务活动中，一概拒绝承认科研人员所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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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劳动”，就是激励机制不健全的重要表现，

无法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科研人员开展科研活动、

进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２．财政部门因素
一是预算管理不到位。首先，预算编制不到位。

课题项目经费预算之所以水分大，主要是因为财政

部门往往以概算形式批准科研管理部门的经费预

算，对预算编制管理不到位。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

下，纵向课题项目的财政预算是科研管理部门事前

估算出来的，而非基层单位的合理预算。其次，缺少

监督。目前纵向项目经费支出，即便通过财政部门

集中支付，由于人力与专业的局限，财政部门也很难

真正起到监督作用。

二是缺少普适性制度。有资料显示，在我国现

行科研经费管理政策中，财政部、教育部和科技部出

台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多以“意

见”形式颁发。如教财〔２００５〕１１号文、国办发
〔２００６〕５６号文，以及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教育部、财政部
密集出台的有关高校科研经费须加强管理的３个
《意见》等，与正式的办法或规定相比，这些《意见》

不仅系统性差，而且具有临时性，层级较低。

３．高校因素
第一，监督不力。高校作为科研活动过程管理

的重要环节，在了解项目研发信息、把握项目进度、

加强资源整合、组织协调和服务于项目实施等方面

具有优势。然而，由于高校业务评估及竞争等因素，

许多高校置财经法规于不顾，以放松管理来鼓励科

研人员。调研表明：通过有意或无意的弱化或放弃

监管来提高科研经费量和科研成果量，是高校管理

者普遍具有的心态。

第二，服务不力。主要表现为３个方面：一是管
理观念重，服务意识差；二是科研政策宣传不到位，

致使许多科研人员不知道、不理解相关制度政策；三

是以职权谋私利，无视制度与政策的约束力。

第三，导向偏差。很多高校将科研经费量作为

科研工作量的重要考核指标，片面追求科研工作的

经费增长，忽视了对科研成果质量的进一步要求，以

及高素质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

４．科技部门因素
科技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或某一区域（行业）科

研计划的制订、项目的发布、申请的接受、监督的实

施和成果的验收，以及绩效考核等科技业务管理事

项，具有很大行政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其管理水

平的高低，决定着科研经费使用效果的优劣。同时，

科技行政部门管理行为规范与否，也影响着科研人

员科研活动的开展。目前高校科研管理中的问题，

比较突出的有２点：一是立项腐败。一些高校或教
师把科研项目的申请演绎为“跑项目”，这从侧面说

明项目立项环节操作不规范，没有做到科学论证与

客观公正。目前，高校科研管理部门普遍具有较强

的“公关”意识即是明显例证。不仅如此，申请者申

请时所花的钱，往往会在科研经费中捞回来，想方设

法套取科研经费。二是成果造假。早在２００６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通报了２０个涉嫌学术造
假的案例，涉及１５个高校，占总数的７５％。如果在
成果验收阶段，像对“汉芯”一样长期疏于严管，科

研人员将不再敬畏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必将胡支

乱花。

　　四、完善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对策

联系我国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实际，根据其长

期尤其是近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

策，供有关方面参考。

１．重视科研成果，完善科研业务管理
获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一切科研管理的最终

目标，科研经费管理是科研管理的重要内容。科技

部应适时完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科技部２００１年第５号令），使之成为普遍适用于
科研项目业务管理的管理制度，强化其对于科研项

目业务管理的权威性、严肃性；同时严格申报、实施

和验收等业务管理程序，加强科研业务管理，确保科

研成果质量。

２．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严肃执行规章制度
一是强化预算管理。针对纵向项目，应以《科

技部科技计划课题预算评估评审规范》（国科发财

字〔２００６〕９９号）为普遍适用的制度，严格遵守其操
作程序，加强预算的评估评审，完善评估评审纪律与

奖惩措施。财政部门应以评估评审结果作为批复预

算的基础。针对横向项目，应以双方技术合同为基

础，以实现科研目标的技术方案为基本依据，编制经

费支出预算，以期实现项目开支与目标相关、与制度

相符且经济上合理的要求。同时，合理设计横向项

目经费结余分配方案，以避免出现超成本支出科研

经费的现象。

二是明确科研人工成本，完善相关制度。高校

不是专业的科研单位，许多高校并没有设置专职的

科研岗位，科研工作主要靠广大教师来完成，教授、

专家同样需要完成教学工作量。因此，应完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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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重视科研人工成本、区别科研人员不同身份、

如实反映科研成本、维护科研人员权益。为此应区

别不同申报人的身份，明确规定不同的人员支出预

算比例。现行的“间接费用”所包含的绩效支出，应

改在直接费用中反映，使科研人员能直接享受开展

科研所得到的劳动补贴权益。

三是真正落实项目承担单位的法人责任。科研

人员承接科研任务后，对其所在单位来说，不仅能带

来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够分享科研成果为各

种业务评估与考核带来的多重利益。同时，作为高

校，管理好本校职工的科研业务应是分内之事。因

此，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法人责任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计

〔２０１２〕８６号）规定，既是必须的又是合理的。
四是加强经费使用绩效考核。完善《中央级民

口科技计划（基金）经费绩效考评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２００７〕１４５号），使之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规
定；在指标体系设计中，应加大科研成果质量指标权

重，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３．强化审计监督
就高校内部审计而言，强化审计监督不能仅限

于将审计监督的关注点集中在相应制度与政策的执

行方面，还应当根据科研活动规律对业务活动及其

成果进行监督复核，实行二维监督；对经济活动行为

的审计重点是有无浪费现象，而对科研活动的审计

重点应是成果真伪及质量优劣。

此外，在不影响科研活动开展的前提下，政府相

关部门应对相关高校的科研事务进行监督检查，与

高校本身的内部监督机构一起，形成完善的内外部

监督体系。

４．加强师德培养，倡导科学精神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校园内外各种思想

文化、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相互交织，以至于一些教

师忽视了道德素养，尤其是师德素养的提高。物质

利益至上、不讲理想讲金钱，利已主义盛行、不讲诚

信靠欺骗，这种不良思潮，若侵蚀至科研领域，则祸

害无穷。常言道：欲立业，先立人；欲立人，先立德。

教育主管部门在高校要广泛开展教育活动，倡导科

学精神，引导广大教师追求真理、廉洁奉公献身科

研，以培养出一支师德高尚、学风纯正、专业过硬、技

术领先的科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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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寿险公司客户服务管理研究
王巍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　要］建立“以客户服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是寿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的核心
所在。目前，国内寿险业的客户服务主要有增值服务、保单服务和监督反馈服务３项主要内容。随
着寿险业务的快速发展以及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增加，我国寿险公司在客户服务过程中暴露出如下

问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服务资源配置不平衡，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和客户满意度衡量与评价

体系不完善，忽视普通客户需求，缺乏高效的客户服务监督考核激励制度。寿险公司应时刻树立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施差异化战略，体现服务的个性化，重视技术创新与产品的应用服

务，树立企业品牌形象，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增强服务竞争力。

［关键词］寿险公司；客户服务；客户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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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寿险公司
进入国内数量的不断增多，寿险市场的竞争日益激

烈，客户资源的争夺必将成为寿险市场竞争的核心。

可以说，在未来寿险市场竞争中，谁能坚持以客户服

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实时与客户保持沟通，准确把

握客户的需要，并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维持客户

端忠诚度，谁就能获得竞争优势。本文拟在分析客

户服务导向现实意义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寿险公司

客户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客户服务

水平、增强寿险公司竞争力的实施途径。

　　一、寿险公司树立客户服务导向的

现实意义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寿险企业逐渐意
识到客户服务及客户价值的重要性，逐步接受了客

户服务导向的观念。客户服务导向要求企业增强客

户服务意识，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通过实施客户

服务导向，企业能够加强与客户的联系，主动满足客

户的各方面需求，增加提供给客户的价值，形成差别

化优势；通过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可以获得大量忠诚

的客户，提高市场份额，获取长远与稳固的竞争优

势，最终使企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实现客户服务导向标志着企业经营思想的进

步，坚持以客户服务为导向同样适用于寿险公司的

经营战略。由于受传统经营思想和认识的长期影

响，在实现客户服务导向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

障碍。中国寿险业的蓬勃发展始于１９９６年。随着
竞争主体的增加，市场份额、业务规模成为各家公司

竞争的焦点。于是，“新单保费”、“同比增长”等一

系列的硬性指标层层施压，使得上至领导下至业务

员都把目光紧盯在对新市场的开拓上。结果，服务

被置于次要地位，保全慢、理赔难、续期服务滞后、客

户投诉不断，公司形象和业务员信誉大打折扣。虽

然寿险公司已建立客户服务部门，也在不断完善并

加强服务手段，承诺也越来越多，可是客户的满意度

不见提高。一边是交费的客户怨声载道，一边是新

险种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喧嚣与繁荣中，原本被重视

的服务却被忽视了。

如果说造成寿险续保服务工作未得到足够重视

的原因是寿险公司把扩张市场视为第一需要，从而

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新业务的开拓上，那么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公司没有自上而下树立起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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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服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没有充分意识到：优质的

服务会赢得忠诚的客户，忠诚的客户能构筑稳固的

市场，而稳固的市场将决定寿险企业长远的发展。

“重业务、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会导致续保率不

断下降，直接影响到寿险公司经营的长期性和稳

定性。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寿险市场呈现出多

元化局面，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公司拥有的忠诚

客户数量将成为寿险公司保持和吸引客户的新“招

牌”。因而，要想稳定和发展现有的市场，必须使客

户服务贯穿于整个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客户服务导

向首先要求把满足客户需求作为企业中每个员工的

主要目标，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要关心企业的客

户，认真听取客户的需求和建议，并根据客户的需要

制定决策、采取措施。

实现客户服务导向是一个涉及企业所有管理层

的战略过程。无论是与客户的直接接触，还是与客

户的间接接触，对客户都将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企

业高层管理人员要从客户需要出发，制定相应的管

理决策，改变传统观念，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恪守企

业对客户的承诺等。对直接承担满足客户需要责任

的中层管理人员来说，尽管他们不直接接触客户，但

其行为和决策会对客户产生极大影响。一线销售人

员满足客户需要的努力更是必不可少，因为通过他

们的行为可以直观地看出企业是否实现了客户服务

导向。总之，企业的客户服务导向是企业争取和保

持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保证。

随着寿险业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寿险公司的

客户服务手段和水平将受到更严峻的考验，建立以

客户服务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是寿险公司取得竞争优

势的重要因素。只有建立与客户“一对一”式的、实

时的沟通，才能掌握客户的需求动态，才能为其提供

周到的服务。

　　二、寿险公司客户服务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８０年代，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在国内保险市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主要是为

国内行政企事业单位提供配套服务，即在保险事

故发生时履行赔付义务。彼时，由于保险公司具

有浓郁的机关作风，保险服务处于低水平状态。

１９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０年代初，平安、太平洋保险公司
陆续组建，友邦公司作为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也

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产、寿业务

分业经营，打破了我国保险业由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一统天下的局面。我国寿险业的发展也由此突

飞猛进，竞争日趋激烈。

１．寿险公司客户服务现状
随着购买保险的消费者日益增多，保险服务质

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对比各家公司客户服

务的主要内容及服务质量，成了消费者决定在哪家

公司购买保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各家寿险公司

也因此开始意识到客户服务在公司经营发展中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为抢占市场先机，吸引客户资源，纷

纷增加服务资金投入，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

量，并着手建立各自的客户服务网络机构和体系，开

通客户服务专线，架起公司与客户沟通的桥梁。为

此，有些公司成功开发了短信客户服务系统，通过发

送手机信息，实现公司与客户、代理人、内部员工之

间直接快捷的沟通；有的创建ＶＩＰ俱乐部，定期召开
客户联谊会，增加同客户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的对

大额赔款送款上门，开展节日慰问等附加值服务等，

国内寿险公司的客户服务由此进入了成长发展

阶段。

概括而言，目前国内寿险业的客户服务主要包

括增值服务、保单服务和监督反馈服务 ３项主要
内容。

增值服务是与保险合同并无直接联系的、超越

保险合同的服务内容。目前国内各家寿险公司都在

积极开展增值服务工作，力求通过温馨、丰富、差别

化的服务来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增值服务的形式主

要有：（１）微笑服务，即要面带微笑向客户回答或解
释问题；（２）附加值服务，即关注客户心理，贴近客
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如免费体检、生日祝福、健康生

活讲座等服务或活动；（３）大客户俱乐部，即针对大
客户群体，提供不同于普通客户的个性化、差异化的

服务；（４）建立客户节日，即选择某天或某时间段作
为公司与客户共同的节日，在此期间开展宣传服务

活动，收集客户信息和服务需求，完善客户服务

体系。

保单服务是目前国内各寿险公司客户服务工作

的主体内容，以保险合同为中心开展多项服务，延长

保单的有效时间，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其

主要形式有：（１）保单保全服务，即创新传统柜面服
务模式，减少流转环节，实行“一站式”“一柜通”服

务；（２）续期收费便捷服务，即采用刷卡交费、银行
转账、汇款等多种方式进行，既能为客户节省时间，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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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办事效率和速度，又能保证资金安全；（３）咨询
查询服务，即通过电话中心等多种渠道向客户提供

服务具体细节的查询以及投资理财等方面的咨询；

（４）电话回访服务，即通过电话中心主动呼叫客户，
对投保客户进行有效的电话跟踪回访，倾听客户的

意见和建议，获悉客户的需求；（５）理赔服务，即开
辟如“绿色通道”“专家柜台”“上门理赔”等服务，

加快理赔处理效率。

监督反馈服务既是寿险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重

要手段，也是构建客户服务质量监督体系的主要内

容。其形式主要有：（１）客户监督机制，即聘请客户
为“服务质量监督员”，组成“客户服务监督委员

会”，对服务内容和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２）投诉
受理服务，即实行专人接待受理负责制，２４小时回
复客户投诉处理的情况和进度，并在较短的时间内

向客户做出书面答复。

２．当前我国寿险公司客户服务存在的问题
在寿险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现行的客户服务

管理模式对业务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

随着业务快速发展和保户多样化需求的不断增加，

我国的寿险公司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寿险公司在客户

服务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以下６个方面。
（１）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诚信服务意识缺

乏。这主要表现在保险销售人员在保险行销过程

中，没有按照《保险法》以及相关法规的要求，向客

户提供真实的保险服务信息，而是虚夸保险职能，口

头扩展保险责任，不履行如实告知保险责任条款的

义务，导致客户很难明确自己所购买的保险产品能

给自己怎样的保障，从而导致客户理赔受阻。

（２）服务资源配置不平衡，盲目追求保费规模。
许多寿险公司将服务资源的配置倾斜于售前服务，

把经营重点放在追求保费规模和抢占市场份额上，

忽视售后服务的重要性，未能准确找到新老客户服

务工作的平衡点，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市场开发、寻找

新客户中，老客户的日常维护服务和深度挖掘工作

得不到高度重视和开展，退保数量快速增长。

（３）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不完善，缺乏严密完整
的客户服务体系。我国寿险业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的发展和应用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客户信息数据

的真正共享及有效分析利用非常有限。面对大量的

客户信息，各家公司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多个

业务系统来满足不同部门的业务处理需求，但是，由

于信息数据分散在不同的业务系统中，信息链脱节，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４）客户满意度衡量与评价体系不完善。在客
户对寿险公司的服务不满意时，仅有部分客户会亲

自上门进行投诉，寿险公司获取投诉仅能来自那些

主动上门投诉的客户，不能全面了解客户对公司及

对各项服务的满意程度的情况。因此，建立和完善

客户满意度衡量与评价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５）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忽略普通客户需求。
随着细分客户群体理念的推广，有的公司针对大客

户开展了“个性化、差异化、高端化”的增值服务。

但在增值服务快速开展的同时，并未强化基础服务

体系建设，忽略了众多的普通客户的基本需求。如

业务办理网点稀疏、理赔速度过慢、电子商务功能不

够强大、电话等候时间较长等。

（６）缺乏高效的客户服务监督考核激励制度。
目前，在寿险公司整个营销体系中，从最基础的保险

代理人的考勤到保险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礼仪及专业

素养的运用，缺少整体的监督管理机制，缺乏对后续

服务的监督考核奖励机制，导致客户服务效率及质

量偏低。

　　三、提升寿险公司客户服务水平的

对策

　　１．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面构建客
户关系管理体系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有利于增强企

业扎根市场的深度和力度，培育保险品牌，有利于推

动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创新，更好地服务市场、服

务客户，因而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最先进

经营理念接轨的有效管理方式。被誉为金融界至尊

的花旗银行，正是借助于智能的 ＣＲＭ系统，深刻理
解并以自身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服

务客户”的银行服务营销理念，与客户建立密切的

关系，从而成为行业内国际化的典范。因此，寿险公

司应根据目前客户服务管理的现状构建客户关系管

理系统。首先，决策层要高度重视与支持。决策层

要提供解决方案所必需的时间、财力和其它资源。

其次，灵活应用各项技术。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在选

择技术时要重视其灵活性和扩展性，以满足未来发

展的需要。再次，注重对流程的分析。建立客户关

系管理系统应成立专门的课题小组，集中力量对流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研讨。最后，注重

对系统资源的整合，系统各部分的集成对客户关系

管理至关重要。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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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施差异化战略，体现服务的个性化
服务差异越显著，在竞争中的优势就越明显。

实施服务差异化战略可采取使无形产品有形化，将

标准产品顾客化定制，通过加强服务质量管理、员工

培训等措施来体现公司所提供服务的个性化和差异

化。为此必须建立与客户的直接沟通，为向其提供

个性化服务创造条件。如海尔集团就是一个实施差

异化战略的典型。海尔集团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年实施品
牌战略期间，其他企业轰轰烈烈上产量，而海尔集团

却狠抓产品服务质量。此后，海尔不断完善生产过

程的质量管理，在销售和售后服务方面推出星级服

务理念，充分体现了服务的差异化和个性化，从而在

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国产品牌形象。

３．重视创新技术与产品的应用服务
传统保险服务模式如理赔中繁琐的往返手续，

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

务的发展普及，保单电子化、服务远程化正逐步进入

千家万户。人们对保险的差异化需求，推动着保险

产品和保险服务的创新。公司可通过在互联网上与

顾客的互动交流，了解顾客的最新需求，通过直接与

顾客进行交互式沟通，更容易创新出新产品，进而克

服传统市场调研中的滞后性、被动性和片面性。例

如，国内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通过互联网让用户查

询了解其邮寄物品的运送情况，让用户不出门就可

以获取公司提供的服务，公司因此不仅节省了许多

接待咨询的费用，还获得了顾客的好评。

４．加强员工教育与培训，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要对员工的外表，提供服务时的态度、行为和语

言使用进行指导，通过培训加深员工对服务理念的

认识，使员工的服务方法和服务技巧得到提升，使员

工处理应急情况的能力得到升华，将服务标准从及

时、全面、准确、到位，提升到亲切、用心、专业、圆满。

５．培育品牌文化，提高企业服务竞争力
品牌文化是企业文化、产品文化、社会文化和目

标消费群文化的交融。品牌文化是经营过程中的主

帅，决定一切工作的内容与形式。没有品牌文化就

不能实现有效的销售。为了实现在客户心目中的定

位，必须以服务、产品、企业文化为基础，以目标消费

群、社会文化为依据，形成和传播品牌文化。从某种

程度上说，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也就是品牌传播到

消费者心目中寻求定位的过程，是建立品牌美誉度

与顾客忠诚度的过程。每一个讲座、每一个咨询、每

一个电话、每一次服务性的传播，都是不断地取得消

费者认同品牌文化和定位的努力。对企业而言，文

化不仅是一句口号，品牌也不只是一个标识。寿险

企业应将品牌建设提升到企业发展战略层面上来，

以企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品牌战略，制

定长期规划并形成良性发展机制，保证其品牌文化

健康发展。

良好的客户服务与优良的客户管理能力是公司

获取利润的源泉，也是其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只有

强化客户服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客户服务管理作为一种有效提升现代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理念，是寿险公司增强实力、获取竞争优势

的必备手段。我们只有认识客户服务管理的本质，

树立客户服务管理的理念，积极探索客户服务管理

的实践，才能全面地提高我国寿险企业的经济效益

和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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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
制度创新与路径探究

马涛，杨永华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正逐渐成为中原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重要载体。目前，河
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区域影响力有限，趋同化现象严重，协调发展底子

薄弱，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实验区的引领与示范效应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主要

是：主体功能定位不准、总体规划缺乏重点、管理体制相对落后、发展创新后劲不足等。因此，有必

要对实验区的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营机制等进行重新审视：在功能定位上，突出其引领和示范功

能；在制度建设上，完善机制、高效运营；在技术手段上，充分发挥科技在实验区建设中的引领和支

撑作用；在政策导向上，健全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支撑与扶持服务体系。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综合实验区；机制创新；功能定位；科技支撑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８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作为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化
的工程，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和实验，并依

靠科技进步、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探索经济、社会

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和模式，从而创立代表

不同区域类型、经济类型和资源类型的可持续发展

平台，为不同类型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示

范的综合体。［１］由于体制、机制的滞后与不完善，当

前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着诸

多问题。通过在中国知网上以“河南省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相关研究仍是空

白。因此，本文拟以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现状与制约因素为基础，研究探索其创新发展路径，

以期对河南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的现状

　　近年来，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有了

长足进步。各实验区根据当地实际和优势，初步探

索出依靠科技进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新路子，已成为河南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转

变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验区和示范基地。

但是发展状况尚不理想，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１．区域影响力有限
１９９５年，继辉县市孟庄镇和巩义市竹林镇晋升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后，林州市、孟州市、鄢陵

县、濮阳市华龙区、宝丰县、济源市、嵩县、鹤壁市、清

丰县等多个实验区相继通过了国家科技部审批。目

前，河南省已有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１１家、省
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１６家。这些实验区已经成为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原经济区的示范基地和展

示窗口。但是，这些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区域面积

都相对较小，且实验区的改革多属于“以点带面”，

尚不深入。济源市与鹤壁市作为河南省仅有的２个
省辖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能较为充分地体现

地级市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全貌，登封市、淇县、嵩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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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村镇、驻马店市关王庙乡、商丘市梁园区等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但因各个实验区

区域分布不均衡（豫北实验区数量最多，豫西实验

区数量次之，豫南、豫东实验区数量最少）；层次结

构偏低（城郊型与建制镇型实验区仍然占主导地

位），其示范效应与影响力依然有限。目前河南省

尚无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先进示范区，这与

国务院关于“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应起到引领、示范

作用”的要求存较大差距。

２．趋同化现象严重
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类型复杂，其资源开

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尽相同。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只有结合当地的区位、资源、产

业优势，坚持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兼顾的发展理念，

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才能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搭建更广阔的

发展平台。然而，河南省诸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

建立与发展未能很好地按照区位特征、资源类型和

发展阶段合理地进行类型区分与发展定位，出现了

日益背离自身特点与优势而逐步走向趋同化的现

象。而且，各实验区也未能根据当地的实际和优势，

在生态保护与污染治理、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开

发与新农村建设、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高等领域切

实进行大胆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仍在走低水

平重复建设的老路，示范效应不甚明显。

３．协调发展底子薄弱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批准“中原经济区”规划与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河南省定位为全国“三化”协

调发展实验区，这给河南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发展

提供了机遇。［２］然而，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

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城镇化水平与非农人

口占比较低。截至 ２０１３年末，河南省常住人口
９４１３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４１２３万人，城镇化率
为４３．８０％，较２０１２年虽提高了１．４０个百分点，但
距全国城镇化率５３．７３％仍差９．９３个百分点，且各
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化质量不高，涉及民

生的住房、养老、医疗、入学、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尚

待健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现代城镇化理念

未能落到实处。［３］城镇化水平总体偏低已成为制约

河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短板和瓶颈。其

次，工业层次偏低，整体质量不高。河南省目前处于

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布局不合理，重工业化特征

突出，轻、重工业比例为 ３２．９６７．１。［３］２０００年以

来，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６大高能耗行业年均增速均在 １０％以上。
同时，技术类投资占比偏低，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后

劲，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依

然漫长。再次，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产业化水平偏

低。作为全国农业与人口大省，河南省２０１３年第一
产业增加值为 ４０５８．９８亿元，较 ２０１２年仅增长
４３％，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建成全国农业
现代化先行区困难重重。［４］最后，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仍较低。２０１３年，河南省ＧＤＰ为３２１５５．８６亿
元，较２０１２年增长 ９０％。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０２９０４９亿元（２０１３年河南省一、二、三产业结构
比为１２６５５．４３２．０），较２０１２年增长８８％，但
仍远低于全国第三产业占比４６．１％的平均水平；内
部结构不尽合理，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

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其总量占 ＧＤＰ的比重仍然
较小。

４．发展方式较为粗放
河南省是我国人口大省，人均资源相对较低，如

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直以来就是河南省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所面临的严峻而又紧迫的问题。然

而，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各类实验区始

终未能彻底扭转粗放式发展的局面。一是主导产业

资源导向性突出，资源能源消耗严重，产业发展代价

较大。近年来，河南省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２０１１
年，河南省单位ＧＤＰ能耗为０．８９５吨标准煤／万元，
高于全国单位 ＧＤＰ能耗 ０．７９３吨标准煤／万元
１２８６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１４位；且全省煤炭消费
量仍然占能源消费总量的８０％以上（世界煤炭消费
水平平均占比为２６．５％，工业化国家为２１４％），而
天然气、石油及非化石能源如水电等能源的消费比

重偏低，仅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１５％左右。［５］二是
自然资源开发、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不足。目前，许多实验区过于注重外在形象的塑

造而忽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内涵式发展，环境

污染、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社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

益凸显。三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接续替代产业发

展扶持力度不够。在全省ＧＤＰ结构中，投资和出口
所占比重较大，消费所占比重较小，经济增长过多依

赖投资的增长。以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为新经济

增长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因缺乏有效政策

支持和资金扶持增速缓慢，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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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和内在驱动力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产业调

整转型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难度。

总之，在经济社会实现稳步发展的同时，河南省

依然面临着由传统农业大省向中部经济大省、新兴

工业大省和重要文化大省转变的艰巨任务。河南省

各类实验区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应有作用与实现中原

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根本要求还

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的制约因素

　　河南省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存在一定
差异，实验区建设的制约因素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４个方面。
１．主体功能定位不准
当前，河南省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

新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河

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因自身定位不甚清晰而导致

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

低、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也日益突出。［６］而且，河南

省实验区建设主要以行政区域为单元，且不同行政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工作也极不平衡，这对于解

决跨行政区域的共性问题和关键问题更增加了难

度。显然，只有明晰战略定位，科学规划河南省发展

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破

解发展瓶颈，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

２．总体规划缺乏重点
实验区总体规划是对特定地域发展所进行的有

针对性的战略部署，强调目标内容的具体化和方案

的可操作性，具有突出的探索性和创新性，通过具体

项目探索和实施对非实验区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实验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

规划思路、重点内容和实施方案等均可能存在差

异。［７］目前河南省在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规划上仍

存在着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深度不够、无地方特

色，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雷同等问题，不能很好地为

地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指导。［８］

３．管理体制相对落后
实验区的管理体制不仅涉及到各级政府的权力

分配、财税收入以及人员安排等问题，还将影响到政

府效率、服务质量和实验区的整体竞争力。目前河

南省各类实验区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一是外部缺

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其职能的实现过程缺乏透明度

和制度性监督，“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还

时有发生；二是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尚未建立起有

效的服务机制和保障机制；三是实验区的管理体制

与市场机制接轨程度不高，存在着公共信息服务体

系不健全、中介机构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４．发展创新后劲不足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加快优化产业结构、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然而，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与这一基本

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各实验区的发展路径

大多重复雷同。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由于自主

创新体系建设相对落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缺乏应

有的体制基础和机制保障，在发展路径与方式上没

发挥出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单一或者雷同者居多。

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在发展创新上缺乏后劲

的具体表现。其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够。由于

推动创新与提升发展的理念没有彻底落实，以及科

技创新力度不够，当前河南省各类实验区可持续发

展竞争能力仍然不足，由传统农业和加工制造业为

主向现代农业、新兴工业与高端服务业转变的力度

不足，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特征的现代产业集群发

展缓慢。［９］显然，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已经成

为河南省加快推动和催生以现代农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整合优化与改造提升的一项

重要制约因素。

　　三、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的创新思路

　　河南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创建与发展应当坚
持“一个主题，多种模式”，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

提下，对于不同区域类型、经济类型和资源类型的实

验区，分别进行功能定位与规划，通过体制创新挖掘

潜力，选择不同的路径作为突破口，走出一条适合自

身类型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

１．功能定位上，应突出其引领和示范功能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经

济、社会、资源等进行整体安排和部署，并加以探索

实验和发展创新的特殊区域。因此，实验区必须着

眼于其作为特定区域的发展战略目标来前瞻性地确

立其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以此才能进一步结合地

方的发展环境来进行谋划与布局，明确实验内容与

工作重点。同时，还应紧密结合新的影响因素和地

区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进行定位。具体说来，可从

以下６个方面进行定位：一是在设计理念上，应强调
以人为本，立足长远，循序渐进，探索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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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制与新模式。二是在目标内容上，应做到经济、

社会、生态全面协调与齐头并进，以提高综合竞争优

势为目标，力争把实验区建设成为循环经济的创新

基地、资源和生态保护的示范基地、社会事业和谐发

展的模范基地。三是在基本思路上，应以长效机制

取代短期性调控政策。要逐步实现管理导向的调

整，从依靠拼资源、区位与政策转变为靠制度、体制、

机制等软环境来形成制度机制保障体系。四是在调

控手段上，注重多渠道、多种类手段措施的运用与实

施，以市场、经济、金融、法律、税收综合手段取代单

一的行政手段，增加竞争优势，提高运行效率。五是

在创建模式上，突出特色，发挥特长，彰显辐射效应。

避免实验区因追求短期目标盲目竞争而导致类型特

征与发展模式趋同，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扭曲和浪费。

六是在发展周期上，河南省应紧紧抓住国家实施新

一轮中西部大开发、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和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等重大历史机遇，着力解决实验区经济

社会发展特有的和阶段性的突出问题，创新机制，使

其起到实验、探索、创新、示范的作用。

２．制度建设上，完善机制，高效运营
实验区的持续发展与竞争潜力除了来自资源环

境和区位优势外，还取决于体制建设和机制创新。

因此，必须在制度设计和建设上加大力度，把实验区

的未来发展建设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为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

障，才能使其战略目标、发展思路、重点任务、示范效

应等方面得到实现和落实。

第一，建立政资分离、事权明晰、高效运行的管

理体制。当前，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迫切需要进

一步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模式。一是厘清

职能性质，区分管理内容。实验区管理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不同于政府行政管理。实验区管理机

构通常是兼具经营性和服务性的，其管理和服务也

是以商业性的开发建设、运行和服务为内容的，而政

府则是以政策、规划、审批、协调、监管等公益性事项

为职责的。因此，处理好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

盾则是创建好管理体制的钥匙。二是实现政资分

离，落实独立运管。对于实验区来说，无论设立何种

管理体制，其具体负责运行的管理机构都要执行政

府规划实现政府意图。因此，实验区运行应在政府

授权下，采取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自主经营和管理。

政府应通过建立制度规范来约束实验区的运行管理

机构，而不应直接干预其经营管理。采取“政府决

策、规划和监管，机构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专业分

工、协调配合的管理模式，对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运行效能，不失为比较妥善的策略。

第二，坚持以利益为导向、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

专业化运行机制。目前，河南省各类实验区的创建

仅注重形式上的单元合并，尤其是对于跨越行政区

域边界的实验区，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仅是在

各个行政单元内运作，成效并不是很好。此外，以往

仅靠类似于间接补贴的政策优惠式的运行机制，其

运行效能已不尽如人意，运作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结果是，因缺少社会化和市场化以及高效便捷的

专业化运管模式，常常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与浪费，增

多了管理层次，增加了管理成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解决好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提升的问题。因此，要

提升实验区的核心竞争力，须不断探索构建“以利

益为导向、社会和市场相结合为主体、政府引导为补

充”的新型实验区建设运管机制。

３．技术手段上，充分发挥科技在实验区建设中
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科

技进步与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只有充分

发挥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依

靠科技进步解决制约实验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

题，才能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因此，我们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科技资

源配置，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协

调性和稳定性，促进和提升实验区的竞争力与发展

动力。如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巩义市竹林镇，紧

紧围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引

进科技成果，用“高、精、尖”代替“粗、大、笨”，用技

术密集型代替劳动密集型，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

竹林庆州集团是主要从事耐火材料的研发、生产、砌

筑的企业，其生产的系列耐火材料，经过不断的技术

改造，使价格从最初的每吨几十元发展到每吨几万

元，年产量已达１０万吨，年产值近６亿元，产品不但
供给国内３０多家大中型钢铁厂，而且还出口美国、
俄罗斯、德国、乌克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

４．政策导向上，健全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支
撑服务体系

在积极理顺管理体制的同时，政府在实验区建

设上还应着力健全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支撑服务体

系。一是在规划决策上，应对所在区域未来的发展

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并以政府投入为主，优化公共

资源配置，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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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施、指导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最基本的功能；

二是在产业发展上，将产业政策重点向科技创新、资

源节约、生态环保和高产出、高附加值等高新技术优

势行业倾斜，提升实验区的产业层次；三是在运行保

障上，设立投资综合服务中心，在企业注册、基础建

设、项目审批、土地供应、劳动用工等方面为投资者

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同时，鼓励为入区投

资者提供金融、法律、会计、物流、人才等支撑服务的

中介服务机构和组织不断发展，促进实验区支撑服

务功能日趋完善。在这方面，省级国家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濮阳市华龙区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区不断加

大改革力度，从政府主导型管理向市场需求引导型

管理和服务转变，使整个社会的进步从政府行为推

动不断向经济杠杆推动转变，形成政府制定政策、提

供信息、加强宏观调控、强化服务、社会各业自主发

展的格局；利用科技手段，积极转变行政方式，提高

实验区行政管理和服务效率；紧紧围绕服务重点项

目建设，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坚持审批服务并联化，

积极实施联审联批，着力打造濮阳市行政审批快速

绿色通道；行政服务中心安排专职工作人员，代理代

办联审联批服务事宜，负责联审联批环节的衔接、联

络、协调、催办等服务，推动联审联批项目的快速办

理，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服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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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进行投票。委托投票制就是为

了调动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的积极性、改善公司治

理结构、制衡公司大股东而设计的。我国公司法第

１０７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
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

围内行使表决权。”英美一些国家还规定了信托投

票等表决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调动

了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的积极性，值得

我们借鉴。中小股东只有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

对自己的利益起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作用。为了使股

东大会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让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得到保障，这样才能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才能

使中小股东的利益不被大股东所侵害。

４．建立与完善公司高层经理激励机制
在国美股权之争中，存在这样一个疑问：黄光裕

在因为经济问题被警方调查入狱后，为什么他的手

下支持陈晓？原因之一就是在黄光裕任职期间并没

有实施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公司的发展，黄光裕

只注重了公司的扩张及自身的利益，却忽视了公司

管理层的利益。一般地，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措施

主要有股权激励和薪金激励。实施经理股票期权是

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它能将高管人员的利益与股东

利益有效地联系起来，使管理者注重公司的长期市

场价值。经理股票期权虽然还未被人们普遍认识，

但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入，经理股票期权必定会

对公司的长期激励机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有效治

理，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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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分析

王敏

（河南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摘　要］加快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和结合点。
通过构建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进行分析，可将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

业发展水平划分为４个层次，分别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层次的郑州和第二层次的洛阳应进一步
发挥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凝聚作用和引领带动作用；属于第三层次的城市较多，其中新乡应进一步提

升城市品位，南阳、安阳、开封应充分发挥历史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服务业，三门峡、平顶

山和第四层次的濮阳、鹤壁要依托原有产业，积极发展相关服务业，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第四层次

的商丘、漯河、周口、许昌、驻马店要进一步壮大城市经济实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９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为４４％，低于全国城
镇化率近１０个百分点。［１］作为中原经济区城镇体系
骨干的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总体上规模偏小，功能
结构单一，竞争力偏弱，影响制约着河南省的城镇化

进程。在服务业方面，２０１３年河南省服务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３２％，低于全国１４．１个百分点。鉴于此，
河南省“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加快服务业发展，

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和服务业从业
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同时，河南省也

提出不断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一极两圈三

层”的现代城镇体系，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实施中

心城市带动战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２］因此，

研究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于加快推进河

南省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服务业

发展步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相关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和探讨。如杨行昌［２］、孙鸣浦［３］通过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对河南省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分

析；董伶俐［４］、商勇［５］、王泉泉［６］从宏观上对河南

省服务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做了全面分析；邹

坦永［７］、刘文桂［８］从发展拐点和路径的角度，对河

南省服务业转型升级进行了研究；郑云［９］、杨讯

周［１０］从河南省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

型的角度，分析了中心城区服务业发展中遇到的

问题和解决对策。综合已有文献看，目前针对河

南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定性

分析方面，而定量分析研究较少。本文将层次分

析法引入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研究，

选取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益、潜力 ４
类指标，构建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评价指标体

系，并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再根据综合评价结

果，对其服务业水平进行分类，最后根据其所处的

层次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层次分析法在设计指标时从总体系统出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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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地分析影响总体性能的相关因素，按照下层指

标服从上层指标及综合最优原则，确定并建立总体

系统评价指标和递阶层次结构模型，通过测量和评

估整体中的各个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来综合判断给出

结果。具体步骤包括：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构造判断

矩阵，计算相对权重，计算综合权重且排序。层次分

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

分析方法，由于它在处理复杂决策问题上的实用性

和有效性，在军事、运输、农业、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根据产业经济学评价产业发展的指标，结合河

南省的实际，本文选取规模、结构、效益、潜力４个指
标。需要说明的是，为准确反映河南省中心城市服

务业发展水平，本文主要分析河南省１７个省辖市城
区（济源市因规模较小，除外）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所用的数据只包括市辖区，不包括市辖县。

１．服务业发展的规模指标
除了使用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就业人数这２

个传统指标来反映服务业发展规模外，我们又增加

了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城市ＧＤＰ和城市人口这３个
指标，分别反映城市服务业增长速度、城市的经济总

量和人口规模。

２．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指标
服务业发展的结构选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

务业就业比重、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３个指标
来反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服务业增加值／ＧＤＰ，
服务业就业比重＝服务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服
务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 ＝服务业增加值／第二产业
增加值。

３．服务业发展的效益指标
服务业发展的效益选用人均服务占有量、服务

业密度、服务业综合生产率３个指标来反映。人均
服务占有量＝服务业增加值／城市人口，人均服务占
有量高意味着服务业发展的绝对水平高；服务业密

度＝服务业增加值／城市面积，反映服务业在一定区
域空间内的分布状况，服务业密度越高，城市服务业

发展水平就越高；服务业综合生产率 ＝服务业增加
值／服务业就业人数，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服务业总
体生产率的高低。

４．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指标
服务业发展的潜力选用城市人均 ＧＤＰ、城市职

工平均工资、城市化率、地区人均 ＧＤＰ、地区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这５个指标来反映。人均 ＧＤＰ和城
市职工平均工资都反映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

平，这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率＝城市非农
人口／城市总人口，城市化率越高，越能为服务业发
展提供动力和基础；地区人均 ＧＤＰ、地区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间接带动

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５．指标权重值的确定
首先，根据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情况

和服务业发展阶段，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

行赋权；然后，结合各分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对指标

权重进行调整；最后，得出规模指标、结构指标、效益

指标和潜力指标权重值分别为０．３、０．２、０３、０．２。
由此，我们构建出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单位

规模

指标

／０．３

服务业增加值 ０．０７５ 亿元

服务业就业人数 ０．０７５ 万人

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０．０５０ ％
城市ＧＤＰ ０．０５０ ｋｍ２

城市人口 ０．０５０ 万人

结构

指标

／０．２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０．０７５ ％
服务业就业比重 ０．０７５ ％
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 ０．０５０ ％

效益

指标

／０．３

人均服务占有量 ０．１００ 万元／人
服务业密度 ０．１００ 亿元／ｋｍ２

服务业综合生产率 ０．１００ 万元／人

潜力

指标

／０．２

城市人均ＧＤＰ ０．０４０ 元

城市职工平均工资 ０．０４０ 元

城市化率 ０．０４０ ％
地区人均ＧＤＰ ０．０４０ 元

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０．０４０ 元

　　二、综合评价

依据《２０１３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年河
南统计年鉴》，我们可以得到河南省１７个中心城市
（未计济源市）２０１２年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数据。由
于本文选取的指标均为越大越好型指标，因此计算

公式如下：

ｒｉｊ＝
ｘｉｊ－ｘｉｍｉｎ
ｘｉｍｉｎ－ｘｉｍｉｎ

　　按照上述公式将河南省１７个中心城市２０１２年
服务业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按照表

１指标体系的权重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河南省中心
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见表２。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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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果分析

通过综合评价结果，我们可以将河南省１７个中
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划分为４个层次。

第一层次：郑州。在河南省１７个中心城市中，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优势明显，各项指标均排名第

一，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洛阳。作为省会城市，郑

州经济实力强，服务业规模大、层次高，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是其他城市不可比的。

第二层次：洛阳。洛阳作为河南省的副中心城

市，经济实力强，产业基础好，地位仅次于郑州。除

结构指标外，其他指标均位居第二，各项指标也比较

均衡；但在绝对值方面与郑州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

在结构指标方面还存在劣势。

第三层次：新乡、南阳、安阳、开封、三门峡、平顶

山、焦作、信阳。这一层次的８个城市，得分差距不
大，实力相当。排在前面的新乡、南阳、安阳、开封４
市，都是历史悠久、开发比较早的城市，城市功能较

为完善，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排在后 ４位的三门
峡、平顶山、焦作、信阳，除信阳外，都是新兴的工业

城市，也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城市自身和服务业的发

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而信阳区位优势明显，发

展服务业的自然条件优越。

第四层次：商丘、漯河、周口、许昌、驻马店、濮

阳、鹤壁。这７个城市中，前５位城市的得分非常

接近，与第三层次的城市差距不大。其中商丘、周

口、驻马店都是豫东豫南的人口大市和农业大市，

农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和服务业都需进一步扩

大规模、提高比例，以带动城市整体经济发展；同

时，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工业化加速发展，都为城

市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漯河和许昌

城市规模较小，但产业结构相对均衡，服务业发展

有一定基础，加之区位优势明显，城市服务业也具

备加速发展的条件。濮阳和鹤壁城市规模小，产

业结构单一，也面临资源枯竭的难题，城市服务业

的发展相对滞后。

　　四、对策和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为推动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

的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郑州、洛阳应进一步发挥中原经济区的核

心凝聚作用和引领带动作用，发挥在城市服务业方

面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郑州应在商贸、物流、房地

产、金融、会展、旅游等方面发挥优势，进一步优化服

务业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综合效益。同时，应发挥

科技、教育、文化等要素集聚的优势，改造提升传统

服务业，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的转型升

级。洛阳应进一步扩大服务业规模，改善服务业内

部结构，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壮大金融、会展、商贸等

服务业，实现城市服务业跨越式发展。

表２　河南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城市
规模指标

数值 位次

结构指标

数值 位次

效益指标

数值 位次

潜力指标

数值 位次

综合指标

数值 位次

郑州 ０．２９１ １ ０．１８２ １ ０．３１１ １ ０．２０４ １ ０．９５８ １
洛阳 ０．１２２ ２ ０．１１４ ４ ０．１８０ ２ ０．１３８ ２ ０．５４３ ２
新乡 ０．０９５ ４ ０．１０８ ７ ０．１２２ ３ ０．０８１ １０ ０．３６２ ３
南阳 ０．１０３ ３ ０．１０６ ９ ０．１０３ ６ ０．０６２ １２ ０．３５３ ４
安阳 ０．０７２ ９ ０．０６３ １２ ０．１２４ ４ ０．１０１ ６ ０．３４５ ５
开封 ０．０８６ ６ ０．１５５ ２ ０．０７１ １０ ０．０５１ １３ ０．３３８ ６
三门峡 ０．０２７ １７ ０．１０７ ８ ０．１０３ ５ ０．１１３ ５ ０．３３６ ７
平顶山 ０．０８０ ８ ０．０１９ １６ ０．０８２ ８ ０．１３５ ３ ０．３１２ ８
焦作 ０．０３４ １３ ０．０７４ １１ ０．０９４ ７ ０．１１６ ４ ０．２９０ ９
信阳 ０．０８３ ７ ０．１０９ ６ ０．０６９ １１ ０．０３７ １４ ０．２７３ １０
商丘 ０．０９２ ５ ０．１１３ ５ ０．０３８ １６ ０．０１１ １７ ０．２４８ １１
漯河 ０．０６６ １０ ０．０３７ １４ ０．０７５ ９ ０．０７３ １１ ０．２３７ １２
周口 ０．０３４ １４ ０．１４１ ３ ０．０４６ １５ ０．０２５ １５ ０．２３５ １３
许昌 ０．０３２ １５ ０．０６５ １３ ０．０５４ １４ ０．０９７ ９ ０．２３４ １４
驻马店 ０．０５８ １１ ０．０８７ １０ ０．０６３ １２ ０．０２２ １６ ０．２３１ １５
濮阳 ０．０５１ １２ ０．０２１ １５ ０．０３３ １７ ０．０９５ ８ ０．１９２ １６
鹤壁 ０．０３２ １６ ０．００６ １７ ０．０５６ １３ ０．０９８ ７ ０．１８１ １７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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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新乡城市基础较好，综合实力较强，仅次
于郑州、洛阳。应充分发挥这一综合性优势，进一步

壮大二、三产业，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品位

和层次。南阳、安阳、开封３市历史积淀、文化底蕴
深厚，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积极挖掘宝贵的历史文

化资源，并使其与现代城市发展相结合，打造各具特

色的城市服务业。

第三，三门峡、平顶山、焦作、濮阳、鹤壁５市作
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城市布局、产业结构、服务功

能上都存在先天不足。因此，这些城市在发展服务

业时，既要依托原有产业，积极发展相关服务业，又

要减少对原有产业的路径依赖，另辟蹊径，培育新的

产业增长点。焦作市可以积极发展旅游业，实现城

市服务业转型升级。三门峡位于豫、陕、晋交界处，

区位优势明显，可以积极发展物流、商贸等服务业。

平顶山、焦作应尽快实现与郑州的立体交通对接，承

接郑州辐射，改变区位劣势，实现城市服务业跨越发

展。濮阳、鹤壁应积极向安阳靠拢，打破交通瓶颈，

扭转城市服务业落后局面。

第四，信阳、商丘、漯河、周口、许昌、驻马店６市
中，许昌、漯河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应进一

步扩大城市人口和规模，实现集聚效应。信阳、商

丘、周口、驻马店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应加快工业化

进程，以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同时，

河南省政府可采取扶植倾斜政策，帮助这４个农业
城市壮大经济实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五，夯实城市产业基础，优化服务业产业结

构。各中心城市都应推进城市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推动产业集聚区与城镇建设互动发展。要坚持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用现代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以商贸、物流、金融、信息、旅

游、房地产、社区服务等产业为重点，积极发展现代

服务业；要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

会事业，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

第六，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生活。人均收入

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是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要

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

入，使河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尽快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为城市服务业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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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与１９世纪末中国
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

郭常英，岳鹏星

（河南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时务报》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创刊于上海，１８９８年８月８日，由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
告终。《时务报》存续２年，共出版６９册。它是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重要阵地，引领了时代变革的
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时务报》将政论文章安排在每册的前数页，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

地位。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以《时务报》为主要载体的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的特点是：

内容以政论为意旨，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杂以俚语、新名词、新

知识。时务文体上承王韬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开创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自时

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

［关键词］时务报；报纸政论；时务文体；新民体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９．２９；Ｈ０５２；Ｋ２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０

　　《时务报》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创刊于上海，是维新
人士“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１］。

该报作为旬刊，每月刊出３册，每册３万字左右。梁
启超在创刊号中所撰《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申

明了“去塞求通”的办报宗旨，主张所载内容在于

“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

“旁载政治、学艺要书”［２］。《时务报》于每册卷首，

刊发政论一二篇，大约三四千字，设置有《谕旨恭

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从第２册起，将《域外报译》细分为《西文报译》《东
文报译》《法文报译》等版块，约占每册篇幅的一半。

同时在其最后部分，经常附印国内外学规章程或新

译书籍。报馆经理为汪康年，担任时间最长的主笔

为梁启超，翻译者为张坤德、郭家骥、古城贞吉等。

该报于１８９８年８月８日以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
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２年，共出版６９册，其
基本内容和刊发体例大体上保持了前后一致。该报

发行后，各地士绅、督抚官僚竞相参阅，以致达到

“举国趋之，如饮狂泉”［３］的地步。《时务报》引领了

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针对１９世纪末中国社会舆论领袖《时务报》，
学界的研究，既有历史的耙梳，也有从新闻传播学或

文学的视域进行的考察。然而，以往的研究在探讨

《时务报》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关系方面尚显

薄弱。鉴于此，笔者拟以《时务报》为中心，透视１９
世纪末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趋势。

　　一、《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时务报》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

播学认为，传播媒介的具体内容是影响传播效果的

决定性因素。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报刊政论文

章，正是《时务报》得以赢得读者的核心内容。郑孝

胥曾高度评价《时务报》的诞生：“如挈白日，照耀赤

县，可谓杰哉。”［４］

１．《时务报》与报刊政论
清末的报刊政论，其文体由传统政论文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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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报刊政论文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

中，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申报》《字林沪报》

等，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当属《循

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王韬发明了报章文体，这

种文体不同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比较通

俗浅白。梁启超针对戊戌前夕的中国报界，曾发表

评论说：“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而其

体例无一足取……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

无丝毫影响。”［４］而《时务报》的诞生，顺应了甲午之

后先进士人号召救亡图存的热潮，开启了报刊政论

的新时代。它既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促进

了报刊文体的变革。

虽然《时务报》的译文内容所占篇幅较大，但刊

发的政论文章是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张元济曾指

出，“阅报者仍注意前数页，而后载西事均不甚留

意”［５］（Ｐ１６８２），而“前数页”正是政论文章所在的位置。

《时务报》所载的政论文章，重要的有梁启超的《变

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

及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

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等，共计 １３８
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梁启超的《变法通

议》和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及《论中国参用民权

之利益》。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从创刊号开始连载

３期，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汪康年的
《中国自强策》刊发在第４册上，是《时务报》公开宣
讲“议会”“民权”的起始。该文一出，立即引起了社

会反响，其中一位读者就说，“近阅《时务报》，知执

事总理其事，并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３篇，议论确
切，曷胜钦佩”［５］（Ｐ１）。汪康年的《论中国参用民权

之利益》一文，说理充分，意旨明确。当时，在湖北

任知县的陈延益曾致信汪康年，称“昨读第九册报，

尊论参用民权，极为透彻”［５］（Ｐ１９９７）。徐勤、欧榘甲等

人则分别撰文阐述“开学校、废科举”的思想，提出

要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时务报》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倡导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开学校”“变科

举”是当务之急；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宣传君主立

宪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政论文章使得《时务报》成

为维新变革的舆论领头羊。报刊政论文体影响的扩

大，与《时务报》这一舆论载体密不可分。

２．时务文体的兴起
《时务报》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使得报

刊文体出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时务报》掀起

的维新浪潮，使得大量进步士人争相创办报刊。在

这些办报人士中，维新派及其支持者占到绝大多

数。［６］几乎所有的维新报刊，都刊登有政论文章。

为了使报纸更好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易为阅读者

所接受，一种通俗、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便应运而

生。这种新式文体以“时务”为要义，倡导维新变

法、改革时务，鉴于此文体以《时务报》为代表而且

影响较大，因此被称为“时务文体”。

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兴起，首先在于时代的变

革。甲午战争之后，各界要求维新变革、振兴中华的

呼声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历经３０年的洋务运动
未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清政府的一些开明官员，

面对甲午之败，都在寻求救国的新途径。维新志士

纷纷走出书斋，投入社会，将自己对时局的认知公之

于众，供人们传阅和讨论，以便达成变革的共识。这

样的时代变革，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时势的认知

及思想表达方式的变化。

其次，时务文体的兴起与报纸媒介的舆论传播

功能密不可分。根据汤志钧［７］统计，清末发动、领

导和支持变法的重要人物只有５０多人，由此要掀起
全国变革的浪潮，力量显然有限。“但维新人士注

意到了报刊在宣传维新思想、介绍西学知识、启发民

智、开通风气等方面的特殊作用”［８］，而《时务报》正

好为维新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与舆论载体，

使得维新思想能够快速地传播，并掀起了维新的

巨浪。

再次，时务文体的兴起与西方新知识的不断传

入有关。维新变革需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需要

输入新鲜的血液来谋求自我的进步。西方先进的思

想、知识、技术等，都需要通过新的途径来传播。由

于传统文体的束缚与局限，无法满足报纸表达新思

想、传播新知识的需要，只有变革旧有的语言形式，

才能使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能够顺利传播开

来。而新思想、新知识的传入，反过来又加速了文体

变革的步伐，最终使得新的文体越来越被广大的民

众所认可和接受。

最后，时务文体的兴起源于维新志士的聪明才

智与不断努力。以梁启超为例，他追述自己前期在

《时务报》的工作时说，卷首的政论文章“归其撰

述”，外国的报纸译文“归其润色”，奏牍、告白“归其

编排”，甚至整册“归其复校”。［９］（Ｐ４６）由此可见，梁启

超独自一人就基本上将《时务报》的写作、组稿、审

稿、排版、校对等编辑工作承担下来，以至于最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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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的地步。［９］（Ｐ４７）经过这样的

坚持和努力，《时务报》的影响逐渐扩大，在海内外

设立一百多所代销处，一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

响最大的维新报刊。梁启超也由此名声鹊起，“士

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士，上自通都大邑，下

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１０］。可见，时务

文体的兴起与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时务文体的诞生和发展，也与阅读者的影

响和反馈有关。《时务报》上刊发的一系列要求变

革、倡导变法的文章，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追

求先进人士的心理期望，这是《时务报》畅销的关

键，也是时务文体能够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时

务报》对于受众的影响和反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

维新、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时务文体逐渐被大众

认可。

　　二、时务文体的特点及过渡性质

时务文体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承载新知识、

新思想，形式比较自由，显示出开放的气概和力量。

它打破了桐城古文和八股文的窠臼，最终顺应时势

过渡为新的文体，在中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１．时务文体的特点
“清中叶以还，士大夫竞趋训诂、考订之学，桐

城派古文，蔚为文章泰斗。”［１１］除此之外，八股文更

是士人潜心习修的文本样式。维新志士的政论文章

打破了这样的沉闷局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此时

期时务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一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

风靡一时，并开启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在于它所包含

的意旨直指现实的政治，敢于论政、无所畏惧，对于

时局和时人能够表达中肯的论断，并提出现实的对

策，特别是能够迎合时代的需要、紧扣时代的脉搏。

《时务报》的政论文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并为新知

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支撑。可以说，失去以

现实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政论文，便不会有时务

文体的发扬光大。

二是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时务

文体突破了文坛的种种定则，较少考虑写作方面的

精雕细琢。例如，在《时务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

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就摒弃了陈旧的文章

笔法，开篇即洋洋洒洒地论述他的“通塞”之论，堪

称时务文体的典范之作。“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

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

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

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

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已

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

年，坐此焉耳。”［２］文中骈散兼备、不拘一格，比喻、

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并用，既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

又不失文风自由的情势。论述的逻辑、条理也十分

清晰，给人以娓娓道来之感。《时务报》中诸如此类

的文章比比皆是。

三是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梁启超下笔犹如排山

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５］（Ｐ２９７１），影响甚广。

张元济曾感叹说：“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

其文 且 慕 之，且 赞 之。其 摄 力 何 若 是 之 大

耶？”［５］（Ｐ１６８２）这正归因于梁启超文章的文质兼美。吴

其昌在其所著的《梁启超传》一书中，更是称赞梁启

超“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

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

纸”［１２］。汪康年等人的政论文章均不如梁启超的文

章雅致。清末地图学家邹代钧对比了汪康年与梁启

超二人的文笔，曾对汪说：“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通

明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５］（Ｐ２８６３）

四是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能够

风靡一时，更在于其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吸纳和阐

释。维新人士正是通过《时务报》这一报纸媒介，将

国外的思想理论、科技知识及法规制度等介绍到中

国。因此，时务文体中新名词、新思想、新知识屡见

不鲜。清末出版家叶德辉曾说：“自梁启超、徐勤、

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
!

词、西

学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

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

诡辩。”［１３］

２．时务文体的过渡性
在时务文体诞生之前，王韬不仅是报刊政论文

的积极实践者，而且还从理论上探讨过政论文的写

作方法。他曾提出：“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

事述情，自抒胸臆……至其工拙，抑末也。”［１４］谭嗣

同曾发表《报章文体说》一文，也在思考并实践着新

的写作手法。可见，时务文体的诞生是先进人士努

力思考与实践的结晶。

梁启超是报纸文体变革的集大成者。戊戌变法

失败后，梁启超长期居住在日本，“复专以宣传为

业”［１５］。他先后在横滨等地创办《清议报》《新小

说》《新民丛报》等报刊，并发表了《少年中国说》

《过渡时代论》《论自由》等８０多篇传播新思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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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比如，梁

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自由》便强烈呼吁

自由的来临：“‘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

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

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

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

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

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

辈之口头禅矣。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

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

请论自由。”［１６］这样的文笔和文章风格，全然不见佶

屈聱牙的旧文言，半白话的趋向已很明显。在这期

间他的政论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多、影响也更加广泛，

以《新民丛报》为中心，形成了新的文体风格，即新

民体。黄遵宪对此由衷地说，“《清议报》胜《时务

报》远矣”，而“《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

矣”［１７］。由此可见梁启超文笔的发展变化及报纸文

体的进步态势。黄遵宪称赞新民体说，读之让人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还

评价说，“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

矣”。［１７］１９２０年，梁启超对新民体进行自我评价，提
到他的写作“务为平易畅达”，虽然“时杂以俚语、韵

语及外国语法”，但是由于纵笔信书、不受约束，再

加上“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时于读者，别有一

种魔力焉”。［１４］（Ｐ１４０）一种具有魔力的新民体自然是

经过不断实践和衍变的结果。

时务文体可以看作是新民体的早期形态。“时

务文体是传播对象从精英转向大众的一个标

志”［１８］。新民体则以更加通俗、畅达的自由文风，对

世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借

助媒体这一宣传工具，将报刊政论推向了高峰，使得

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变革向着更深远的层面推进。

　　三、结语

《时务报》作为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阵地，掀起

了我国１９世纪末期的启蒙思潮，使报刊传媒成为表
达社会思潮不可或缺的新平台，开创了报刊政论的

黄金时代，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形式。它的风行，于

晚清动乱的局势中辟出了一条新知识、新思想流动

的通道，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鼓舞民心、宣传变

法、领导舆论方面的贡献巨大。

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

务文体在维新志士特别是梁启超的努力下，以其词

驳今古、融汇中外、骈散兼采、条理明晰、明快畅达、

饱含感情为显著特点，表现出了我国近代报刊政论

文章勃兴的征兆。时务文体作为维新报刊的政论表

达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维新思潮的高涨。

时务文体上承王韬发明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

通俗、成熟的新民体，反映了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

的发展历程。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

文体变革的步伐就开始逐渐加快。同时，以时务文

体为代表的“文人论政”的形式，也为我们开展“文

人论政”对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提供了进一

步研究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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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崔铣；中原文化；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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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铣（１４７８—１５４１），字子钟，号后渠，又号洹
野，河南省安阳市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有“中州杰士”之美誉。崔铣的行为处世、品行操守

堪称中原士人的代表。从他的求学经历、交游、思

想、著述等方面可以看出，他受传统中原文化的熏陶

甚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积极实践者。

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

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河南士人，

研究他们的思想及其文化精神，从而丰富中原文化

内涵。崔铣在安阳影响很大。古城安阳素有“十八

巷”之称，小颜巷即是以崔铣的名字命名的、十八巷

中最负盛名的一条小巷。“颜”指的是孔子的得意

门生颜回，崔铣素有“小颜回”之称，其在当时的影

响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素有大儒之

称的河南文化名人，其文集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

安阳师范学院周国瑞出于对这位乡邦先贤的敬仰，

先后出版了《崔铣洹词选》《崔铣评传》，除此之外有

关崔铣的研究几付阙如。本文拟从求学、为官和为

学３方面对崔铣身上所体现的中原文化精神予以发

掘，以期抛砖引玉。

　　一、开放兼容，转益多师

崔铣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

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形成他转益多师、开

放兼容的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的

精神特质。

崔铣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崔升，字

廷进，进士出身，清廉刚正。母亲李氏，户部侍郎李

公和长女。崔铣５岁能占对，习礼仪。据何塘《崔
文敏公墓志铭》记载：“五岁，闲礼仪，口占成

对。”［１］（Ｐ３５７）崔铣１０岁即随父游历陕西、四川等地，广
泛接触当地的文人学士。崔升十分注重对崔铣的培

养，每到一处，都为他延请当地名师：“弘治改元，南郭

君以职方员外郎晋知延安，携先生往，甫十岁，始授

《论语》，一诵五叶。不数月，通《论》、《孟》、《学》、

《庸》，习《毛诗》，能文章。”［１］（Ｐ３５７）崔铣母亲李淑人也

对其严加管教。《显妣淑人李氏述》［２］（Ｐ４９２）记载：

（淑人）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铣五岁时，先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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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宁，表兄弟俱衣彩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归启二

敝笥示之，亡可制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

不肖十三时，在延安私以纸易瓜，先妣怒责二

十，曰：“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

其名！”

从上述材料可见，崔铣自身聪明早慧，父母又非

常重视对他的培养，尤其是在个人品质修养上严格

要求。１３岁时，崔铣私自拿了家里的纸换瓜吃，结
果被母亲“怒责二十”，并谆谆告诫：“此渐可通贿，

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崔铣母亲的言传身

教与严格管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打

下了良好基础。马理《崔文敏公传》载：“年十三，参

政公知延安府事，携之任。时延安多髦士，属官有名

士七八人。公取髦士与共日课所会文。每文成，誊

七卷，驰使七人者笔削之，仍合为一卷，使后渠通阅

之。久之，诸髦士及七子才美皆萃于后渠。以故，成

童时举业已过人。”［１］（Ｐ３５５）崔铣１３岁时，随其父赴任
陕西，与当地文人广泛交往，学业大进，已经精通制

艺时文。其后，崔铣又随父亲赴任四川，接触不少四

川名人。

崔铣自幼生长在安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在与

关中、四川等地的文人学士交往中，不断学习、借鉴

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广

通博取、不主一家的观念。他才华卓著，不但精通制

艺，而且擅长辞赋文艺。《洹词》清同治刻本有崔铣

少子崔汲为崔铣作的年谱，其中《辛亥十四岁》条

载：“师事甘泉教谕李公健，肆力举业，复善辞赋，喜

吟咏。名山寺观多留题焉。”［３］（Ｐ１０）崔铣在京师时与

当时宰辅、著名文人李东阳交善，李东阳赠答公卿的

诗词文学多令崔铣代作。《年谱·癸亥二十六岁》

载：“方石公凡赠答公卿诗文学，令公代作。”［３］（Ｐ１９）

可见，崔铣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文学才华。

不但如此，崔铣还广泛涉猎各家典籍，《年谱·

壬子十五岁》载：“从广安苏公森讲《易》，通《易》

学，延川教谕梁公浦善朱氏诗，复从之，益明

诗。”［３］（Ｐ１０）崔铣旁通博取，在通晓《易》学的同时，竟

然学会了占卜。《崔文敏公墓志铭》云：“年十五，讲

《太极图》，通《周易》。南郭君偶以事索卜者，先生

曰：‘儿能筮。’果奇中。”［１］（Ｐ３５８）

可以说，年幼的崔铣，当时思想仍未定型，涉猎

博杂，受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巴蜀文化的多重影响，

雄姿英发，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崔铣年轻时作文

往往立异标新，以至于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主考官

以其文太奇而将之黜落。崔铣２２岁北上会试，连考

３次才中。２２～２７岁这６年间，崔铣往来京师与安
阳，与当时聚于京师的文人相交，尤其是与理学家交

相论文，先后与三原秦伟、马理、高陵吕楠、榆次寇天

叙、林县马卿、同邑张士隆等交善。这些人都属于北

方文化圈文人，马卿、张士隆同为中州士人，他们有

相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出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崔

铣尽管通晓文艺，但对文艺一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

疏离态度。因为不满当时任宰辅的李东阳忽略朝政

而重视文艺的做法，遂写了《上西涯相国书》相劝。

《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元辅某忽略体要，攻治

文艺。先生上书，劝以及时悟主、救民、荐贤、理财、

强兵、无事琐末，恳恳千余言。”［１］（Ｐ３５８）

崔铣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域

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他开放兼容、中正直

行、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思想，其道德品质堪称

典范。

　　二、清廉刚正，为政以民

人从自然接受的意象，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

心理结构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中原文化与黄河流

域的地形气候在审美图式上具有一致性。曹锦

清［４］认为，黄河平时温驯，而汛期又暴烈，这不正是

黄河儿女，即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吗？唐太宗懂得

这个奥秘，故有贞观之治。崔铣作为一代君子之标、

为官清廉刚正的代表，中原文化中正道直行、刚正不

阿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正德二年（公元１５０７年），崔铣任翰林院编修，
参与修撰《孝宗实录》。当时，宦官刘瑾专权，许多

官员对他阿谀奉承，见之伏谒跪拜，独崔铣见刘瑾长

揖而已。“（铣）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

是忤瑾。”［５］这里的“同官”，即是与崔铣同为中州士

人的何瑭。何瑭《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阉瑾

窃政，囚戍元老，奴仆端揆。先生守正不屈。瑾怒，

谓冢宰张彩曰：‘翰林白面后生轻薄，如崔铣尤甚。’

彩曰：‘北方赖斯人倡古作。’时瑭为修撰，见瑾亦长

揖。瑾俱欲重置。瑭谓先生曰：‘吾两人不可易

节。’先生曰：‘铣安义命久矣！’”［１］（Ｐ３５８）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及

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崔铣一起参与编修

《孝宗实录》。崔铣与何瑭同为中州人，声气相投。

“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

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

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

曰：‘修撰何瑭。’”［５］在刘瑾专权期间，崔铣与何瑭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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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鼓励与支持，代表了中州士人独具的不畏强权、

正道直行的中原文化精神。

更能体现崔铣这种精神的是嘉靖朝著名的“大

礼议”事件。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嗣，临终遗命传位

给其堂弟朱厚趈，即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即位后坚

持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武宗皇帝生父孝宗为皇

伯父。嘉靖的这种做法与封建时代正统的帝系观念

相违背，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嘉靖三年（公元１５２４
年）７月１５日罢朝后，群臣二百多人聚于左顺门长
跪不起，要求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

王为皇叔。群臣自辰至午不散，嘉靖帝命司礼监收

系为首８人入狱。一时群臣感奋，撼门大哭，嘉靖大
怒，下令逮捕马理等 １３０多人下狱。到 １７日，近
２００人受到杖责，其中有１７人先后死于杖创。“左
顺门”事件最后以嘉靖为其生父兴献王加上“皇考

恭穆献皇帝”尊号为结束。群臣一时谈“礼”色变。

“左顺门”事件时，崔铣正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

上，并没有参加，本可置身事外。但“左顺门”事件

之后，崔铣却上了一封《甲申陈言急务疏》，弹劾因

“大礼议”而升官的张璁等人［２］（Ｐ４６９－４７０）：

然而进讲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夫之时什一，

对内人者什之九。……

夫人之愿有子孙者，气相传焉，而弗与形俱斩。

故绝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气之所由来，取同

宗者为之后，若夫帝统必以长。祖训：继绝必以弟。

必以长，一统序也；必以弟，杜忿争也。立此二义，则

陛下为弟而长，又继祖之宗绝。正当继祖以伦序，则

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谓之后；若与所后等

耳，犹弗后也。……伏望皇上无轻正统，无拂群情，

无恃威可作，无谓己可继。

崔铣的这道奏疏言词切直，对嘉靖皇帝提出了

严正的批评，并主动提出辞职。清乾隆刻本《洹词》

中蒋希宗在《崔文敏公后渠先生洹词序》中说：“‘甲

申一疏’，可与日月争光也。”

崔铣知道这封奏章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他发了

奏疏之后给在安阳的长子崔滂写了一封信：“我为

国家上章，必取重祸。倘致仕为民，谪职乃罢；若就

逮时，尔贷银数十两来京盘费。我平生未曾受苦，逮

必入狱受刑，此必死也，尔收吾骨还乡。任中止银十

两。信到即行，切毋缓忽。”［３］（Ｐ３８）从崔铣在上疏后

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上看，他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的心态，并且做好了以死谏诤的准备。

明清河南文人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相似的特

点，即为官时刚正不阿、治政清廉，具有儒家的兼济

精神，一旦被奸人弹劾或陷害，则能正道直行，不与

权贵同流合污，在事情无可挽回之时，又能保持节

义，退隐归乡，关心地方建设和著述。崔铣便是河南

文人这种价值观的忠实实践者。他在给嘉靖皇帝上

的《甲申陈言急务疏》说：“臣窃惟祭酒为世儒宗，非

臣陋劣可以滥冒，况系两京四品堂上官。灾异之来，

亦合自陈求退。伏望皇上将臣罢免，别选贤良代

任。”［１］（Ｐ１８２）虽然崔铣并未参与“左顺门”事件，但在

得知情况后他毅然站在护礼派一边，并以主动提出

辞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此姑且不论护

礼派所护之“礼”是否值得以死相争，但在护礼派看

来，他们坚持的是正义、是真理，其执着无畏的精神

让人动容。崔铣见嘉靖并无改过之心，就再次提出

辞职。嘉靖无奈之下批准了他的辞呈。于是，崔铣

罢职返乡，潜心于研读治学。

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刚正直行，无论是被排挤

赋闲在家还是为官一方，皆能持重直行，关心时务，

勤于哲理、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著述。

崔铣的同乡好友除何瑭外，还有前七子中的河

南文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与崔铣

多有相似之处，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正是

中原文人的共同特征。崔铣的行为处事之道已经成

为中原文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

流经中原腹地的黄河给予中原人的心理图式是

阔大、厚重、坚实、深沉，中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大

义凛然、舍身护法、鞠躬为民的精神。一旦不为当权

者所用，河南文人普遍转而以著述来寻求自身价值。

　　三、躬行实践，文章千古

明清之际，士大夫出于对社会责任及自身使命

的认识，转而关注实际的功用之学。重视事功的实

学传统使中原士人有着积极的从政为民意识，著述

上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

务实的价值追求。崔铣的学术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中

原文化包容开放、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他是

中原哲学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注重事功、躬行实践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文人

的文学立场和创作。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是他一

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见

的只有《洹词》及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一些诗歌。

《洹词》中的几篇赠序表明了崔铣的诗论主张。他

“并不一味盲从，迷信阿附，而是敢于对程朱理学中

的一些论点进行批判，对他们的一些言论加以重新

审查”［６］。其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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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崔铣的诗论主张典型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

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特征。

崔铣的诗歌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诗歌体

现了中原文化的核心精神。崔铣４９岁时曾作诗：
九日龙山胜，诸君并马游。休嘲风落帽，且插菊

盈头。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坐乘新月上，占尽

碧林秋。

———《九日登山诗四首并序》

城上高楼接太清，登楼有客感平生。十年湖海

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苑鸟欲随烟树落，边笳遥

散晚风轻。庾生王粲俱多兴，词赋江关空有名。

———《登郡西城楼》

“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表现了中州士人

豪放不羁、正道直行的性格。“十年湖海悲秋思，万

里云霄捧日情”，雄浑、博大，雅正。崔铣在另一首

诗《卜居》中写道：“新开数亩枕洹流，拟卜幽居事静

修。三径菊松方可圃，一川风月小宜楼。茫茫宇宙

人空老，冉冉光阴岁复秋。千古斯文天未丧，著书端

不为穷愁。”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甘于田园生活、在著

述中寻求千古的心志。

从明前七子到李濂、高叔嗣、吕坤、刘绘、刘黄

裳、杨本仁、张卤、李鬯和、张民表、吕维祺、史可法、

张镜心、彭尧谕、侯恪等，再到明清之际的周亮工、侯

方域及康熙时期的宋荦、汤彬等，河南文学走过了一

个以复古为革新，在文学创作中维护传统中原文化

的历程。崔铣的诗歌正是河南文学这种特征的

体现。

　　四、结语

作为一代大儒，崔铣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原士人

兼容并包、刚正直行的文化精神。他对这些优秀中

原文化传统的坚持，及在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

探索、创新和贡献，对建设和谐社会、中原文化具有

借鉴意义。对崔铣文集的整理及其学术思想、文学

思想的系统研究将是学术界有待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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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之孟皇后生平及政治角色考述
杨庆杰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昭慈圣献孟皇后为宋哲宗第一任皇后。这位皇后一生３次被立、２次被废、２次垂帘听
政，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后。孟皇后出身于小官门户，不易恃宠而骄；本人端庄、娴

熟、识大体，符合当时择后的标准，因此，册封孟皇后的仪式相当隆重。孟皇后第１次被废，是在章
与刘婕妤相互勾结下形成的悲剧，是外朝与内朝夹击下形成的冤案，充当了政治牺牡品。宋徽宗

即位后，恢复了孟皇后的后位。孟皇后第２次被废，是以韩忠彦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与蔡京一党争斗
的结果。建炎元年宋高宗立孟皇后为隆太后，此尊号再未被废。孟皇后第１次垂帘听政是在张
邦昌伪政权时期，她能主持大局，迎立康王赵构继位，显示了她的机警理智；第２次垂帘听政是在苗
刘之变中，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内外结合，平定叛乱，体现了其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

孟皇后的两次垂帘听政减少了北宋到南宋过渡时的政局动荡，稳定了南宋初期的政治局面，在稳定

民心、安抚官员、任用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是南宋政权的开

创者之一。关于孟皇后的生卒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

孟皇后生于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卒于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享年５９岁。宋高宗认为孟皇
后对南宋有功，孟皇后去世后，初谥为昭慈献烈，绍兴三年（公元１１３３年）擢升为昭慈圣献。一个
“圣”字，见其至尊。

［关键词］昭慈圣献孟皇后；南宋政权；垂帘听政

［中图分类号］Ｘ９２８．７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２

　　昭慈圣献孟皇后为宋哲宗第一任皇后，元七
年（公元１０９２年）立。绍圣三年（公元１０９６年），被
废入道，居于瑶华宫。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正
月，宋哲宗崩，宋徽宗即位，同年５月复后号，称元
皇后。崇宁元年（公元１１０２年）再度被废，仍居于
瑶华宫，长达２０余年。靖康二年（公元１１２７年）３
月，张邦昌建立“大楚”伪政权改称其为宋太后，后

改为元皇后，并垂帘听政。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
年）５月，宋高宗继位，称隆太后。建炎三年（公元
１１２９年）苗刘之变，隆太后临危不乱，再度垂帘听
政，平乱后的当天还政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

１１３１年）４月，崩于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行宫，享
年５９岁。

宋哲宗之孟皇后一生３次被立、２次被废、２次

垂帘听政，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后。

靖康二年（公元 １１２７年），金人入主中原，宋都南
迁，史称“南宋”。南宋之初，时局艰困，孟皇后扮演

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为南宋初期的稳定作出了一定

的贡献。两宋之际，政局动荡，这位在宋室皇族中未

被北掳的幸存者，经历了 ２次废立、居于瑶华宫近
３０年的孟皇后，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角色对于
她本人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她是身不由己、

任人摆布还是委曲求全、等待时运、掌握机遇？她是

政治牺牲品还是政权缔造者？在此，本文将对这些

问题做一探析。

学术界对宋代后妃的研究已很多，其中对于宋

哲宗之孟皇后的研究也有所涉及。这些研究成果主

要分为２个方面：一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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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健生［１］考证了钦圣是宋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而

非宋钦宗；曹照林［２］论述了孟皇后请太常少卿汪藻

写迎立康王赵构的诏书，并对此诏书进行了注释。

这２篇文章虽然都提到了孟皇后，但重点不在她本
人。二是从学术角度进行论述的，如黄艳［３］论述了

孟皇后２次被废立的原因及与当时政治时局的关
系；靳华［４］论述了张邦昌伪政权、苗刘之变时，孟皇

后垂帘听政与当时的民族矛盾；吴羽［５］主要以宋代

的瑶华宫、洞真宫为中心，论述了宋代皇室女性犯罪

入道的问题；毕宝魁［６］主要写了宋代的３个传奇女
性———李师师、孟皇后、梁红玉。总的来说，这些研

究成果都只是研究了孟皇后的一个侧面，并没有系

统地论述孟皇后的一生。本文将联系孟皇后一生中

经历的重大事件，对其作全面论述，以期对学界进一

步开展孟皇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孟皇后家世及册后始末

１．孟皇后出身
宋代后妃出身复杂，有的家世寒微，如宋仁宗的

宠妃张贵妃，即温成皇后，“妃幼无依，钱氏遂纳于

章惠皇后宫寝”［７］（Ｐ８６２２）；有的出身于衰旧之门，如宋

神宗的向皇后，是“故宰相敏中曾孙也”［７］（Ｐ８６３０），到

宋真宗晚年，家门已衰替；有的出身于小官门户，如

宋哲宗之孟皇后。

元七年（公元１１９２年）高太皇太后在为宋哲
宗纳后时，曾仔细询问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孟氏的

家庭状况，韩忠彦答道：“孟在善人小官，门户静，别

无事。”［８］（Ｐ１１２６６）《宋史·孟后传》记载孟皇后祖父孟

元的官职是“眉州防御使、马军都御侯、赠太

尉”［７］（Ｐ８６３２）。孟皇后的祖父虽曾经担任过眉州防御

使，但只是从五品官职，其父亲也只是阁门祗侯，孟

皇后出身于低级官僚家庭。

２．孟皇后被册封始末
高太皇太后在为宋哲宗选后时相当严谨。她不

止一次地和大臣吕大防、王岩叟、苏辙、韩忠彦等讨

论纳后的事情，并且挑选了一百余官宦之女入宫，经

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训，于元七年（公元 １１９２
年）２月，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
孟家女最可。”［８］（Ｐ１１２６５）元七年（公元 １１９２年）４
月，太皇太后又宣谕：“孟家女入内能执妇礼，可降

制立为皇后。”［８］（Ｐ１１２６６）在太皇太后和大臣们看来，

孟家女“门户静”“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

相”［８］（Ｐ１１２６６）是符合皇后标准的。因此，孟家女被选

为皇后。

宋哲宗册后仪式相当隆重［８］（Ｐ１１２６８）：

甲子，诏：“皇后六礼：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吕大防摄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摄司

徒，副之。尚书左丞苏颂摄太尉，充发册使；签书枢

密院事王岩叟摄司徒，副之。尚书右丞苏辙摄太尉，

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摄大宗正卿，副

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摄太尉，充纳

成使；翰林学士范百禄摄宗正卿，副之。吏部尚书王

存摄太尉，充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摄宗正卿，

副之。翰林学士梁焘摄太尉，充纳采、问名使；御史

中丞郑雍摄宗正卿，副之。”

参与孟皇后的受册仪式的都是当朝名臣，如吕

大防、韩忠彦为正副奉迎使；苏颂、王岩叟为正副发

册使；苏辙、宗景为正副告期使；宗晟、范百禄为正副

纳成使；王存、刘奉世为正副纳吉使；梁焘、郑雍为正

副采纳、问名使。在宋代后妃中，册封皇后用六礼

的，宋哲宗孟皇后是其中之一。可见，太皇太后对宋

哲宗纳后十分重视。

太皇太后高度重视册后仪式，其他部门官员更

是如此。翰林学士梁焘曾这样评价宋哲宗纳后典

礼：“诚一代盛事。”［８］（Ｐ１１２６７）太常寺宣布在皇后纳采

前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祭告天地，“将来皇后纳采

前择日告天地，册礼前一日告宗庙”［８］（Ｐ１１２６９）。礼部

宣布在纳皇后时，文武百官朝贺庆祝的相关规定，

“所有册礼依景德元年故事，拜表称贺”［８］（Ｐ１１２７０）。

另外，宋哲宗也十分重视此次册后仪式。此时宋哲

宗１７岁，不管他喜欢孟氏与否，都得听从祖母的安
排。有云：“上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

后。”［８］（Ｐ１１２８５）也就是说，宋哲宗亲自到文德殿发册，

并且派使臣奉迎皇后。此时孟皇后２０岁。
纳后仪式如此隆重，这在宋代后妃中是很少见

的，其原因主要有２个方面。一是与高太皇太后本
人有关。高太后在与韩忠彦谈论迎娶哪家之女时，

曾说不想选富贵外戚家之女，认为这些高级官僚家

的女儿娇惯，不易教化，“政恐其骄，骄即难

教”［８］（Ｐ１１２６６）。韩忠彦说：“如孟在等人家自应不骄，

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８］（Ｐ１１２６６）韩

忠彦认为像孟在这样的小官人家应当不会娇惯，也

容易调教，从小没有生活在富贵人家，必定会小心谨

慎，毕恭毕敬。太皇太后听了韩忠彦的话非常高兴，

这表明太皇太后对这样的出身极其满意。高太后曾

对宋哲宗言：“选得贤后，有内助之功，此非细

事。”［８］（Ｐ１１２７６）在高太后看来，为皇帝选择一个贤内

助，并非一件小事，必须慎重。二是孟皇后本人。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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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孟后传》言：“宣仁及钦圣向太后皆爱之，教

以女仪。”［７］（Ｐ８６３２）孟皇后天资端靖、婉顺，且不娇惯，

因此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欢心。

正是由于孟皇后本人出身于小官门户，不易恃

宠而骄，又端庄、娴熟、识大体，深得两宫太后的喜

爱，因此，册后仪式才显得如此隆重。

　　二、孟皇后被废立始末

１．孟皇后第一次被废始末
孟皇后于元七年（公元１０９２年）５月被册立

为皇后，然而在高太后死后３年，即绍圣三年（公元
１０９６年）９月被废入道，居于瑶华宫。“废皇后孟氏
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名?真”［７］（Ｐ３４５），此时

孟皇后年仅２４岁。
（１）孟皇后被废原因
孟皇后被废原由有３个方面。一是孟皇后是

宋哲宗亲政的牺牲品。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

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因此其内心深处不愿接

受其祖母为他安排的婚事。此时废后，无疑是宋

哲宗亲政的热身。二是孟皇后在后宫争宠中落

败。当时昭怀刘皇后是刘婕妤，“有盛宠，能顺意

奉两宫”［７］（Ｐ８６３８）。虽然刘婕妤深得皇上的喜爱也

顺应两宫太后的意愿，但称不上贤，她与皇后孟氏

有嫌 隙，“后 不 循 列 妾 礼，且 阴 造 奇 语 以 售

谤”［７］（Ｐ８６３８）。刘婕妤为了取得正宫之位，暗地里与

内侍郝随在宫中搞巫术以栽赃、陷害孟皇后。自

古以来，古代帝王都痛恨“巫蛊之术”，宋哲宗恼羞

成怒，命皇城司审问、侍御史董敦逸记录，结果“

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７］（Ｐ８６３３）。董敦逸

怀疑有屈打成招的成分，内侍郝随威胁之，此事便

作罢。于是，下诏废后。三是党争。绍圣三年（公

元１０９６年），以旧党为代表的最高领导者高太后已
去世３年，此时旧党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更无发言
之权。宋哲宗亲政，重新任用新党人士，而章是最

佳人选。章曾经诬陷高太后有废宋哲宗的想法，

“诬宣仁后有废立计”［７］（Ｐ８６３４）。因此，章与高太

后在政见上是势不两立的，属于政敌，而孟皇后是高

太后所立，此时失去了靠山，章便趁虚而入，“迎

合郝随，劝哲宗起掖庭秘狱……又结刘友端相表

里，请建刘贤妃于中宫”［７］（Ｐ１３７１２）。章迎合郝随，

勾结刘友端，与刘婕妤一伙狼狈为奸，最终导致孟皇

后被废。

总之，孟皇后被废，是章与刘婕妤相互勾结而

形成的悲剧，是外朝与内廷夹击下形成的冤案。在

这场悲剧或冤案中，孟皇后充当了政治牺牲品，成了

争权夺利者的工具，这是她自己无法左右的。

（２）孟皇后被废有人鸣冤
侍御史董敦逸怀疑孟氏废居瑶华宫是被人诬陷

的，并且描述了当时下诏废后天气阴霾、人民哭泣的

情形，希望皇帝能够再次细细审问，言：“瑶华之废，

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

不 欲 废 后 也；人 为 之 流 涕，是 人 不 欲 废 后

也。”［７］（Ｐ１１１７７）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谏议大夫杨
时，在给宋钦宗上奏折谈论高太后被诬谤未明，孟皇

后未复号位时，曾说“元皇后废处瑶华，皆缘内侍

郝随造成，此祸中外冤之，以为非辜，无所赴塑”［９］。

董敦逸、杨时为孟皇后鸣冤，并未扭转时局。就连作

为当事人的宋哲宗，在冷静下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

也只能发出“章坏我名节”［１０］的无限感慨，这句

感慨颇显宋哲宗的悔悟之意，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孟

皇后被废是冤枉的。

２．孟皇后第二次被立、被废始末
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春，宋哲宗英年早逝，

其弟端王继承皇位，即宋徽宗。元符三年（公元

１１００年）５月下诏恢复孟氏的皇后身份，为了与元
符皇后（宋哲宗刘皇后，陷害孟皇后之人，孟皇后被

废，刘氏取而代之，宋徽宗即位，尊刘氏为元符皇

后）区分开，称孟氏为“元皇后”，“诏复废后孟氏

为元皇后”［７］（Ｐ３５９），此时孟后２８岁。
（１）孟皇后再度被立、被废
孟氏再度被立是有原因的。宋哲宗对废后一事

有悔悟之意，“诏瑶华废后，累经大霈，其议复位

号”［１０］。此诏有复立孟氏之意，只是后来被左正言

陈馞等人拦截，未实现。宋徽宗即位后，“皇太后权

同处分军国事”［７］（Ｐ３５８），此时，皇太后为宋神宗钦圣

宪肃向太后。向太后垂帘听政，欲复后位，恰巧有一

布衣也上书请求复后位。因此，复立孟氏是人心所

向。“瑶华废后用犊车还宫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

去道衣。”［１０］宋徽宗把孟氏从瑶华宫接入禁中，恢复

后位。

孟氏复位，“中外闻者欢呼”［１０］，“自瑶华召还

禁中，复其位号，天下无不称庆”［９］（Ｐ２５９）。然孟氏复

位在朝野上下也是有争议的［１１］：

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与元后，叔嫂也，叔

无复嫂之礼。”伊川先生谓邵伯温曰：“元后之贤

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理。”伯温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

行夫妇之礼焉。太后，于哲庙，母也；于元后，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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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

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当时有人认为，宋徽宗为孟氏复位是没有理由

的，这不符合传统的叔嫂礼法，是逾越礼法规矩的。

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起初也这样认为，最后被邵

伯温说服。然仍有一些人蠢蠢欲动，最终，宋徽宗于

崇宁元年（公元１１０２年）９月下诏“依绍圣诏旨，复
居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７］（Ｐ８６３４）。

这次孟皇后被废，不仅她一人遭殃，也牵连到了朝中

一些曾经赞成她复位的官员。宋徽宗治议论恢复孟

氏位号、谋划废元符皇后官员之罪，“降韩忠彦、曾

布官，追贬李清臣为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为祁州团练

副使，窜曾肇以下十七人”［７］（Ｐ３６５）。可见，废后不仅

仅是废孟氏一人，而且与她有关的１７位官员都受到
了惩治。因而，孟氏再度被废不仅是简单的后宫争

斗，而且也是一场官僚群体、政治派别的争斗。争斗

的结果是，以韩忠彦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不敌蔡京一

党。此时孟皇后３０岁。
孟皇后仅享受了２年４个月的皇后待遇，再度

被废置瑶华宫入道，这次入道长达２６年。在宋朝皇
室后妃中，后妃犯罪入道者居多，最有影响力的莫过

于宋仁宗之郭皇后和宋哲宗之孟皇后。这两位皇后

有相似之处：一是她们都是听政太后为皇帝选的，严

格意义上说，不是出自皇帝本意。这为废后埋下了

伏笔。二是两位皇后被废后，都入道，居于瑶华宫。

三是两位皇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冤枉的。四是两

位皇后被废后，皇帝都有悔悟、欲复之意。

孟皇后在瑶华宫近３０年，关于她的生活，史料
中记载很少。仅《鸡肋编》中曾提到一个卖环饼的

“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

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１２］。卖饼者只是在瑶

华宫门口叫卖，就被开封府逮捕，挨板子。可见，孟

皇后在瑶华宫里生活得并不好，人身自由也受到极

大限制，没有皇帝的允许，不能与外界接触。

（２）孟皇后再度被废原因
这次被废原因与上次不同，没有争宠一说，更多

的是政治权力的纷争。孟皇后又被卷入了政治党

争，这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她无法左右的。与上次

相同的是，从中作梗的仍有内侍郝随和元符皇后。

元符皇后就是当年的刘婕妤，她看到孟氏重新复位，

终日惶恐不安，便与郝随再次密谋废后。“郝随讽

蔡京再废后”［７］（Ｐ８６３４），这次是郝随与蔡京合谋。昌

州判官冯遚“首上书乞废元皇后”［１３］。侍御史钱

?与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连章上书批评韩忠彦等

人相信一布衣何大正的话，钱?言：“夫在先朝则曰

后，今日则谓之元皇后，于名为不正；先朝废而陛

下复，于事为不顺。……宜蚤正厥事，断以大义，无

牵于流俗非正之论，以累圣朝。”［７］（Ｐ１１２０１）钱?认为

哲宗朝已被废的皇后不能再立，名不正言不顺，希望

宋徽宗再度废后，不然一些关于皇室的流言蜚语将

源源不断，连累圣朝。尚书右仆射蔡京、门下侍郎

将、中书侍郎尚书左丞赵挺之、右丞张商英言：“请

如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７］（Ｐ１１２０１）因此，以御史钱

?、石豫、左肤及辅臣蔡京、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

英等都希望罢元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宋徽宗

听了众臣的意见之后，再度废后。这次废后与上次

不同的是法号多加了几个字。

孟后从２０～３０岁这１０年中经历了２次被立、２
次被废、２次入道居于瑶华宫，这是她无法左右的，
她无形中充当了政治牺牲品。

３．孟皇后第３次被立始末
至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孟皇后在瑶华宫

已居住２６年。靖康年间，可谓多事之秋，就连孟氏
居住的瑶华宫也不得安宁。这年年初，瑶华宫失火，

孟氏移居到延宁宫，不久，延宁宫又遭火灾，孟皇后

侥幸逃出后，居住在相国寺前一民宅里。金人围汴，

宋钦宗与近臣商议再次复后位，有意尊她为元太

后，但“诏未下而京城陷”［７］（Ｐ８６３４）。她也因祸得福，

没有成为金人掳走的对象。

靖康二年（公元１１２７年）４月，金人掳走皇帝、
皇后及皇太子北行，“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

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７］（Ｐ４３６）。当时六

宫有位号者也都被金人掳走，唯有孟皇后已被废，且

又居住在民宅里，所以幸免于难，因祸得福。史载：

“时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后以废独存。”［７］（Ｐ８６３４）

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年）５月，宋高宗尊元皇
后为元太后。不久，尚书省认为“元”字犯孟皇后

祖父的名字，请求以所居宫名“隆宫”为后号，并

下诏书让学士院拟定，便改称隆太后。这是孟皇

后第三次被立，宋高宗尊称她为隆太后。

　　三、孟皇后两度垂帘听政

宋代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共有９位，时间最长者
为宋真宗刘皇后，长达１１年１个月，时间最短者为
宋高宗吴皇后，仅１天。垂帘听政多因皇帝年幼或
患病，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大多具有

象征意义。但是，孟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原因并非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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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楚”伪政权时孟皇后垂帘听政
金人犯京师，并于靖康二年（公元 １１２７年）３

月，立张邦昌为帝，僭号“大楚”。起初，“金人奉册

宝至，邦昌但东面拱立”［７］（Ｐ１３７９１）。不久，金军退兵

回师，张邦昌降手书大赦天下。吕好问对张邦昌说，

朝臣内外都知道你称帝，建大楚，是被金人所逼，你

那样做也是迫于无奈，现在金人已经退兵，还可以恢

复到赵宋王朝的局面，又恰巧康王在外已久，立康王

是“众所归心，曷不推戴之？”［７］（Ｐ１３７９２）听了吕好问的

建议，张邦昌有所动摇。吕好问又接着说，现在最好

的办法就是迎立元皇后，如果请康王早日继承皇

位，也许你能获保周全。史载：“为今计者，当迎元

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７］（Ｐ１３７９２）监察

御史马伸也主张迎立康王，此时张邦昌已骑虎难下，

为保全自己，权衡利弊，他听从了吕好问的建议。同

年４月，张邦昌尊元皇后为宋太后，入住延福宫。
张邦昌自述，建大楚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并无不臣

之心。不久，张邦昌遣吏部尚书谢克家献大宋受命

之宝———玉玺于康王，又降下手书请元皇后垂帘

听政，以等待康王即位。诏书既下，中外大悦，这表

明是人心所向。“太后始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

政”［７］（Ｐ１３７９２）。此时孟皇后已经５４岁，在经历２次立
废风波、２次火中逃生、近３０年道观生活后，再次被
卷入动荡政局中。

靖康二年（公元 １１２７年）４月，孟皇后垂帘听
政，她听说康王赵构在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就

派遣尚书左右丞冯遚、李向及哥哥的儿子孟忠厚持

诏书迎立康王，命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率领部从护卫，

又命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在路上迎接。“隆太后遣

孟忠厚以‘大宋之宝’奉迎高宗。”［１４］孟皇后随即颁

布诏书，诏告天下，立康王为帝。史载：“寻降手书，

播告天下。”［７］（Ｐ８６３５）康王到达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

商丘市）后，孟皇后派遣宗室及内侍奉圭宝、乘舆、

服御迎，５月庚寅朔，康王称帝于南京应天府（今河
南省商丘市），建立南宋，并改元建炎，即宋高宗。

孟皇后在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当天撤帘，还政于

宋高宗，“元皇后在东京，是日撤帘”［７］（Ｐ４４３）。张

邦昌伪政权共执政３３天，孟皇后垂帘不到１个月，
颇具戏剧化。宋高宗即位当天，孟皇后就撤帘，表明

孟皇后不贪权、不揽权，能以赵氏王朝大局为重，深

明大义。

孟皇后久居瑶华宫近３０年，不谙世事，张邦昌
为什么要迎立孟皇后，让她垂帘听政？一是为局势

所迫，张邦昌不得不如此做。孟皇后是唯一一个宋

室皇族中未被金人掳走的幸存者，在某种程度上是

宋朝最高领导层的代表者。二是为了稳定民心，安

抚朝野上下。三是张邦昌为求自保，给自己留条

后路。

金人得知康王即位，并还有一位漏网之鱼的废

后被尊为隆太后之后，再次南下进攻宋朝。宋高

宗采取逃跑的政策，晋升为隆太后的孟皇后依然

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跟随宋高宗过上了逃亡的生

活。在逃亡过程中，孟皇后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逼宫事件———苗刘之变，再次被迫垂帘听政。

２．“苗刘之变”时孟皇后再度垂帘听政
建炎二年（公元１１２８年）１２月，宋高宗命令孟

忠厚护卫隆太后到达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并

命令扈从统制苗傅率领８０００人驻扎于奉国寺。建
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３月，苗傅与刘正彦、王世修、
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密谋作乱，请太后听政，又请

立太子，史称“苗刘之变”。宋高宗被迫退位，由皇

子赵
"

继承皇位，隆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因

此又称“明受之变”。

（１）孟皇后以大局为重被迫垂帘听政
“苗刘之变”爆发后，宋高宗迫于压力，惩治康

履等人，又封苗傅为承选使、御营都统制，封刘正彦

为观察使、御营副都统制，但苗、刘仍不退兵。苗傅

请求隆太后同听政，并且派遣使者与金人议和，万

般无奈之下，宋高宗同意，随即下诏请太后垂帘，但

“贼闻诏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７］（Ｐ１３８０４），并请

隆太后垂帘。宋高宗与大臣再三商议，只好同意

苗、刘的建议。作为当事人的孟皇后再次垂帘又有

怎样的想法呢？下面是隆太后与苗、刘的对话与

结果［７］（Ｐ１３８０５）：

太后御肩舆出立楼前，二贼拜曰：“今日百姓无

辜，肝脑涂地，望太后主张。”

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贯起边衅，所以致金人之祸。今皇帝圣孝，无失德，

止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误，已加窜逐，统制独不

知邪？”

傅曰：“臣等定议，必欲立皇子。”

后曰：“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

儿，何以令天下？”

正彦等号泣固请，因呼其众曰：“太后既不允，

吾当受戮。”遂作解衣状，后谕止之。

傅曰：“事久不决，恐三军生变。”

（三月乙未）是日，帝幸显忠寺。甲申，太后垂

帘，降赦，号帝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忠寺为睿圣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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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内侍十五人，余悉编置。

（２）孟皇后平定叛乱
平定“苗刘之变”的功臣有韩世忠、张浚、刘光

世、朱胜非等人，而起关键作用的是隆太后。隆

太后一方面曲加奉迎苗傅，以消除其防备之心；一方

面暗中调动兵马，选贤任能，平定叛乱。这一事件显

示出了孟皇后巧于应变及足智多谋的政治才能。

太后以大局为重，被迫垂帘听政。太后“每见

傅等，曲加慰抚”［７］（Ｐ８６３５），而“傅等皆喜”［７］（Ｐ８６３５），误

以为隆太后是一个傀儡。隆太后的曲加逢迎，

实际上是一个假象，她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时

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在苗傅军中，朱胜非使用计谋

把她救出来，隆太后召见，梁氏了解苗傅军中的一

举一动，隆太后急令韩世忠速来，“以清岩

陛”［７］（Ｐ８６３５）。韩世忠、吕颐浩、刘光世、张浚各自率

兵从不同的地方前来平二贼，“逆党惧”［７］（Ｐ８６３５）。建

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３月，朱胜非召苗刘二人到都
堂谈论复辟之事，“率百官三上表以请”［７］（Ｐ１３８０８）。

同年４月，宋高宗复位，“都人大说”［７］（Ｐ１３８０８），太后
喜曰“吾责塞矣”［７］（Ｐ８６３５），并即日撤帘。

由于隆太后的足智多谋和众位臣僚的配合，

“苗刘之变”在内外夹击中被剿灭。隆太后这次

垂帘不足１个月。
孟皇后２次垂帘，时间总共也不足２个月，虽然

短暂，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南宋影响极大。南

宋初期，金兵不断南下骚扰，又加上内乱、农民起义

不断，可谓风雨飘摇；在南宋政权摇摇欲坠之际，又

发生了“苗刘之变”，可谓是雪上加霜。身处逆境，

五旬有余的孟皇后却处变不惊、独当一面，显示出了

她的机警理智。她时刻不忘把政权还于宋高宗，高

宗复位后，她即日撤帘，显示出了她不贪权、不揽权，

不私外家、心系社稷的政治胸怀；她不记恨宋哲宗、

宋徽宗的废后之事，反而一心为赵宋王朝着想，表明

她不计前嫌、深明大义。这种在政治动荡、国家危亡

中临危不乱、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令人钦佩。

　　四、孟皇后生卒年考

有关孟皇后生卒年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文献

中并未明确记载，我们仅能从其卒年进行推测。史

书上关于孟皇后卒年的记载有３处：《续资治通鉴
长编》《宋史·孟后传》《宋史·高宗本纪》，享年都

是５９岁。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皇太后始宣谕云：

“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女最可，但长三岁，然颜

殊未及。”［８］（Ｐ１１２６５）此材料告诉我们孟皇后比宋哲宗

大三岁。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正月，“上崩于福
宁殿，寿二十有五”［８］（Ｐ１２３５６）。据此，可推算出宋哲

宗的生卒年为公元１０７６—１１００年，而孟皇后的生年
为公元１０７３年，其享年 ５９岁，可推算出其卒年为
１１３１年。

《宋史·孟后传》载：“后年十六，宣仁及钦圣向

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元佑七年，谕宰执：‘孟氏

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７］（Ｐ８６３２）根据此材料，可

知，孟皇后比宋哲宗小１岁，因此，可推出孟后的生
年为公元１０７７年，卒年为公元１１３５年。

《宋史·高宗本纪》记载［７］（Ｐ４８７－５０４）：

庚辰，隆皇太后崩。……乙酉，为太后制
!

年服。

壬申，册谥皇太后曰昭慈献烈。

乙亥，改昭慈献烈皇后为昭慈圣献。

由此可知，孟皇后在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４
月崩，宋高宗为太后制丧服。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
年）６月，宋高宗为其册谥，初谥昭慈献烈，绍兴三年
（公元１１３３年）４月，又改谥昭慈圣献。由此推算，
孟皇后的生卒年为公元１０７３—１１３１年。
３种不同的记载，２种不同的观点。孟皇后的卒

年到底是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４月，还是绍兴五
年（公元１１３５年）４月？《宋史·孟后传》记载孟皇
后１６岁入宫，宣仁高太后和钦圣向太后都喜爱她，
并教她女仪。元七年（公元１１９６年）立为皇后，
但并不能确定其入宫和封后是同一年。导致错误判

断的还有一条，即《宋史·孟后传》中记载：“绍兴五

年春，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

夕。”［７］（Ｐ８６３７）紧接着记载，“四月，崩于行宫之西殿，

年五十九”［７］（Ｐ８６３７）。这２处材料可能被误以为孟皇
后驾崩的时间是绍兴五年 ４月，即公元 １１３５年 ４
月。又言：“三年，改谥昭慈圣献。”［７］（Ｐ８６３７）从这里可

以推测出，只能是绍兴三年，即公元１１３３年改谥，这
与《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相吻合。

所以，关于孟皇后的生卒年，《续资治通鉴长

编》和《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

《宋史·孟后传》的记载应该有误。孟皇后的生年

是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卒年是绍兴元年（公元
１１３１年）。

孟皇后虽是宋高宗的伯母，但宋高宗却视孟皇

后为生母。宋高宗对孟皇后极为孝顺，“帝事太后

极孝，……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

夕”［７］（Ｐ８６３７）。孟皇后生病，宋高宗日夜不离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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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年）４月，孟皇后死于越州行宫
（今浙江省绍兴市）。史载：“后崩，上哀悼甚，不能

视朝者累日。”［１５］宋高宗极悲痛，数日不上朝。孟皇

后去世后，初谥为昭慈献烈，绍兴三年（公元 １１３３
年）改为昭慈圣献。《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宋高宗为

孟皇后改谥的原因，“明德有功曰昭，视民如子曰

慈，聪明睿智曰献，安民有功曰烈。后改昭慈圣献，

备物成器曰圣”［１６］。在宋高宗看来，孟皇后对南宋

是有巨大功绩的。因此，孟皇后去世后，宋高宗给予

其极高的谥号。

　　五、结语

宋哲宗孟皇后虽出身于小官门户，但深得两宫

太后的欢心，因此纳后礼仪也极其隆重。孟皇后第

１次被废有冤情，其原因与党争、争宠密不可分；孟
皇后第２次被废，其原因与政治权力的纷争密不可
分；孟皇后第３次被废，不是简单的后宫争斗的结
果，而是官僚群体、政治派别纷争的结果。孟皇后居

瑶华宫近３０年，生活艰苦，也没有人身自由。孟皇
后的两度垂帘听政与当时的政治时局密不可分。孟

皇后生于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卒于绍兴元年
（公元１１３１年），享年５９岁。

纵观孟皇后的一生，她是中国古代后妃中三立

两废、寿终正寝的极少见的典型代表。从个人角度

来说，她是不幸的。当她丰姿绰约时，已美人迟暮，

居瑶华宫近３０年；当她再次被重视起来时，已是年
过半百。无论是元时期的党争、争宠导致的废后，

还是宋徽宗时期的两度立废，都与当时的政治时局

密不可分。此时的她，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是身不

由己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如章

、蔡京等的垫脚石，无形中成了政治牺牲品。在张

邦昌伪政权时，她能主持大局，迎立康王赵构继位，

显示出了她的机警理智；在“苗刘之变”中，她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内外结合，平定叛乱，体现了其临危

不乱、处变不惊的政治智慧。她的所做所为减少了

由北宋到南宋过渡时的政局动荡，稳定了南宋初期

的政治局面，在稳定民心、安抚官员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为南宋政权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历史

将永远记住她的功劳，宋高宗也视她如生母，最终寿

终正寝，风光大葬，“殡于会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

宗室，位在昭怀皇后上”［７］（Ｐ８６３７）。高太皇太后曾说：

“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

之。”［７］（Ｐ８６３８）回顾孟皇后的一生，诚如高太后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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